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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前進、後退，又原地踏步，或許在念碩士以前的生涯太過順遂，才導致進入政

治碩班後過得跌跌撞撞，但也因此經歷人生更多的面向、擔任更多的角色、發展更

多的經驗，同時遇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廣的世界、擁有更深邃的回憶與感受。包含

休學一年在工作與陪伴家人的五年碩士生涯，雖然只修了二十幾個學分、寫了一篇

碩士論文、發表過兩次研討會論文，但做過的事情以及留下的足跡還是比想像中多

太多了！ 

  回顧 2017 年的面試中，對面坐著三位國際關係學的生理男性教授，我堅定地

說著我要做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研究，最大的理由就是我認為這是讓社會變得更

好的一個有效途徑，因為我相信「我們需要有勇氣讓世界變得更良善，而具有同理

心的人際乃至國際關係就顯得格外重要。」當然在入學之後開始走這條路就發現它

非常的艱難，除了中文文獻較為稀少外，也很難發想研究領域與題目，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是直至 2020 年才決定的方向，另外因 2018 年擔任台大管學生指揮、2019

年投身選舉工作、2020 年到國際特赦組織實習、2021 年轉為組織正職、2022 年到

彩虹平權大平台做短期工作，這段期間也擔任了小娟老師的課程助教與行政助理、

幫貞慧老師做了短期的研究、擔任新北市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的講師等，還

有 2020 年開始經營社群並於三年內積累 1.7 萬個追蹤者、承接商業案件或互惠合

作，更因雙親長時間不在臺灣而負擔許多家務，儘管曾獲頒台大優秀青年與利他獎，

但在多重身分與工作之下，學術人生走得非常顛簸。然而或許也因為在這個學生身

分的庇蔭與實務工作的交織下，更能從容地經營與維護每段我重視的關係，並充分

地在學術、職業與多重角色中經驗這個世界。 

  所以感謝的人真的太多太多。學術上提供專業又清晰建議的長玲老師是最感

恩的對象，每次對談都會找到自己很多沒意識到的問題與盲區，在富含性別知識與

研究內涵的指教下，讓原本雜亂的文句變得更圓滑又引人興趣，更充實了研究深度

與相關論述；而心理上（或工作機會上）提供支持與協助的小娟老師也是很感恩的

對象，每次討論都可以舒服自在地表達自己的困境與問題，並得到實用的回應與作

法，從大學以來也一路支持我的決定並時時關懷，很幸運這六年的時光能有老師陪

伴！最後也非常感謝德蘭老師與維婷老師擔任口試委員，在這冷門的領域能有兩



doi:10.6342/NTU202301803

iii 
 
 

位性別領域的專家學者提點與指教，分享臺灣性別政策推動的個人經驗，真的為我

在研究上提供相當寶貴的建議，讓我在最後修正時有更明確的方向，使論文更加完

整，也才有更多政策倡議與推動的可能。 

  除此之外，也很感謝家人這幾年的支持與協助，尤其感謝雙親盡量照顧到我的

心緒而不去施加壓力，並持續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在美國的那段日子，是這幾年來

最放鬆與自在的時光，也很謝謝阿公在這幾年的歲月裡一直拉著我的手、聽我講著

破臺語，讓我可以陪伴你走過最後這條安詳小徑，並持續照亮每個夜裡返家的路；

感謝豬女團的各位，柏翔、劉恒、孫杰、鉅昇與晟豪的心理支持是最大的力量，也

是共享蕭貪撒幣與碎念喜悅的好夥伴；感謝包含「兩週一次」、「幸福三小女人」、

「呃」在內的大學同學，尤其是定期與筠潔、文怡、漢祥見面，或是與芳禾、祥鈺

聊聊抒發感受，都能夠在學術苦海裡找到更多的光，也因為我們擁有同理心的培養

經驗與學術上對結構論的認知，有些論述與關係議題只有你們更能理解與感受；感

謝在民進黨、國際特赦組織、彩虹平權大平台、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認識的大家，

特別是幼祺、忠毅與千加，實踐理想的路途上能有夥伴一起，是發展勇氣的強大力

量，也期許能繼續帶著這份倡議動能，堅定自己的立場與價值；感謝台大管、台大

交與建校的各位朋友，包含聖硯、柏睿、大閎、智翔在內等人，日常壓力之下透過

音樂維持連結以及享有團練後的碎念時光，真的協助我舒展身心與調整步調；感謝

「麻辣鍋團」、「上山下海」以及所有經營社群而認識的親，尤其是仲仁、長逸、浩

翔、俊沅等人，不僅帶我看見更大的世界，也讓我發掘與喜歡自己更多面向。 

  女性主義有很多流派，都認為要去證實這世界的不公平並改變，它或許就是帶

有一種規範性的道德價值，也因此沒有人有責任，但我們有選擇，可以選擇去改變

它，當社會變得更好的時候，每個人也會從中受益，而選擇也需要勇氣，希望透過

這幾年的學術與實務經驗，為我發展出足夠的勇氣與力量，能讓我繼續地選擇善良、

繼續地堅定女性主義的立場。 

  畢竟，我想做一個溫柔而上進的人。 

吳鵬飛 

2023 年 7 月 7 日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613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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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年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加拿大於 2017 年跟進提出女性主義

國際援助政策，其展現了兩國在國際社會上欲透過外交行動來促進性別平等的決

心，然兩國在政策目標與側重面向上有明顯的差異，瑞典重視性別平等、而加拿

大則重視經濟賦權，此形塑了本文的問題意識，欲透過國內政治因素來分析使兩

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同的原因為何，分別從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

層次進行探討，涵蓋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政黨、援外組織與公民團體聯盟等

五個面向，並以個案研究法與比較外交政策來進行分析，同時兼論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於臺灣推行的挑戰。 

  研究結果發現，使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乃行動者層次中的

關鍵政策領導人，其主導了政策的目標設定與注重面向，而在比較中可以發現瑞

典案例中為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加拿大案例中為總理杜魯道，分別透過自身生

平經驗、價值觀、重視議題與主導目的來影響政策的走向，也體現在其自傳與不

同場合的演講或公開聲明中。另外本文也發現了對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

響的次要原因，比較後可以發現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亦有影響力，但在兩國

的作用力不同，瑞典案例中公民社會層次透過實際的倡議行動改變了後續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的行動措施，而加拿大案例中制度層次則體現了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

策承接過往援外組織側重方向，擁有幾乎一致的目標設定。 

  最後，本文在分析與比較臺灣國內政治因素後，認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符合

當前政府的踏實外交政策主軸，而本國過往的性別平等經驗可以為政策提供基

礎，進一步強化國際連結與良善國家形象，然儘管國家領導人蔡英文對於性別平

等有所關注，臺灣在推動政策上仍面臨不少挑戰，除了總統與外交部長對「女性

主義」價值缺乏論述，受限於臺灣外交困境之下，制度層次中援外組織亦缺乏性

別平等廣泛行動的經驗、公民社會層次缺乏對議題的關注，提升了推動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的成本，因此臺灣在國內政治層面上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 

 

關鍵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瑞典；加拿大；臺灣；國內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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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weden proposed it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2014, while Canada proposed it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id Policy in 2017, demonstrat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both 

countrie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foreign a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policy objectives and 

priorities. On the one hand, Sweden places emphasis on gender equalit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Canada emphasizes economic empowerment. These varying points of focus 

shapes the underlying question of this study, which examines the domestic dimension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nalysis covers three levels: actors, institutions, and civil society. 

Furthermore, it encompasses five factors: national leaders, foreign ministers, political 

parties,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and alliances of civil society groups.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ies while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implementing the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Taiwa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key factor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formations in 

both countries’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lies in the level of actors,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tial policy makers, who shape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priorities. In the case of 

Sweden, Foreign Minister Margot Wallström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while in the case 

of Canada, it was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values, and 

priorities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the policies, reflected in their biographies, speeches, 

and public statement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secondary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both countries’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und that, 

in both countries, institutions and civil society also play a role,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In the case of Sweden, the alliances of civil society groups exerted influence 

through advocacy that changed subsequent measures in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In 

Canada’s case, the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reflected that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id policy inherited the focus of previous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resulting in almost 

identical policy objectives. 

At the end, after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aiwan’s domestic dimension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ligns with the current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Taiwan's experiences in gender equality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such policy an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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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or foster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country. However, 

despite President Tsai Ing-wen's concern for gender equality, several challenges remain 

in promoting related policies.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a lack of discourse on “feminism” 

by the President or Foreign Minister,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aiwan's diplomatic situation, 

a lack of experience in extensive action on gender equality within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a lack of attention to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t the civil society level. These factors increase the cost of promoting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and indicate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within Taiwan’s domestic 

context. 

 

Key Words: Feminism; Foreign Policy;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Sweden; Canada; 

Taiwan; Domestic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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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一、 問題意識 

  2014 年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öm）提出歷史上第一個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核心概念強調性別平等乃瑞典外交政策

的基本目標，也是發展對外行動的原則，以此確保女性享有基本人權、對抗全球的

父權體制、反對制度性且普遍化的女性次等地位問題，且瑞典政府相信此政策亦為

達到其他國家目標的有效途徑，如消滅恐怖主義、促進經濟成長、改善民眾健康等。

而 2017 年加拿大提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指出加拿大身為全球社群的一份子，將透過援助他國以支持性別平等、賦

權女性，如此將能強化自身的安全與繁榮，更可以建立和平、包容的社會，使所有

人受益。至 2018 年，瑞典進一步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Handbook on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向女性權益團體、媒體以及他國政府展示瑞典推

廣全球婦女權益的理念，手冊內容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一種工作方法和觀點，

以三個 R 為主要工作方向，分別為 Rights（權利）、Representation（代表性）、Resource

（資源），並衍伸出具體行動措施，包含維護免於生理、心理與性暴力的自由、預

防與解決衝突的女性參與、和平建立的女性參與、社會各層面的女性政治參與、性

與生殖健康權利的促進與保障等。同年英國工黨表示開始研擬女性主義發展政策、

英國婦女平等黨表達支持採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至 2019 年，法國、盧森堡、墨

西哥表示願意採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意圖。而這些國家的行動，也成為本文的問

題意識：為何在父權外交政策仍當道的國際社會中，該國願意採取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方向呢？ 

  自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至今，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外交政策實踐經驗時

間仍不長，因此這類型外交政策的文獻也不多。以在臺灣所發行的期刊為例，最為

直接相關的文獻為《國際性別通訊》中的三篇，分別為〈想像一個更平等的世界：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同志觀點〉（陳乃嘉，2020）、〈女性主義是潮牌嗎？淺談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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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顏詩怡，2020）、〈全球性別平等運動新時刻及我國

參與策略〉（張琬琪，2020），三篇文章主要介紹了瑞典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包含內容、挑戰與困境等，同時述及對臺灣的啟示、機會與可能性，理解帶來

實際的改變為何。而在國際上的研究則多著重在探討單一國家發展過程、背景、評

估等，對於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或發展因素分析較為稀缺，其中 Thomson（2020a）

的研究比較了兩國外交政策的目的與內容，指出即便同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側

重面向與目標設定上，瑞典重視性別平等，加拿大則重視經濟賦權。但為何會產生

不同方針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呢？是什麼影響因素使得兩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產生差異？ 

  因此本文希冀找出使瑞典與加拿大發展出重視不同面向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的因素為何。然而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因素繁多，舉凡從個人層面的領導者、意見

領袖，到政府層面的官僚體系、政黨政治，或社會層面的文化、歷史、社會運動，

乃至國際層面的國際壓力、國家間互動、國際組織意見，都有可能對國家的外交政

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將焦點置放在國內政治的影響因素，以期能找出兩國

政治體制與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聯，如此不僅可以分析與比較最早以女性主

義直接命名外交政策的兩個國家，充實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資料與探討，更可

以探索兩國之間的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並解釋使兩國發展出重視

不同面向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內因素為何。另外為促進外交政策的女性權益

倡議，本文將分析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挑戰，並與瑞典、加拿大的經驗

進行國際比較，理解國內政治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希望藉此為臺灣社會之

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提供不同視野，促進政策的多元想像與對父權體制的反思。 

綜上所述，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一）瑞典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形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二）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形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三）臺灣在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挑戰與兩國形成經驗有什麼異同？ 

 

二、 研究重要性 

  本文使用女性主義的研究觀點，拓展了過往傳統國際關係對安全的定義，以期

能關注到更廣泛的平等，同時更期許透過外交政策方面的性別研究，解決該領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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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性別關懷的問題。傳統國際關係學者，特別是現實主義者，主要以國家安全的角

度來定義安全，即一個安全的國家，是一個能夠保護它的實體國界免於無政府國際

體系侵害的國家，因此國家會尋求權力與軍事，皆是為了促進其安全的方式。然而

從 1980 年代開始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這些安全解釋提出質疑，其中女性主義者

以多面向與多層次的角度來廣泛定義安全，像是減少包含有形、結構或生態上在內

的所有類型暴力，同時也提出安全威脅包括家庭暴力、強暴、性別從屬的毀滅等，

（Tickner & Sjoberg, 2010/2013）；而從女性主義觀點關注的國際關係重視全體人類

的安全，層次、面向與內涵上更為豐富，涵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譚偉恩，

2007）。 

  而國際關係中的女性主義理論，則是批判男性主導了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認

為主流國際關係討論的安全、戰爭、主權等富含了陽剛氣質，缺乏對於女性角色的

參與，且貶抑陰柔氣質。在 1980 年代中期後，陸續有女性主義學者以性別做為主

要觀點著書來探討國際關係議題，強調性別是一個分析範疇，需特別關注符號、語

言、文化、各種再現以及檢視一系列抽象概念如權力、安全、理性、暴力等，藉此

凸顯性別層級秩序之內容與各種深遠影響（黃競涓，2011），思考社會生活如何成

為性別化的產物。在外交政策研究方面，其也被視為一個以男性規範和邏輯為主的

領域（K. Aggestam et al., 2019）。學界雖然對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女性、和平與安全

的第 1325 號決議1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對性別在外交政策中作用的研究則較為稀少

（Davies & True, 2017）。 

  另一部分，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提升將可以為社會帶來諸多正面效益，因此

透過相關研究倡議平等實踐，亦可促進社會繁榮、安全與穩定和平的發展。如經濟

部分，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在 2015 年的報告中指出，透過促進性別平等與女

性賦權，在模型的理想條件下，至 2025年時，全球GDP可以增加 12兆美元（Woetzel 

et al., 2015）；衝突解決與和平方面，O’ Reilly 等學者分析自 1989 年以來簽署的 181

項和平協議，指出當女性作為簽署人、調解人或參與和平進程時，最終達成協議的

 
1 第 1325 號決議文在 2000 年 10 月 31 日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通過，該決議關切武裝衝突中的受

害者以及負面影響，尤其是戰鬥人員與武裝份子對婦女與兒童的迫害，將可能衝擊可持續和平與社

會和解。決議文重申了女性在預防和衝突解決、和平建設的重要作用，強調女性平等參與和平促進

與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各國須充分執行在衝突中、衝突後保護女性權利的國際人道主義與人權法，

以促進可持續性的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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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會提高 35’%（O’ Reilly et al., 2015）。另外，性別平等程度越高，國家之間

或國家內部的衝突傾向就越低，較不會使用軍事力量解決國際爭端（Caprioli, 2005；

Hudson et al., 2008/09）。而提升維和部隊方面的女性參與與性別平衡，也可減少性

剝削和性虐待的風險（Karim & Beardsley, 2016）；且當女性人數占立法機構 35％

以上時，國家政治穩定度會有所提升，內戰衝突復發的風險趨近於零，若女性沒有

代表席位，復發風險將會隨著時間增加（DeMeritt et al., 2015）。 

  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議題在不管是國際關係或外交政策領域都有其重要性，

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標便是促進性別平等、女性賦權，以期待更為和平與安全

的社會。本文在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探討由此觀點出發的外交政策，透過比較

瑞典與加拿大的發展，試圖找出何種國內政治因素促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

及側重不同面向的原因，以供其他國家或公民社會作政策理解與參考，一同參與平

權促進的工程，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更多國家內發酵，並透過此研究補充學界

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探索，在實務上讓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有脈絡可循。 

 

貳、 文獻回顧與分析 

  本研究比較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經驗，

以及理解重視不同面向的原因，首先將分別回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基本論述、概念

與意涵，以及瑞典與加拿大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相關文獻，探討文獻提出可能影

響兩國政策的因素為何，最後則是歸納學者於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研究以

及理論基礎，形塑本文的研究架構。 

 

一、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定義與內涵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針對問題為女性受父權體制壓迫之事實與狀況；政策目的

為對抗父權體制、解放女性之壓迫與從屬地位、促進性別平等，其中涉及一連串與

他國互動、交涉或不作為的策略與行動，但最終結果皆是指向解決女性受壓迫之問

題。依據 L. Thompson 與 Clement（2019）的定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為一種優先

考慮性別平等的國家政策，透過與其他國家或社群的互動，關注女性與其他邊緣群

體的人權、分配資源、批判父權體制和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中心（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指出該政策是一個框架，關注邊緣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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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經驗，提供對全球議題更廣泛與深入的分析，與傳統外交政策思維不同，其從

最邊緣的角度提出了對安全的交織性思考，側重於軍事、暴力和統治等領域（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n.d.）。經由探討女性和邊緣群體的經驗，可以審查父權體

制、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壓迫與暴力，研究中心亦指出，女性主義觀

點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比政策實踐更為豐富，因此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可以提供一個

政策實踐的途徑，來實踐女性主義關注之議題與訴求性別平等（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n.d.）。 

  K. Aggestam 及 Rosamond（2016）強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以「女性

主義」來命名外交政策，與過往的外交政策有明顯的區隔，標誌著從傳統菁英取向

的外交政策實踐，轉向了以規範和道德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框架，乃全球正義與和平

的國際社群規範所建立。L. Thompson（2020）也論述使用「女性主義」一詞乃是

一種重要宣告，表明政府欲採取更具變革性與交織性的方法來促進性別平等與包

容，核心概念注重權力關係的改變，而非僅僅提升一些女性的地位。不過女性主義

有不同的派別與分支，所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沒有通用於全球的定義，也使其在

制定與運作上充滿彈性，透過當地的脈絡、文化與戰略等，探求屬於自身的樣態，

以最適應的方式來實現政策承諾。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的，乃分析聚焦於性別歧視、不平等、暴力以及對婦女

和其他邊緣社群的忽視，並透過國家政府力量加以實踐與扭轉（K. Aggestam et al., 

2019）。從理論上論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意圖與目的上都是道德的，並指出現今

的道德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缺乏性別觀點，且政治的分析觀點狹隘、分析主體經常

局限於國家層次，而此種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框架乃根源於父權體制的壓迫結構，

將不利於促進女性主義主義的道德議程（K. Aggestam et al., 2019）。 

  Thomson（2020a）則關注女性主義的概念在瑞典與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意涵，

指出前者將其集中在國內和國際的承諾改變上，關懷性別不平等的議題；而後者則

更重視私部門領域，即賦予婦女經濟自主權利。 

  綜上所述，學界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沒有統一定義與具體內容，且內容意

涵與各國家實施狀況會有所差異，對彼此試圖解決的政策核心問題有不同看法。其

與女性、和平與安全議程（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WPS）不同，各國並

未特別商定相關文本、決策或條約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相反的，採用女性主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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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來描述他們的外交政策，在這些國家如何理解這個詞以及他們選擇透過它來側

重什麼面向，都擁有相當的靈活性（Thomson, 2020b）。 

  雖然各學者關注內容不同，但仍可歸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備以下三點特質：

第一，女性主義的觀點承認了世界上的不平等問題，不僅在性別層面，也發生在族

群、地區、經濟等層面；第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傳統外交方式不同，不再固執

於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形塑一個更具有國際主義色彩與道德的政策實踐；第三，

政策著重於與本國以外的社群之互動，不僅包含其他國家，也包含其他社群、團體、

私部門等。而此對臺灣現行主流外交政策的意義，即是可以拓展外交政策的範圍，

以更彈性、多元、多邊的方式來參與國際事務，並解決全人類共同所面對之問題。 

 

二、 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與特質 

  不同國家發展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都有其特質，瑞典方面則具有相當的道

德概念與實用性，象徵了對過往傳統外交的關懷擴展與轉向。K. Aggestam 及

Rosamond 在 2016 年的研究中指出，此外交政策含有規範性的重新導向，指導方

針乃以道德為基礎的框架，與廣泛的全球正義與和平連結在一起，表示願意在全球

政治中，站在與父權體制的對立面，關注不同群體或國際社會中其他邊緣群體的獨

特需求。另外，K. Aggestam 及 Rosamond（2019）說明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既

是道德行為，又具有實用主義的體現，但也可能引發政策矛盾和緊張局勢，如瑞典

提倡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政府卻持續向那些女性未受政府保障的國家出口武器，為

政策帶來爭議。不過，即使面臨這些批評與疑慮，學者仍說明外交政策的實踐是透

過廣泛政治立場上的各種選擇和妥協來實現，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行為並不意味

著消滅國家利益，而是要在考量到他人需求的情況下進行調解，在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中，婦女和其他邊緣群體經常成為政策行為的目標。而瑞典強調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具有一種對傳統的批判與轉變，此政策使用「Feminist」一字，將政治從廣泛受

到認同與支持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取向提升至更具爭議性的政

治，其強調挑戰權力層級制度，更是一種外交政策的規範性重新定位（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 2018）。瑞典宣布獨特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標誌著背離了傳統的、

精英的外交政策，轉向了以規範和道德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框架，不僅是前所未有，

也具有相當開創性（K. Aggestam & Rosamond, 2018）。 



doi:10.6342/NTU202301803

7 
 

  而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乃在過往對WPS等國際承諾與國家自我認同的脈

絡下，所延伸出更堅定的政策立場。此政策受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關於 WPS 議程

的第 1325 號決議文所影響，瑞典透過將性別平等置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中心，來

重塑其外交政策與實踐相關理念（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 2018）。Thomson

（2020a）也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出現，與各國促進政策制定更加性別平等的

長期實踐有相當地關聯，如設立婦女部、性別主流化、性別配額等，而瑞典一直是

WPS 議程的堅定支持者，亦是最早制定行動計劃的國家之一，在現有努力的基礎

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本身成為一項政策議程。另外政策受到國家內部文化的影響，

致力於國內外的性別平等不僅延續瑞典傳統的平權關懷，也強化瑞典作為良好國

際主義或性別世界主義國家的自我認同，促進相關政策的推動力道（K. Aggestam 

et al., 2019）。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代表了瑞典長期立志成為世界政治的規範力量，並在性別

平等實踐上走在前端、成為其他人效仿的榜樣，藉此促進婦女參與和平進程、倡導

婦女權利作為人權，並努力實現更加性別敏感和公平的資源分配（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因此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亦建立在長期穩定的自我敘事基礎上，

該敘事由性別正義定義，強調女性及其他邊緣化群體的保護不應受國界的束縛，而

這種自我敘事根植於瑞典作為「道德超級大國」的國家身份，此認同與其悠久的社

會民主脈絡、對公民和非公民的雙重福利承諾密切相關（K. Aggestam & Rosamond, 

2018, 2019）；Rosamond（2020）也強調國家女性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基

礎對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帶來的影響，並連結到其長期的社會民主遺緒和國際

主義傳統，儘管自 1990 年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國家政府仍然於平權工

作中投入許多心力。 

  國際事務上，瑞典亦長期積極的追求全球的和平、穩定與人權發展（Goldmann, 

1991；吳振達，2018）。包括批判霸權的傳統，如越戰期間批判美國、21 世紀初批

判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非法占領及屯墾區的非法暴力與衝突等，讓瑞典成為民主國

家中最富正義價值理念者，而其國際主義表現出來對於正義與平等的追求，乃受到

國家歷史經驗與社會固有模式之影響，表現在對外政策與作為（Bergman, 2007）。

瑞典也積極透過保持獨立且強大的國防武力與對中立的完全支持來避免參與任何

可能的軍事與政治聯盟，以維持安全與和平地位（L. Aggestam, 2001；吳振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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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認為瑞典外交政策深受北歐模式的影響，該模式指涉北歐國家基於共同

理念選擇中立政策，發展出小卻有競爭力、重視和平、共識型政治、社會福利、安

全的國家類型，以福利制度理念與團結概念（Solidarity）為基礎，在國際層次利用

國內政治、經濟制度理念邏輯作為行為指標（Østergård, 1997）。Kuisma（2007）指

出需從國內社會、經濟制度模式來理解瑞典對外政策邏輯，北歐模式的存在並非解

決特定的政策問題，而是在意識形態與理念上發展出北歐獨特的政策邏輯，體現在

主張正義、團結、公平等國際關係概念。 

  而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體內容透過三個 R 來表達政策實踐與方向，分別

對應到六個面向：充分享有人權、免於身體心理和性暴力的自由、參與預防和衝突

解決及衝突後的和平建立、在社會所有領域的政治參與及影響、經濟權利和賦權、

性與生殖健康的權利（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n.d.a, n.d.b）。近年瑞

典也開始推動第四個 R，即研究（Research）的概念，將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

更深度的研究與事實查核，以明確指出外交政策對於問題解決的效用與倡議效果

（K. Aggestam & Rosamond, 2019）。Thomson（2020b）進一步指出，瑞典的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個清晰的架構、框架和方法，可以透過相關作為實現目標，在

「權利」方面，側重於瑞典先前對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以及在國際組織中的成員身

份，包含聯合國人權宣言、各種公約、1325 號決議、日內瓦公約、歐盟條約、各

項歐盟行動性別平等計劃。在「代表性」方面，該政策強調外交部將促進婦女在各

級決策中的參與和影響，藉由外交部門與歐盟、其他國家和區域組織合作來實施這

一點。在「資源」方面，則注重財務與人力資源的分配。 

  然而瑞典在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也面臨一些批評與困境。包含政府發起

的許多非政治化政策倡議中，常將性別和婦女混為一談，使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

實踐上，常常產生矛盾或歧異，或讓人不清楚到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以往的性別

平等政策的差異與特質為何（K. Aggestam et al., 2019）；另一份針對歐盟會員國對

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意見調查研究更指出，雖然多數受訪者對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持肯定態度，也認同瑞典是促進性別規範的領導者，但在某些國家或地區，許

多政治家或政府官員認為以「feminist」命名容易引起負面反應，並指出女性主義

的概念似乎極具爭議，且相信即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瑞典的國際形象產生積極

影響，也不會有其他國家效仿，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情況下，當前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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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合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使瑞典在該領域作為領導者的角色受到質疑

（Sundström & Elgström, 2019）。除此之外，女性主義內部亦存在許多流派與論述，

不同流派之間所關注的議題與倡議方式亦有所不同，也使得在使用「女性主義」一

詞上，存在許多樣貌與多元性（顧燕翎，2000），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屬何種流派

則未見於政府聲明中。 

 

三、 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與特質 

  加拿大長期在國際中推動平等的行動與形塑的國際主義，促進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的形成。自 1970 年代，該國即存在著長期且深入的、以婦女平等和兩性平等

為重點的話語規範，始於前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1976年通過的《婦女參與發展準則》（Women in Development, WID）、

於 1984 年成立了 WID 理事會（Swiss & Barry, 2017）。這些行動與規範促進女性人

權成為加拿大的核心外交政策優先事項，包含承諾透過憲法促進對外行動中的性

別平等政策、制度實踐、國際條約、集會和外交話語等，皆證實婦女權利在加拿大

外交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Tiessen, 2015）。此政策和體制反應促使加拿大成為將性

別問題作為國際發展中心的先驅，與當時加拿大慷慨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捐助者形象一致，反映加拿大的國際主義，促進全球

機制、規範、人道主義、自由權利倫理（Smith, 2003）。而加拿大一直希望成為全

球政治中的道德領導，其形塑的形象至今仍受到強調（Tiessen & Carrier, 2015）。 

  除了奠基於過往國際主義的政策傾向，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也受到總理以

及與美國的關係所影響。Brodie（2008）指出，在過去約二十年裡加拿大國內和外

交政策在某些方面與美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差異，如同性婚姻、健保、大麻合法化、

支持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拒絕參加 2003 年對伊拉克戰爭的初次入侵等，呈現出比

美國更為自由的形象。而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其執政黨領導時期，也與前總

理哈珀（Stephen Harper）、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性別、難民議題上保

持距離，如難民政策中承諾接納美國禁止敘利亞難民，顯現出加拿大的形象重塑與

擴張，乃美國在全球場域實力下降的回應（Parisi，2020）。Tiessen 及 Carrier（2015）、

D. Lee（2018）則表達執政黨與總理輪替後的重要轉變，2006 年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當選為國會多數黨，在前總理哈珀領導下，性別平等政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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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嚴重削弱，國際發展領域中性別平等的概念也被「男女平等」取代，損害了加

拿大作為性別平等領導者的聲譽；Tiessen（2015）則強調哈珀保守黨政府在相關政

策中，許多指導計劃倡議的重要文件都存在「女性脆弱須被保護」的論述，也在

2009 年時，將政策內部語言從「性別平等」轉變為「男女平等」，標誌著加拿大在

哈珀保守黨領導下，偏離了促進性別平等的承諾。至 2015 年，在杜魯道的領導下

推動許多性別平等政策，而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屬於性別平等政策的一環，乃於

國內政治層面對過去的翻轉，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Canada）相對保守黨更為積

極承認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而此外交政策的出現，也顯現對加拿大性別平等傳統的

重新承諾，並否認保守派對女性主義理想的攻擊（D. Lee, 2018；Leblond & Fabian, 

2017；Tiessen & Swan, 2018）。政黨輪替後的加拿大在杜魯道帶領下，實施了許多

性別平權政策與女性主義的關懷，包含 2015 年上任時，任命女性擔任加拿大聯邦

內閣中一半的職位，表明性別平等是加拿大政府的核心價值觀，另外在其言論中，

也公開自稱為女性主義者，呼籲國家社會與國際社群促進人權、女性權能和性別平

等（Tiessen & Carrier, 2015）。 

  而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內容，則著重在六個行動領域，包含性別平

等和女性賦權、人類尊嚴、惠及所有人的成長、環境和氣候行動、涵容性治理、和

平與安全（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同時政策指出女性可以成為重要的變革

推動者，促進強勁的經濟成長、鼓勵和平發展與合作、改善家庭與社群的生活，並

實踐減少貧困和不平等（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而該國女性主義國際援助

政策的特色則在於強化與私部門的合作與互動，Thomson（2020b）指出加拿大政

策透過此合作機制，使私部門目前的服務提供者角色轉變為實踐發展成果合作夥

伴的投資者，但政府對於私部門如何有助於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並未明確的解釋

與說明。 

  而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面臨的批評為以下三點：首先，相關用語的

定義不明與聯結不足，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透過將性別平等和賦予婦女、女孩權

能作為核心行動領域，標誌著明確採用「性別平等」一詞的回歸，儘管這種相對於

哈珀政府的轉變是積極必要的，因「性別平等」在哈珀政府的官方國際發展話語中

被抹去，使得相關政策與女性權益議題被弱化，但杜魯道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中沒有對女性主義、性別平等或賦權進行明確定義，而這種理論不足和缺乏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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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女性主義學者和實踐者的關注（Mason, 2019），另外，該政策對女性主義的闡

述強調交織性歧視和排斥的概念，論述翻轉社會規範、權力關係、機會均等的必要

性，但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並未充分利用交織性框架，與交織性理論幾乎沒有聯

繫，使該概念被批評為一種流行用語（Mason, 2019）。第二點，該政策強調經濟賦

權而非邊緣群體的解放，Parisi（2020）指出此政策的人權途徑並非基於需求的方

法來為特定群體提供資源和服務，而是強調最貧窮群體的人權。D. Lee（2018）認

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在安全性、權力和執行的概念上具有深刻的變革，但加拿大

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在體現相關變革的潛力是相當薄弱的。第三，在與私部門

的合作與運作上，被認為未提供相關的機制與責信制度（Brown & Swiss, 2018）。 

 

四、 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比較 

  Thomson（2020a, 2020b）比較瑞典和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文件，並著重「feminist」

一詞對兩國外交政策而言的意義及意涵為何。首先，她認為在問題層面中，瑞典外

交和發展政策的中心問題是系統的性別不平等，認為全球社會問題源自性別間力

量的不平衡；而加拿大對中心問題的描述較廣泛，其中討論的問題連結到經濟貧困。 

  在目標層面，Thomson（2020b）指出瑞典的政策目的為性別平等，置於核心

位置；加拿大則是消除貧困、建立一個更和平、更包容與繁榮的世界，而性別平等

及賦權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Thomson（2020b）認為此未從根本上理解到

性別不平等是國際社會的核心問題，貧困本身就是無性別觀念的。再從兩國的政策

文件比較，瑞典將系統性性別不平等視為一個問題，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一個解

決方案；加拿大則將貧困視為問題，將性別平等視為解決方法。因此，與加拿大相

比，性別不平等在瑞典的全球不平等論述中有著更重要的地位；加拿大政策則將女

性賦權視作消除貧困的有效方法。Parisi（2020）也在其分析中，指出加拿大的外

交政策將性別平等與新自由主義聯繫起來，強調女性融入全球政治經濟對於消除

貧困的總體目標有關鍵的作用。 

  在政策論述上，Thomson（2020a, 2020b）指出瑞典以可行的方法討論如何解

決問題、為目標設置可操作的評估方法、將責任歸屬特定機構等，雖然有時在目標

以及如何衡量其目標實現等方面也含糊不清，但加拿大文件對於如何實現其承諾

更為模糊，Thomson（2020b）認為這些行動領域缺乏相關方法、區域與定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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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領域的論述本身非常廣泛，倘若解決它們的方式不清楚、沒有將特定地理區域

界定為要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向，則無法清楚論述與理解政策具體內容，甚至也無法

指出這些目標的責任在政府的哪個部門，抑或可能會制定哪些具體政策、與加拿大

政府的國際和法律承諾有何關聯。此外，瑞典的政策也強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瑞

典國內女性主義政府與政策制定的延續，也是對相關條約、機構、體制和國際自由

秩序的承諾，如 WPS、歐盟規範和國際法等；而加拿大的政策文件基本上沒有提

及相關法律和國際承諾，反之更關注於將私部門力量納入國際政策和發展工作，如

政策中述及「…將增加和多樣化與私營部門合作的機制範圍…將私部門當前的服

務提供者角色轉變為投資實現發展成果的合作夥伴…」（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政策意義上，Thomson（2020b）歸納對於瑞典來說，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

一種手段，來表明該國對構成國際自由秩序的規範和制度的承諾；對加拿大而言，

該政策似乎更傾向是一種將私人利益納入國家發展政策的手段，相對於瑞典，其更

大程度地依賴於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詮釋，並將私部門進一步納入政策發展中。 

  部分研究則論述瑞典與加拿大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因素，主要從國

家領導人與性別平等發展的制度與歷史脈絡進行探討。領導人方面，K. Aggestam

與 True（2020）強調了政策領導的重要性，說明沒有關鍵的女性主義領導，就不會

有支持性別平等規範的外交政策變化，如瑞典的瓦爾斯特倫、加拿大的杜魯道與方

慧蘭（Chrystia Freeland）等，該領導人試圖藉由倡導支持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外

交政策，在政治和國際領域中脫穎而出，並產生廣泛的追隨者，提升其於國內或國

際的影響力；但學者也指出，如果該外交政策與領導人的性格聯繫太過緊密，可能

無法在政府或部長更替後持續下去，或無法在外交政策體制的官僚結構中制度化。

兩人於 2021 年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杜魯道與瓦爾斯特倫趁著全球政治的性別主流

化歷程發展，掌握機會透過規範性的外交政策來建立國家形象（K. Aggestam, & True, 

2021）。瑞典案例中，瓦爾斯特倫利用性別化的領導與象徵意義來推動瑞典的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強調女性參與和平建設與經濟乃明智又有效的行動，而瑞典在擔任

2017 至 18 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期間，政策也成為瑞典與他國互動的部分

內容（K. Aggestam & True, 2021）。Nylund 等人（2022）也說明瑞典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高度依賴於女性領導－瓦爾斯特倫，藉由其經驗與關注面向來形塑政策重點，

但也因政策與領導連結太深，使得該政策具有不穩定的風險，隨時都可能因為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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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內閣或政壇而停止推進。在加拿大的案例中，杜魯道不僅藉由宣稱自身是女性

主義者、於 2015 年任命平權內閣（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擔任內閣職位），促進該

國涵容性的治理；也隨著美國在全球政治影響中的實力減弱，杜魯道藉由國家形象

的建立來強化該國軟實力（Soft Power）的影響，具體作為包含女性主義國際援助

政策的提出、將性別平等作為加拿大擔任 2018 年七國集團主席（Group of Seven, 

G7）的優先事項等。Tiessen 與 Smith（2022）關注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哈珀

時期與杜魯道時期的不同，學者指出杜魯道對於「女性主義」一詞的使用，強化了

加拿大在國際間的性別倡議，然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主要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的價值為主軸，著重關注針對女性的發展援助或是經濟機會的提供，並非挑戰導致

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且杜魯道所提出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是加拿大國內外

長期承諾的延伸，雖然 2015 年在內閣政黨輪替後促成了政策上用詞的明顯轉變，

同時亦強化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等方面論述，但實際變化的證據仍有待觀察。 

  而學者們對於兩國在性別平等制度與發展脈絡的關注中，也認為過往國家內

部的平權發展提供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施行良好基礎。Nylund 等人（2022）說明瑞

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依賴於該國長期發展的性別政策支柱，過往的政策規範推廣

也部分適用於目前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倡議。Rosamond（2020）認為瑞典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根植於該國國家女性主義與性別世界主義的實踐，從既有的國內政治

和外交政策取向來延伸與擴展關懷議題，將規範與倡議的領域外化到過家疆界之

外。Achilleos-Sarll 等學者（2023）研究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歷史，指出女

性主義在不同國家的背景下有不同的意義，對瑞典而言是長達數十年國家女性主

義議程的一部份（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K. Aggestam 與 True（2021）指出瓦

爾斯特倫得益於瑞典國內對性別平等與國家女性主義的廣泛與長期支持，使得其

能夠在國際政治中與他國在性別議題上進行倡議。K. Aggestam 與 True（2020）更

說明在不同國家的性別發展歷程中，得以透過既有的性別平等發展所建立的國家

形象，促進支持性別平等的外交政策，如瑞典、挪威、加拿大，相關的政策在國內

已被廣泛制度化，而外交政策則反映其在對外行動中實際執行有利於性別的規範

的官僚能力。 

  除了在領導人與國家性別平等發展的探討外，Achilleos-Sarll 等學者說明公民

社會在其中並未扮演關鍵角色，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根植於國家的實踐，並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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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率先創立，儘管民間社會倡議者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解上更具創新

與突破，但公民社會使用該詞始於 2014 年瑞典提出該外交政策後，也才開始針對

國家外交政策提出女性主義的要求（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與過往不同的是，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沒有以與 WPS 議程相同的方式出現，即由公民社會發起，進

而透過國家政府制度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乃由國家宣布施行，形塑出不一樣的形

成模式（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這也顯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有國家女性主義

特質，由政府主導推動並成功執行。 

  整體來說，無論瑞典或加拿大，彼此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都受到國際發展、國

內政治與文化、政策制定者等因素所影響，不過在政策目標與側重面向上，瑞典較

為重視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後者則重視消除貧困與經濟賦權。影響因素方面，無

論瑞典或加拿大，彼此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同程度地受到國際發展、執政黨、國

家道德文化、國家性別平等發展、公民社會、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等因素所影響，

然是何種因素導致兩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不同的樣貌，則需進一步的探討

與分析。 

 

五、 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 

  從國際體系層次來說，在瑞典與加拿大的外交文化中，Cooper（1993）等學者

指出兩國皆屬於中型國家（Middle Power），因此在國際場域的表現會透露出其對

於多邊主義的偏好與傾向，也在國際糾紛或衝突中積極發展妥協與促進和解的能

力。同時，Cooper（1993）等學者認為中型國家指涉比強國或弱國更有智慧、更有

道德、較不自私的國家，他們願意且有能力負擔國際責任，並創造與維持國際秩序。

Jordaan（2003）主張中型國家傾向於推動世界體系的和諧與穩定，其特點是根據其

所追求的政策，包括多邊主義、在紛爭中的妥協立場、對於談判處理及建立聯盟的

偏好，以確保國際體系穩定發展。林宗憲（2003）以加拿大為案例說明，中型國家

因資源與影響力不如強國，若要穩定發展與生存，需依賴和平運作的世界體系，以

避免因缺乏足夠能力來面對衝突或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所以加拿大承認和平是不

可分割的，任何國家及國際體系的和平之間也是密切相關的，政策特徵上體現出多

邊主義與國際主義之特質，面對國際問題時會積極透過尋求或發展多邊、集體模式

的路徑來思考行動措施，外交政策的內涵有時也呈現出明顯的人性尊嚴考量，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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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更高程度的和平與穩定發展。 

  而在劉蕭翔（2007）的文獻中指出，外交政策或國際政治常與國內政治間彼此

連結、相互影響，其梳理 Gourevitch（1978）的著作，說明國際與國內政治呈現雙

向影響的關係，對外行動會形塑國內政治、而國內政治也會影響外交行為。劉蕭翔

（2007）亦指出外交政策在全球化與民主化影響越來越大的發展歷程中，已不像過

去冷戰時期高階政治的操作方式進行，賦予國際體系層次較高的重要性、忽略國內

政治，國內政治對於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確實有影響，不過對於國內政治的因素分

析，不同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如 Kissinger（1966）的論述中，指出影響外交決策

的國內政治結構因素包括歷史傳統、社會價值、政經制度，另外也認為國家政權的

型態影響外交決策過程，分為官僚務實型、意識形態型、魅力革命型，官僚務實型

指涉外交政策制定受制於官僚政治的影響，正常程序下的官僚機構通常可以解決

多數政策問題，但也因此缺乏彈性甚至在非正常程序中容易遇到問題與形成阻礙，

主要代表為美國或西歐國家，政策取徑上較為務實或機械化；意識形態型則指涉外

交政策常看到意識形態或宗教教義的影子；魅力革命型則表示外交政策常取決於

特定人物的判斷，如開國元老或第一代領導人的決策等，此相關判斷時常源自個人

經驗，而非官僚機構、意識形態等。 

  蔡明彥（2013）也指出官僚政治機構也會影響外交政策的產生與國際政治，在

國家的行政結構當中，官僚成立的目的通常是因為國家外交行政運作的過程標準

化，藉以提高政府處理各種問題的效率。官僚政治系統需面對合作規範的建立，也

是使民眾信服的正當性來源，指出越高度發展與制度化的社會，決策過程中較容易

受到國內官僚組織與價值的影響，包含本位主義、凸顯自身部門重要性、重視專業

與法律、拉長決策時間等。官僚可將政府的行政運作程序標準化以提高效率，但若

遇到不符合常規的狀況則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跨部門的溝通、衝擊決策時間與結

果。在此觀點下，政府的決策並非由單一的統一團體所產出，而是由一群分享權力、

但同時各自關注本身利益的官僚組織所決定，因此從制度層面進行研究時，特別需

要關注各官僚組織或政府體制的組成與議價過程（黃奎博，2011）。換言之，外交

決策機制本身或是國家的政黨結構、外交政策制度設計對政策的制定與運作有什

麼影響，是在制度研究時需要探討與觀察的面向，如執政黨職權、涉外組織、援外

組織等相關作用、在什麼時期如何影響他們並貫徹政策。陳瑄毓（2014）則指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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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結構影響政黨制度，進而影響政黨在立法與行政部門的合作與對抗；而領導人

則會在不同程度上依據個人經驗、偏好、對事實的理解等影響外交政策的形成。 

  Milner（1997）在國際政治的討論中，也強調國內政治的影響力道，並以冷戰

結束的案例說明觀察蘇聯國家內部對冷戰的偏好與對制度改變的渴望，來解釋國

際關係的變化，其中他認為國內政治的行為者偏好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是最重要

的，這些行為者又可依功能分成三類，分別為執行者（總統或總理）、立法者、利

益團體，許多政策的偏好源自於這些行為者的利益，執行者可以透過政策吸引目光、

贏得選舉，其為了選舉也需要利益團體的支持，於政見中納入團體訴求；立法者則

較有多樣性，政策偏好因黨派差異而有所不同。Moravcsik（1991）則在研究歐盟

統合時，以國內政治因素來解釋國家偏好的形成，並在領導人變項上納入國內官僚、

政黨、利益團體，指出他們在短期內磨合意見，以讓政策反應他們的偏好。 

  具體來說，國內政治的研究通常指國家的領導人或外交部門、立法部門等，法

治國家會藉由憲法或法律，將國家對外事務的決策權授予國家領導人，但國家領導

人對外交事務所投入的心思、力道與程度則會因人而異（蔡明彥，2013）。Hermann

（2001）認為，國家領導人在多數情況下會將對外事務交由外交部門或相關單位處

理，僅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親自參與外交事務的決策，如國家領導人本身對外交事

務有高度興趣、國家遭逢外交危機而衝擊國家利益或引發人民關注、國家領導人必

須親自參與和外國元首之間的高峰會、國家領導人本身對某項外交政策議題有特

殊利益等情況。 

  領導人的外交決策風格依 Hermann（2001）的研究分為兩類，分別是目標導向

領導人與反應型領導人，前者指涉領導人具有強烈理想、意識形態或信仰等，會透

過相關行動企圖追求某種價值或目標的實踐，因此其想法與外交政策行為，經常會

受到個人信仰與情感等主觀經驗所影響，也較不會全然接受官僚部門的意見、盟邦

看法、民意、輿論等外來的資訊；反應型領導人則傾向先理解外在的現實狀況，接

著做出必要的反應，其特徵為有彈性、較易受國內政治影響、不喜歡制定過於極端

或引發爭議的政策。 

  而社會層次指涉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包含民意、公民社會、民間運動，乃至

文化、歷史、民族經驗等。在 Robinson（2008）的文獻中，指出傳播理論的多元主

義（Pluralism）認為，國家內部的媒體與民意可以對政治與政府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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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模式（The Elite Model）則認為國家的權力主要掌握在精英手中，只有精英才

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操作政治與社會，並在決策中扮演關鍵角色，雖然多元主義的觀

點對於民主國家外交決策的適用性較高，但其受到許多批評，包含人民普遍不關心

外交議題，多數情況下難以發揮極大影響力，只有在人民對外交政策關注程度提升

時，才會實質影響外交政策。因此這樣的論點使得菁英模式的觀點出現進一步的修

正，主張菁英決策仍是政府決策與國家政治的主導力量，但是民意可小幅度的對外

交政策產生影響。 

  外交政策是否能夠取得國內民意認同，時常與是否得相對多數的政黨聯合相

關。Moravcsik（1991）以歐洲統合案例指出，因主導國國內恰巧無其他重要議題，

使歐洲整合變成精英之間最關注議題，同時也透過廣大辯論爭取政黨聯合。陳瑄毓

（2014）則在研究中從選舉與相關民調來理解民意如何影響外交政策。而文化的概

念涵蓋了社會大眾彼此進行溝通、互動或和外在環境溝通的一種集體方式與規範，

在一個國家的內部，文化普遍存在社會的各個面向，雖然其不盡然能隨時對外交決

策發揮決定性的影響，不過文化的存在，通常能對社會行為產生制約或是規範的作

用，尤其對決策過程產生必要的影響（蔡明彥，2013）。 

 

六、 理論基礎與對話：國家女性主義 

  本文旨在探討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對一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為了提

供本文清晰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將以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作為本

文的理論框架，以此觀察個案研究與比較結果是否驗證理論論述，進而促進本文與

理論的對話與提供學術基礎。 

  國家女性主義指涉女性倡議組織或是相關訴求透過體制化的行動進入公部門

體系，以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施行改革並實踐性別平等（顧燕翎，2020）。十九世

紀時，自由主義脈絡下的婦女運動轉向在體制內尋求改革的途徑，包含在國內爭取

女性參政、參與公共決策和資源分配，或利用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進行倡議實踐，

形塑國家女性主義的雛形（顧燕玲，2020）。由於女性主義是行動派的理論，除了

透過學術或哲學論證理論觀點，也試圖驗證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並提出具體方法解

決問題，此也成為女性主義各流派之間共同的信念，而國家女性主義便是一種以政

府或國家的力量、由上而下推動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途徑。Hernes（1987）認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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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性別與國家的關係是在動態過程中相互建構而成，意即國家結構會形塑性別

權力的階層或安排，女權運動亦在行動中影響或改變國家的權力結構，如部分西方

工業國家發展與建立性別平權機構的過程或結果，體現出「由上而下的女性主義」

或「國家女性主義」（引自 Stetson & Mazur, 1995）。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從政策制定

者的價值觀來解釋國家女性主義的概念，Siim（1991）認為國家女性主義指涉兩種

情形，第一種為女性主義者在擁有實權的制度位置上擔任行政或官僚人員，第二種

則為女性政治人物為了制度化女權運動訴求的關注內容或利益，持續推動相關政

策（引自 Stetson & Mazur, 1995）。Kantola 與 Squires（2012）論述國家女性主義的

概念，其被廣泛用於說明婦女政策機構與婦運倡議者之間的聯盟與關係，並在互動

中促使國家回應民間社會的訴求。楊婉瑩（2004）指出國家的性別平權機構體現了

國家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該機構以實踐女性主義利益為目標，乃為女性主義利益

服務的代理人（agent），在政策與行動中持續關注性別議題，而這樣的發展過程或

結果也使國家的面貌不同於過去自由主義或是福利主義對國家的批判，認為國家

是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整體。雖然國家女性主義成為新一波婦運訴求的重點，也呈

現普及化的實踐趨勢，但在過程中會持續與各國社會、文化、政治進行相互影響，

導致各國在制度表現形式與運作經驗上有所差異，因此在現實情境中國家女性主

義是一項更為複雜多元的概念（楊婉瑩，2004；顧燕翎，2020）。 

  不過國家女性主義也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部分女性主義流派的批判，對於女性

主義運動與國家的關係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如 1970 年代的基進女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即認為父權的國和家乃平行與互相支援的結構系統，父權的

國家體制會持續地壓迫與宰制女性，因此當女性或女權運動希望藉由體制化來進

行改革並進入國體體系後，將會被國家體系收編且瓦解運動能量，使得基進女性主

義與國家權力系統被視為意識形態光譜對立的兩個極端（Ferguson, 1984）。而生態

女性主義（Ecological Feminism）主張小規模的自足性地區經濟，當人類不僅缺乏

對於有限自然資源或是人與萬物相互依存的認知，反而在資本主義父權體制架構

下追求國家認同與利益，將導致更多陽剛殺伐之戰，因此反對以軍備和暴力為後盾

的龐大政經權力結構，並對於龐大的國家組織存有疑慮，主張婦女運動與國家或政

黨之間保持一定距離，對政府內的婦女政策機構抱持懷疑的態度（Miles & Shiva,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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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旨在促進性別平等與藉由外交手段來實踐女性主義的目標，

政策制定與實施者乃國家政府，也體現出國家女性主義的表現形式，乃自上而下的

改革推動模式；除此之外，依據 Siim（1991）（引自 Stetson & Mazur, 1995）的定

義，當洛夫文（Kjell Stefan Löfven）、瓦爾斯特倫、杜魯道、方慧蘭等人自我認同

為女性主義者時，也體現出另一種國家女性主義的詮釋角度，藉由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將促進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訴求制度化。另外，Thomson（2020a, 2020b）的研

究發現了瑞典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呈現形式上有所不同，彰顯出在女性

主義制度化過程中會與國內政治相互影響，也符合國家女性主義的論述，在此理論

架構下進行分析與討論，可以研究使得兩國政策差異的因素影響為何。 

  因此本文欲藉由國家女性主義進行理論對話，企圖在分析、歸納、說明瑞典與

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在影響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時，提供適當的理論基礎

與架構，並以此說明政治因素對該國政策影響的方式，也將以研究結果來驗證理論

的說明，同時觀察在研究過程中，是否會體現出基進女性主義或生態女性主義的批

判，即民間女權運動的訴求或倡議在體制化過程中被抹滅。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架構與操作 

  根據以上文獻，可以發現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因素眾多，彼此間又會產生雙向

的影響，本文為了比較國內因素如何促成瑞典與加拿大發展出不同樣貌的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將國內政治分成三的層次來進行理解與剖析，分別為行動者層次、制

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呈現於圖 1-1，透過探討此三層次因素在型塑兩國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的經驗，來比較國家在政策形成中的異同與特質，並在比較分析之後，

梳理臺灣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時在國內政治發展上面臨的挑戰。 

  如圖 1-1 所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為本論文的依變項，本文並將國內政治因素

集中在個行動者層次—包含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和執政黨，制度層次—以援外機

構為主，以及公民社會層次—以民間組織聯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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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來源：作者自繪 

 

  在第一項的行動者層次中，本文將觀察瑞典與加拿大兩國的決策者於執政後

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論述與作為，包含兩國的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與執政黨。

國家領導人與外交部長方面將研究個人施政走向、經歷或價值觀，透過學者的文獻、

自傳與公開聲明、演講作為研究資料；執政黨方面則著重探討政黨價值與政見，觀

察其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的影響。而研究的範圍，瑞典將分析從 2014 年開始執

政的社會民主工人黨（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綠黨（Miljöpartiet 

de Gröna）聯合政府、時任總理洛夫文、時任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由於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於洛夫文第一屆任期提出（2014 至 2019 年），因此將時間軸線限縮於此

區間，觀察此時間範圍內的施政走向、演講、聲明等資料。加拿大則是鎖定 2015

年開始執政的自由黨、時任總理杜魯道、時任外交部長方慧蘭，藉由相關文獻、公

開演講、政府文件、制定者經歷、政黨價值、政黨政見等，來提供本文研究資料，

因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於杜魯道第一屆任期提出（2015 至 2019 年），將

時間軸線限縮於此區間，來觀察此區段的施政走向。 

  在第二項的制度層次因素中，將觀察瑞典與加拿大兩國的海外援助機構怎麼

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前者會觀察瑞典的國際發展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公民社會層次 

⚫ 民間組織聯盟 

制度層次 

⚫ 援外機構 

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自變項 

國內政治 

依變項 

外交政策 

行動者層次 

⚫ 國家領導人 

⚫ 外交部長 

⚫ 執政黨 

公民社會層次 

⚫ 民間組織聯盟 

制度層次 

⚫ 援外機構 

行動者層次 

⚫ 國家領導人 

⚫ 外交部長 

⚫ 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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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相關學者指出外交部將援助總額的三分

之二交由 SIDA，由其具體負責援助項目的選擇及執行（黄梅波、朱丹丹，2011），

透過觀察 SIDA 的作為與執行政策方式，將能提供本文相關的材料來理解其如何影

響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加拿大的部分，由於其原負責國際援助的機構－加拿

大國際發展合作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於 2013 年

被併入到外交部門中，並無一獨立的官方海外援助機構可以做為研究對象，因此將

以加拿大全球事務部（Global Affairs Canada, GAC）進行研究，集中觀察其如何執

行政策，包含政府預算比例、性別平等項目與相關計畫，研究的時間範圍自該國總

理任期開始至 2022 年，以涵蓋更廣泛的資料論述：瑞典為 2014 至 2022 年、加拿

大為 2015 至 2022 年，不過為了觀察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援外組織之間的影響力

道，亦會分析與前任總理任期內援外組織、政策與行動上的差異，因此分析範圍將

往前拉長兩年：瑞典為 2012 至 2022 年、加拿大為 2013 至 2022 年。 

  第三項的公民社會層次中，將集中分析民間組織的反應與相關意見，來分析民

主國家中的公民社會與民意如何型塑相關政策的產生，以及理解其對政策的態度。

由於目前多數資料呈現出兩國的民間組織皆是以聯盟的形式在進行探討，如瑞典

的 CONCORD Sverige 由 81 個組織組成，關注瑞典在外交與發展政策上的合作與

永續性；而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由加拿大樂施會（Oxfam Canada）、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Canada）等數個組織組成。因此本文將以聯盟的形式進行研究，關注

瑞典的 CONCORD Sverige 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如何在國內對

兩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回應政府行動，由於民間的反應會持

續的推進與改變，政府亦可能針對民間倡議而調整後續政策，因此將研究的時間範

圍拉長至 2022 年，以涵蓋更為廣泛的民意探討。 

  綜上所述，本文具體的研究架構和操作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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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研究架構與操作 

影響因素 研究標的 研究內容 研究對象 時間範圍 

行動者層次 國家領導

人 

個人施政走向與

經歷 

瑞典：洛夫文 

加拿大：杜魯道 

瑞典：2014 至 2019 

加拿大：2015 至 2019 

外交部長 個人施政走向與

經歷 

瑞典：瓦爾斯特倫 

加拿大：方慧蘭 

執政黨 政黨價值與政見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

黨－綠黨聯合政府 

加拿大：自由黨政府 

制度層次 援外組織 組織運作模式與

執行政策過程 

瑞典：SIDA 

加拿大：GAC 

瑞典：2012 至 2022 

加拿大：2013 至 2022 

公民社會層次 民間組織

聯盟 

倡議內容與政策

回饋 

瑞典：CONCORD 

Sverige 

加拿大：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工作小組 

瑞典：2014 至 2022 

加拿大：2015 至 2022 

（來源：作者自繪） 

 

二、 個案選擇 

  由於各國政策在實踐上可能具有女性主義觀點或是旨在推動性別平等，為了

區隔外交政策之間的定義與特質，本文以最早提出且以「女性主義」（Feminist）命

名外交政策的瑞典與加拿大作為研究個案，使用「女性主義」命名不僅象徵著國家

採納以規範與道德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框架，改變過往傳統的國家中心觀點，更在國

家層次上承認父權體制的迫害與女性邊緣地位的困境，並宣告以具體作為實踐變

革性及交織性的對外行動，促進性別平等、女性賦權甚至是女性解放（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L. Thompson, 2020）。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其餘旨在推動性

別平等政策不同之處在於，其使用了較為爭議且容易引起負面反應的命名方式，在

某些國家或地區，女性主義的概念具有相當爭議，且在歐洲或全球民粹主義、民族

主義和傳統價值觀興起的背景下，並不利於女性主義思想或外交政策的發展

（Sundström & Elgström, 2019），除此之外，不同國家的宗教保守派、民粹主義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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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或非政府組織也藉由跨國合作的方式形塑對女性主義的負面標籤或攻擊，透

過全球的法律規範或政策工具來破壞並取消女性長期擁有的權利（Sanders & 

Jenkins, 2022）。然而，儘管「女性主義」承受疑慮、不友善甚至是負面的標籤2，

瑞典與加拿大兩國仍堅定地以此命名外交政策，由於此政策可能衝擊執政上的穩

定，因此本文認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勢必有特殊因素在主導，所以選定以瑞

典與加拿大為研究個案進行質性分析，藉此深化研究影響國家形成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的國內因素。 

  另一方面，雖然至 2022 年底，除了瑞典與加拿大外，法國（2019 年）、墨西

哥（2020 年）、西班牙（2021 年）、盧森堡（2021 年）、德國（2021 年）和智利（2022

年）等國都相繼表示推出自己國家版本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UN Women, 2022），

不過相較於其他推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家，瑞典與加拿大的發展歷程最長，具

備足夠的研究資料可以進行分析討論。且女性主義對各國的概念與影響皆不同，以

法國為例，Thomson（2020a）即指出其相較於加拿大與瑞典較少使用「Feminist」

語言，L. Thompson 與 Clement（2019）也認為該國的外交政策未被明確地定義為

女性主義。法國政府是以「France’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gender equality」作為該

國性別平等國際戰略，並在其中設定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懷重點，雖然亦表明推

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決心，但主要是在法國性別平等戰略框架下運作（France 

Diplomacy, 2021, 2022），此部分與瑞典、加拿大不同，該兩國皆以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為指導框架，進行對外行動的規劃與相關作為，法國則使用了「性別平等國際戰

略」的概念，雖涵蓋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也因此被認為較少使用「Feminist」

或外交行動未被明確定義為女性主義（L. Thompson & Clement, 2019；Thomson, 

2020a）。 

  而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被認為受到瑞典政策的啟發，使得內文措辭

 
2 反對女性主義（Anti-feminism）的思想或論述在近年透過網路傳播在各國或全球得到強化。中國

的案例中，學者指出相關社群將女性主義者視為離經叛道或背叛國家的女性等，不僅以此妖魔化女

性主義者，同時將公眾注意力從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轉移到女性主義者與反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對

抗上，進一步限制了對女性生活受到交織性壓迫的關注（Huang, 2021）。而南韓的案例則指出，20

多歲韓國男性普遍有攻擊性的厭女傾向，將自身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58.6%的受訪者強烈反對

女性主義（Park, 2021），且 2022 年南韓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總統尹錫悅（Yoon Suk Yeol）聲稱女

性未受到系統性性別歧視並承諾廢除女性家庭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顯示了

該國對於女性主義的敵意與負面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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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優先事項呈現高度相似（Fillion, 2018），然而外交政策內涵為本文依變項，非自

變項，且 Thomson（2020a, 2020b）指出兩國在政策目標與側重面向仍有相當的差

異，表示有其他因素在影響著兩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與產出，並非純然加拿大模仿瑞

典政策可解釋。也因此本文透過梳理兩國政策發展脈絡和因素的異同來理解國內

政治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將能補充對於兩國政治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研究，亦

可藉由比較觀察兩國國內政治影響的異同。 

  綜上所述，為了聚焦研究、充足研究資料、比較國內政治的影響，將以瑞典與

加拿大作為本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個案，為國際關係的性別領域研究提供

更多的分析。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比較外交政策的方式執行研究。張清敏（2001）指出，Rosenau 以

前的外交政策研究，缺乏國際關係理論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成果，在外交決策研究

探討上也較為稀少，多數依賴於美國或典型大國的外交政策研究。至 1970 年代，

隨著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的崛起，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將研究焦點置放於國內層次上，

關注與重視國際和國內問題之間的連結與互動；也有部分外交政策學者將研究標

的由傳統大國轉向其他國家，並開始進行彼此的外交政策分析與比較。Rosenau

（1971）在其著作中倡導對外交政策更科學研究，主張將國內和國際的問題與條件

連結起來，也呼籲藉由提出許多具體的條件來衡量外交政策的性質，如透過對自然

屬性和國家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來思考與發展相關理論框架。而為了發掘與探討

不同層次因素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外交決策的不同影響，Rosenau（1971）認為進

行外交政策研究時，個案的應用研究或許能為即時性的問題尋得答案，但長期而言，

比較研究方法能發現不同國家為適應環境變化時，所採取外交政策的行為模式，因

此若探討政策的發展或檢視國家針對內外環境變遷形塑的對外行為，宜採用比較

研究方法為宜。 

  而具體作法則是個案研究法，透過廣泛資料的蒐集，分別針對兩國國內政治因

素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進行分析，Yin（1994/2001）認為社會科學研究中

廣泛使用個案研究，包括傳統科學與實務導向的領域，前者如社會學、政治學；後

者如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社會工作等。Yin（1994/2001）指出個案研究的特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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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其專注在分析與了解某些單一或特定事件的研究；第二，個案研究結合

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證據可以是質性、量化、兩者兼具的；第三，個案研究可以

同時達到不同目標，如描述性、探索性、解釋性的分析。由於本文屬於外交政策，

並針對特定事件的研究，因此將採用個案研究方法進行。 

 

四、 研究假設 

  透過本文的研究架構，將藉由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來進行分

析，於行動者層次中研究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執政黨；於制度層次中研究國家

援外組織；於公民社會層次中研究民間組織聯盟，期許以此了解國內政治因素如何

影響瑞典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與側重面向。 

  經由過往文獻提供的論述與觀點，本文假設影響兩國外交政策形成與側重面

向的主要國內因素乃行動者層次中的領導人，因此在第一與第二個研究問題中，瑞

典的案例假設政策領導人乃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加拿大則為杜魯道，將透過比較

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之間的影響來分析兩人如何在外交政策的制

定中扮演關鍵角色。而研究問題三，將分析瑞典與加拿大兩國在國內政治因素方面

的不同以及臺灣在推行政策上可能面臨的挑戰，本文假設使得兩國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側重面向與關懷領域不同的關鍵因素乃於行動者層次中兩國政策領導人的價

值觀、經驗或關注重點，試圖透過研究資料的整理與歸納，呈現瓦爾斯特倫與杜魯

道如何影響兩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同時將分析臺灣的國內政治因素與進行國際比

較，論述推行政策上的挑戰。 

 

五、 研究資料 

  本文研究資料分為三大方面進行蒐集，第一為學術研究，涵蓋學者研究、著書、

期刊或碩博士論文。第二為官方資料，將透過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的政府、外交部、

政黨、援外組織等官方網站搜尋任何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的相關文獻，同時也

蒐集與政策有關的預算規劃、施政報告、對外行動計畫、手冊或相關研究進行分析，

以期能夠產出更為全面的研究結果，而在行動者層次的面向，為了觀察國家領導人

與外交部長對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態度、立場、價值觀或相關論述，將

以「feminism」、「feminist」、「feminist foreign policy」為關鍵字搜尋並擷取公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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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上的相關演講與公開聲明，同時刪除重複的文本，成為本文的研究資料來

源，然倘若該國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於官方網站缺乏相關的演講或聲明資料，將

以「gender equality」為關鍵字進行搜尋，並著重在對外行動或外交政策面向，以期

能理解該行動者對外交層面中性別平等的態度或政策行動，亦分析對於女性主義

較未關注的原因，裨益本文研究深度。第三部分為非官方資料的蒐集，包含民間組

織網站、其餘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相關的聲明、新聞、評論、政策制定者個人經歷

或自傳，以期能完整論述本文內容，並強化研究之邏輯與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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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瑞典國內政治因素分析 

 

  國家的性別平等發展除了帶動國家內部的平權促進，更可以在國際上發揮影

響力。蔡明彥（2013）說明國內政治的社會文化影響外交政策的產生，其普遍存在

於社會中各個面向，能對社會行為或決策過程產生制約的作用，而瑞典性別平等的

高度發展即促進了該國在國際舞台上倡議人權與平等的行動，其中就包含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瑞典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基礎，乃其作為良好國際主義國家的自

我敘述，致力於推動國內外的性別平等，同時利用瑞典作為「性別世界主義」國家

的自我認同，強化其推動相關政策的力道，形塑一股雙向建構的力量，強調女性及

其他邊緣化群體的保護不應受國界的束縛，而這種自我敘事根植於瑞典作為「道德

超級大國」的國家身份，此認同與其悠久的社會民主脈絡、對公民和非公民的雙重

福利承諾密切相關（K. Aggestam & Rosamond, 2018, 2019）。 

  瑞典的性別平等發展長年名列前茅，體現在各項數據中。2021 年關注「生殖

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三個面向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分數為 0.023，世界排名第 4（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n.d.）；關注「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及「政治參與」四個

面向的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 GGI）則為 0.823，排名世界第 5（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另外，關注限制女性權利、獲得賦權機會與資源的法律、

社會規範和實踐等面向的社會習俗性別指數（Social Institutions and Gender Index, 

SIGI），2023 年瑞典的分數為 8.8，世界排名第 3（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n.d.）。政治參與方面，2021 年瑞典女性國會議

員比例高達 47%，世界排名第 8（The World Bank, n.d.）。經濟參與方面，2021 年

瑞典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1.3%，優於當年全球平均的 46.3%（Our World in Data, n.d.）。 

  除了以上數據，瑞典長年以來在社會民主運動與女權運動相輔相成之下，通過

諸多利於性別平等發展的法律規範。針對女性安全的包含 1250 年即通過的反暴力

對待女性的法律、1965 年將婚內強暴納入刑法規範、1998 年生效的禁止暴力侵害

婦女法、1999 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禁止性交易的國家、2011 年在刑法中納入跟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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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的刑責，2005 年也通過一項性犯罪法，加強與確保每個人的人格完整性與性

自主的權利，2018 年更進一步強調基於同意的重要性，透過相關規範懲罰包含性

騷擾、性侵害、性剝削等在內的犯罪行為（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

Sweden Sverige, n.d.）。在女性經濟賦權的法律規範，則有 1979 年通過的性別平等

法，保障男女在瑞典社會生活中享有同等待遇，促進在工作、就業、其他工作條件

或發展機會方面的平等權利，2009年的反歧視法進一步要求雇主要促進性別平等、

實踐同工同酬，以及採取措施反對騷擾（Sweden Sverige, n.d.；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除此之外，1974 年瑞典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育幼假取代產

假的國家；1995 年，實施父親額度（father's quota；daddy quota）的親職假，為父

親保留 30 天不可轉讓的假期，以減少母親在育兒角色上的壓力，至 2016 年親職

假增加到 480 天，也為每位父母保留 90 天不可轉讓的額度（Sweden Sverige, n.d.；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於平等教育方面，1842 年將女性與男性引

入義務小學，並於 2010 年的教育法中強調性別平等的實踐，管理瑞典所有教育機

構，規定性別平等應貫穿與指導教育體系的所有層級，在 2017 年的反歧視法修訂

後，引入更積極的措施，並適用於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與其他活動（European Agency, 

2023；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在多元性別面向，瑞典於 2009 年同

性婚姻合法化（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在國家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

強化整合方面，1976 年瑞典就已設有性別平等部長、1982 年設立性別平等處，協

調政府機關性別平等政策之執行（黃淑玲，2014）；於 1980 年成為首批簽署與承諾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的國家之一；於 1994 年開始實施以性別

主流化為實踐性別平等的戰略，將性別平等工作納入政府各層級的常規措施

（Sweden Sverige, n.d.）。 

  瑞典進步與領先全球的性別平等發展源於該國社會民主運動與女權運動相輔

相成下的發展成果，更在此文化背景下將經驗應用在全球政治中，相信不同國家、

民族、文化的人們需要團結起來，傾向進行超國家與跨政府的合作，才能讓世界變

得更和平美好（Brandal et al., 2013/2021）。也因此在外交行動中體現了重視人權與

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際事務上積極追求全球的和平、穩定與人權發展（Goldmann, 

1991；吳振達，2018），並以國際法為標準、以聯合國為行動場域、推動裁減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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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限制武力措施維原則，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海外發展等經濟援助（Goldmann, 

1991）。同時強調在外交上遵守國際規範，對抗國際間的不正義以達到維持國際法

存在與國際和平穩定，透過雙邊、參與歐盟等多邊方式，促進在世界各國充分尊重

人權，並且對國內外針對人民的壓迫與虐待作出反應、防止歧視，加強其他國家注

重人權的能力（Goldmann et al., 1986）。此外，瑞典亦具有批判霸權的傳統，如越

戰期間批判美國、21 世紀初批判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非法占領及屯墾區的非法暴力

與衝突等，讓瑞典成為民主國家中最富正義價值理念者（吳振達，2018）。瑞典國

際主義表現出來對於正義與平等的追求，乃受到國家歷史經驗與社會固有模式之

影響，表現在對外政策與作為（Bergman, 2007）。 

  對瑞典政府來說，尊重人權本身不僅僅是外交政策目標，也是全球發展和安全

的手段。瑞典外交政策的軟實力，透過規範性力量來推動人權，以創新、環境保護

等議題塑造瑞典文明形象，促進該國在關鍵領域的國際化、傳播瑞典的文化及價值

觀、為瑞典開拓更大的國際市場（吳振達，2018）。 

  當瑞典具備良好的性別平等發展基礎時，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就較易獲得

國家內部的支持，同時透過相關政策的倡議與推動來增加自身在全球政治中的影

響力。但當國家性別平等高度發展，卻不必然出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如挪威、芬

蘭等 GGI 與 GII 名列前茅的國家，因此上述僅代表著社會文化能夠提供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形成及發展的基礎，但具體的推行與政策設定，仍依靠其他因素所決定。

故本文將探究瑞典其他三個層次的國內政治因素，分析關鍵影響因素促成瑞典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 

   

壹、 行動者層次 

  瑞典國體依據憲法規定實施君主立憲制，國王乃國家元首，僅履行代表性或

禮儀性職責，其政體屬內閣制，國會透過公民普選產生，國家領導人通常來自國

會多數黨或執政聯盟領袖，而瑞典國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並於 1970 年實施

一院制，於 2014 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工人黨為最大黨3，最後與綠黨組建少數

 
3 2014年瑞典國會選舉結果，總共 349席的席次中，社會民主工人黨分配到 113席、溫和黨（Moderata 

samlingspartiet）84 席、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49 席、綠黨 24 席、中間黨（Centerpartiet）

22 席、左翼黨（Vänsterpartiet）21 席、自由黨（Liberalerna）19 席、基督教民主黨（Kristdemokrat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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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並由社會民主工人黨領袖洛夫文出任總理、任命同黨籍的瓦爾斯特倫為外

交部長。因此於行動者層次將分別探究瑞典的總理－洛夫文、外交部長－瓦爾斯

特倫以及政黨－社會民主工人黨與綠黨，分別就其個人生平、演講、聲明與政黨

官方文件、政策表態等進行分析，以了解對於性別、人權、外交等領域中的關注

與重視。 

 

一、 國家領導人 

  洛夫文上任後宣布建立女性主義政府，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政府政策的一環，

在政府宣言中說明了其女性主義政策和設想中的改革，包含在涉及性別平等問題

時，應賦予國家更明確的方向與任務，優先考慮削減性暴力，並在性別問題上編制

預算（Velke, 2018）。 

  而女性主義政府與過往瑞典「平權內閣」傳統的不同，除了是對性別主流化的

再次強調與更廣泛領域的平等關懷（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a），更不

避諱使用較具爭議的「女性主義」來命名，強調新政府對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的堅

定立場。瑞典自 1994 年開始即發展出「平權內閣」的模式，即內閣首長男女人數

各占一半，源於當時社會民主工人黨要求政府將性別平等納入政策領域中，並呼籲

性別平等部長對性別平等問題負責，促進了黨內規範修正，使政黨議員的名單在

1993 年的黨代表大會上提供男女相同的配額，最終社會民主工人黨女性議員當選

數量從 41%上升至 48%，被認為是黨內女性與外部女權運動共同倡議下的結果

（Sainsbury, 2004）。而後兼任性別平等部長的副總理薩琳（Mona Sahlin）主持並推

動了政府的性別主流化（Raaum, 2005；黃淑玲，2015），時任總理卡爾松（Gösta 

Ingvar Carlsson）更宣布中央內閣追求性別平等，任命部門首長男女人數各半，從

此之後瑞典內閣維持男女部長人數大致相當的組成（Bergqvist et al., 2007）。瑞典

得以於行政與立法機構中實現性別平衡的原因，包括女性的社會與政治公民身分

在社會民主工人黨執政的支持下得到擴張與保障、女性融入勞動力市場、政黨透過

相關措施與規範將性別平等制度化等（Sainsbury, 2004）。洛夫文的女性主義政府擴

張了「平權內閣」的關懷，除了確保女性和男性擁有同樣的權力來決定與建設自己

 
17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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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樣貌以及社會環境，也強調性別平等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實現的目標，更有益

於政府推動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外交政策（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 

2019a）。Hydén（2019）與 Verezhak（2022）即指出女性主義政府旨在改善國家的

性別平等議程，表明性別平等與整個社會有關。政府也承諾在所有決策中促進性別

平等，打擊壓迫性／性別的社會結構，包含勞動力市場、衛生和社會、教育、外交

和發展以及司法政策，非僅要求內閣部長中維持性別平衡與強化女性代表性的結

果，而是要求在所有施政中含有性別觀點，遵循性別平等的政策目標（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a）。 

  洛夫文長年投入工會事務並擔任要職，也因具備相關經驗，參與社會民主工人

黨的相關事務。其於 1957 年 7 月 21 日出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爾後

被安置於孤兒院，由林業工人家庭收養，曾於優密歐大學修習社會工作學科（School 

of Social Work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meå Welder training），接著在 1979 至 1995

年間，於軍用車輛製造商裡擔任焊工（Wallenfeldt, 2022a）。工會事務的投入始於

1981 年，先後擔任了瑞典金屬工人工會全國委員會成員、執行委員會主席，從事

合約談判和國際事務領域協調，也在 2000 年後擔任北歐金屬工人聯盟執行委員會

成員與歐洲金屬工人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2005 年瑞典工業工會和瑞典金

屬工人工會合併後成立為 Industrifacket Metall（IF Metall），洛夫文當選為其第一屆

主席（Wallenfeldt, 2022a）。其政治上的參與則是受到社會民主工人黨前總理帕爾梅

（Olof Palme）的啟發，於 1973 年開始在政黨中擔任社會民主青年黨領導，接著

於 2005 年擔任常務委員會副委員、2007 至 2009 年擔任福利政策審查小組的主席、

2012 年當選為黨領袖，並領導社會民主工人黨在 2014 年的瑞典大選時贏得國會多

數黨席次，最後與綠黨組建內閣、與在野黨聯盟達成協議，表態將加強彼此合作的

三個領域，分別為養老金制度、能源未來發展、安全與國防政策（Wallenfeldt, 2022a）。 

  在洛夫文提出女性主義政府前，即重視黨內的性別平等問題。2014 年成為總

理前，由於當時瑞典伊斯蘭組織（Islamic Association in Sweden）領導人穆斯塔法

（Omar Mustafa）當選為社會民主工人黨黨委員會成員，因曾參與反猶主義和恐同

觀點的會議而面臨爭議，雖然穆斯塔法表示其並不認同此仇恨觀點，但時任黨主席

洛夫文表態伊斯蘭組織的價值與社會民主工人黨重視的性別平等概念不同，若欲

繼續在黨內擔任要職，就必須支持性別平等，同時停止擔任伊斯蘭組織領導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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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退出黨委員會（Sveriges Radio, 2013）。顯示了洛夫文在女性主義政府成立之前，

即認同社會民主工人黨對性別平等權利追求的基本價值，而成為瑞典總理後，也在

相關倡議中進行更多的表態、支持，並說明具體施政方向。為分析本文探討領導人

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本文從瑞典政府辦公室網站與新聞媒體中，擷取 2014

至 2019 年與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外行動的性別平等相關的演講或聲

明進行分析與論述，共計七場，呈現於表 2-14： 

  

 
4  本節所使用的演講與聲明資料，乃瑞典政府辦公室網站（https://www.government.se/）、HDRO

（2017）、Stupp（2017）所提供之英文版本，並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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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洛夫文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5

年 1 月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洛夫文被任命為聯合

國 HeForShe 運動的

IMPACT World 

Champion 領袖 

HeForShe旨在讓男性參與爭取性別平

等的進程，而瑞典總理辦公室發表聲

明表示該國所有男性部長都參與此倡

議行動，使瑞典政府成為世界上第一

個集體參與 HeForShe 的政府。 

2015

年 6 月 

政府針對 HeForShe 倡

議的公開演講 

HeForShe 的行動倡議

提及病假制度的調整 

HeForShe 在瑞典開始推動，表明性別

平等不是女性議題，而是女性和男性

的議題，洛夫文帶領政府實施一項廣

泛的議程，欲在瑞典實現更大程度的

性別平等。 

2015

年 7 月 

第三屆發展籌資的國際

會議（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籌資計畫中對性別平

等的投資與目標設定 

說明針對籌資計畫中促進性別平等的

相關作為與具體規範，也強調對女性

經濟、生產資源與教育的保障。 

2015

年 9 月 

聯合國婦女署的全球領

導人會議（Global 

Leaders Meeting o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A 

Commitment to Action） 

領導人對性別議題的

影響以及瑞典正在採

取的行動 

說明父權體制如何壓迫女性的基本權

利，以及此狀況可能導致的經濟衰弱

與削減社會競爭，並強調具體行動與

改變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和平參與

上的貢獻。 

2015

年 9 月 

全球公民節（Global 

Citizen Festival） 

性別平等的脫貧與衛

生議題 

表示將在國際團結的理念下實現所有

人的平等，而全民享有衛生基礎設施

是相當關鍵與重要的。 

2016

年 

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全球發布會 

人人都應享有人類發

展並強調平等的必要

性 

說明全球社群穩定運作的前提，要將

所有人納入體制之中，並避免任何形

式的壓迫，使所有人受惠，才能強化經

濟穩定與繁榮。 

2017

年 3 月 

歐盟領導人會議 歐盟國家領導人針對

歐盟未來的發展進行

會議討論 

洛夫文強調在一份關於歐洲未來的宣

言中，應該注重勞動力的性別平等並

明確論述具體作法。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b, 2015c, 2015d, 

2015e, 2015f, 2015g, 2015h; UNDP, 2017; Stupp, 2017） 

 

  在以上聲明與演講中，呈現洛夫文在性別論述上的四個特質。第一，洛夫文在

公開演講不避諱女性主義的身分認同，反而強調男性作為女性主義者以及推動性

別平等的重要性，認為性別平等的實踐對所有人都有相當的助益，藉此希望可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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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大的團結。據 Sundström 與 Elgström（2019）的訪談研究，許多政治家或政府

官員認為以「feminist」命名政策在部分國家或地區易引起負面反應且女性主義概

念具有相當爭議，但洛夫文不懼爭議並持續在各種場合發聲，不僅是對女性主義政

府的堅定支持，說服各國或是社會支持相關議程的推動與進行，也可以強化瑞典在

性別場域的領導地位，如在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中，其敦促所有男性加入創造性別

平等的工作並分擔責任（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b）；在第三屆發展籌

資的國際會議上指出自身是一名女性主義者，不僅是一種身分的象徵與表態，更將

性別平等與女性主義議題搬到國際場合進行對話（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f）。顯示洛夫文持續將性別平等議題推動至國內社會與國際場合，藉由實際行

動與聲明進行倡議，持續尋求更大的認同與合作，在 HeForShe 的演講中，則指出

若要對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進行改變，需要強力的領導、堅定的政治承諾、所有人

的積極參與，也將性別平等或追求女性權利的議題視為全人類須共同承擔與追求

的目標，非僅由女性負責，男性也須意識並重視相關的倡議與投入行動，而瑞典女

性主義政府致力於與其他人合作以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 

  第二，洛夫文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源於工會背景，見證女性參與本由男性主導

或男性為多數領域的重要性。在世界經濟論壇與第三屆發展籌資的演講中，即表示

其背景是男性主導的製造業，曾親眼目睹企業如何透過女性平等參與決策來改善，

理解到性別平等的力量（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 2015f）。另外在人類

發展報告全球發布會中，也對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團體機構表示平等的必要性，並將其連結到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問題，

需形塑一種不壓迫任何人、所有人受惠的全球化形式，鼓勵雇主、勞工、政府之間

的合作，藉此實踐良好的工作環境、提高生產力、強化經濟穩定與繁榮（UNDP, 

2017）。顯示洛夫文在工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的經驗裡，理解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並連結到 2014 年對女性主義政府設立的政策承諾，使其更願意透過具體措施來實

踐平等。 

  第三，洛夫文在性別平等正面影響方面，持續強調女性勞動參與和經濟優勢之

間的連結，圍繞在女性經濟賦權與勞動參與如何對整體社會有利，因此需要改變體

制來釋放大量的人口潛能，保護與促進女性的經濟參與，如第三屆發展籌資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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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以及聯合國婦女署（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的全球領導人會議中，都指出：「性別平等是人權的基本

問題，但也是精明的經濟學，透過為我們的一半人口提供與另一半人口相同的機會，

我們可以使人才庫翻倍並釋放龐大的繁榮潛力…」（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f, 2015g）；在 HeForShe 的演講中，也說明必須賦予婦女經濟權利，如果將女

性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可能會造成世界上機會和人才的浪費（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紐約中央公園的全球公民節演講中，也提到了性別平等的脫貧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h）；歐盟領導人會議則強調了勞動力性別平

等（Stupp, 2017），以上皆與經濟議題連結，其餘演講中雖也述及女性在政治中的

參與與代表性、解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教育平等、和平建設等，但並未如經濟賦

權與勞動參與廣泛出現於不同場合中，也鮮少提及對於女性於從屬地位的解放，此

可能因公開場合演講中須強化閱聽人及與會者對於性別平等推動的誘因，抑或洛

夫文為尋求國內或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影響力，需透過具體的正向價值來促進對女

性主義政府政策的關注，藉由經濟價值與利益拉攏更多的夥伴一同推動性別平等，

但也因此在道德概念、資源分配、父權體制的論述上相較缺乏。 

 第四，洛夫文較缺乏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與論述，不過其雖未強調政策

推動，但在聯合國婦女署的全球領導人會議中，仍指出婦女在和平進程各層面的參

與可以促進和平建設的成功與可持續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g），

反映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立場與重點。其未強調外交政策可能因其身為內閣首長

與總理，多於更高層級的政策中說明與論述，如女性主義政府的領導等，或甚至其

並未主導外交政策的規劃與設定，因此缺乏在相關場合倡議的行動。 

  經由以上分析，洛夫文並非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不僅未對政策進

行倡議，政策內容也未體現對經濟賦權的側重。其在早年工會運動及社會民主思想

的培育中，認同平等的重要性，並在相關經驗中見證女性勞動參與帶來的正面效益，

同時在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之下進行倡議或經驗分享，期許在不同層級的政策

或場合中尋求支持與合作，但多數的概念與重點論述，仍圍繞在經濟利益與勞動參

與的重要性，未如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政策目標或關注內容來得廣泛，顯示了

洛夫文對經濟的高度重視並未呈現於外交政策中，並未主導政策的制定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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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交部長 

  瓦爾斯特倫 1954 年生於瑞典的斯凱萊夫特奧（Skellefteå），高中畢業後就無繼

續進修，先後擔任銀行職員與會計師，也曾任瑞典地區電視網絡的執行長。政治參

與始於1973年，高中畢業後開始擔任瑞典社會民主青年聯盟的監察員，爾後於1979

年當選為瑞典國會議員，任期六年；1988 至 1991 年擔任青年、婦女和消費者事務

部長（Minister for Consumer Affairs, Women and Youth）；1994 至 1996 年擔任文化

部長（Minister for Culture）；1996 至 1998 年擔任社會事務部長（Minister for Social 

Affairs）；1999 年成為 Worldview Global Media 的執行副總裁；接著進入歐洲政界，

於 1999至 2004年擔任歐盟環境專員（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the Environment）； 

2004 至 2010 年擔任歐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First Vice-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2014 年，社會民主工人黨在瑞典國會選舉中獲取多數席次後，黨領

袖洛夫文就任瑞典總理並任命瓦爾斯特倫為瑞典的外交部長與副總理，直至 2019

年 9 月。 

  瓦爾斯特倫對於性別平等相當重視，尤其關注衝突中女性受暴與和平建設時

女性參與的重要性，也使其先後在不同性別倡議單位擔任要職。如 2007 年成為世

界女性領袖理事會的部長級倡議主席（Chair of the Ministerial Initiative of the Council 

for Women World Leaders），該理事會由現任和前任女性總統、總理或部長組成，旨

在透過提升各國最高級別女性領導的數量、影響力或知名度來鼓勵善政和促進全

球民主，使更多的女性擁有機會與資源參與政治，帶來更多元的態度與經驗

（Wallström, 2010）；2010 至 2012 年，瓦爾斯特倫擔任聯合國秘書處的衝突中性暴

力問題首任特別代表5（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任職期間曾處理剛果民主共和國內戰中的性暴力問題，同時

將與各國政府一同倡議，以打擊衝突中性暴力犯罪卻未受罰的現象。 

  瓦爾斯特倫也透過學術期刊文章的發表，展現對於女性、和平與安全議題的重

視。在哈佛國際評論（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發表的文章關注全球安全戰略

 
5 該特別代表為聯合國的與衝突相關性暴力（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CRSV）的發言人與

政治倡議者，並擔任了聯合國反對衝突中性暴力行動（United Nations Action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的主席與得到相關小組的支持（United Nations, n.d.a）。瓦爾斯特倫於 2010 年依據安理

會第 1888(2009)號決議設立辦公室以支持相關工作，該決議承認衝突中性暴力對社群造成的有害影

響，並承認這種犯罪將破壞衝突結束後針對和平、安全與重建社會的努力（United Nations,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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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代表，認為女性在政治中的公平代表權是一個民主問題，當社會中有一半的

公民被排除在公共辯論和決策中，將導致社會缺乏公平的代表性，也使得體制缺乏

民主（Wallström, 2010）。除此之外亦強調女性賦權和參與對當時全球挑戰的重要

性，其中最緊迫的議題為氣候變遷和安全，指女性可以為氣候、環保與可持續發展

提供正向的貢獻，卻在許多問題決策和談判過程中缺乏代表性；女性同時亦為促進

和平與穩定的關鍵角色，儘管第 1325 號決議承認女性於建設穩定和平的重要性，

但實踐改變是一個長期的政治過程，必須得到更多的關注，特別是在外交、國防、

安全和發展政策領域中的決策與代表性（Wallström, 2010）。另外 2012 年發表的期

刊文章重視解決轉型正義與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的方法，強調應對衝突中性暴力的

領導人和肇事者進行刑事調查和起訴，打擊相關犯罪的有罪不罰現象，並為戰爭性

暴力倖存者提供支持的賠償計劃與建立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政府須藉

由調查、報告、承認性暴力在內的戰爭罪，為正義做出貢獻（Wallström, 2012）。 

  而瓦爾斯特倫對女性參與、性暴力問題的關注，源於其從政的經驗。在 2010

的文章中即指出在政界 30 多年裡，時常遇到玻璃天花板等困境，而這些性別不平

等的概念是建立在家庭、教育、文化和媒體中眾多刻板規範的社會建構，也反映在

政治體制中（Wallström, 2010）。而對於性暴力問題的關注，在擔任聯合國衝突中性

暴力問題特別代表時，曾宣示將與各國政府一起參與倡議工作，打擊衝突中性暴力

犯罪卻未受罰的現象，並在聯合國系統內加強協調機制，以改善預防和應對性暴力，

並盡其所能改善女性訴諸司法、安全和決策參與的機會（Wallström, 2010, 2012）。

顯現瓦爾斯特倫在擔任瑞典外交部長之前，就相當重視女性於衝突與和平建設過

程的困境與重要性，並透過相關的宣示與文章表達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意義。 

  除此之外，瓦爾斯特倫在不同場合的聲明與演講，也體現了他對於性別平等、

女性賦權、女性代表性、資源分配、反對性暴力、和平與安全等議題的重視，並闡

述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內涵與工作目標。本文自瑞典政府官方網站擷取其與女性

主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外行動的性別平等有關的十二篇不同場合的公開演講

與聲明，論述與分析其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面向與內

涵，呈現於表 2-26： 

 
6 本節所使用的演講與聲明資料，乃瑞典政府辦公室網站（https://www.government.se/）所提供之

英文版本，並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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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瓦爾斯特倫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4 年

10 月 

瑞典聯合國協會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Sweden） 於聯合國日

舉辦的研討會 

說明瑞典競選 2017

－2018 年期間聯合

國安理會成員的情況

並欲藉此機會擴大瑞

典參與聯合國的議程 

將參與議程概括為四點：和平、社會平

等、性別平等、可持續性，並指出四者

之間相互連結，缺一不可；同時指出在

聯合國中，瑞典必須堅持女性主義的立

場，針對全球性別問題採取全面的方

法，並貢獻自身在衝突與和平建設中女

性作用的經驗。 

2014 年

11 月 

#femdefenders 研討會 Femdefenders 報告的

發布與反思全球在消

除針對女性暴力侵害

方面的進展 

會中提及瑞典政府實施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從權利的角度積極解決權力關係

中的結構性與歷史性的不平等，並保護

女性享有人權，將成為整個社會繁榮和

發展的必要條件。 

2015 年

3 月 

阿拉伯國家聯盟會議

（League of Arab 

States） 

針對阿拉伯國家聯盟

和瑞典未來的發展進

行演講 

演講中指出人權是瑞典外交政策的優

先事項，不僅包含結社、集會、宗教和

言論自由，也包含打擊極端主義，並呼

籲與會者維護 20 年前在開羅達成的協

議，包括女性教育和保護婦女免受一切

形式的暴力，如割禮等。 

2015 年

7 月 

大學聯合畢業典禮

（Sciences Po joint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A) and the Master 

in European Affairs 

Class of 2015） 

為畢業學生致詞並提

出個人的建議 

瓦爾斯特倫提出的建議之一為「讓你的

價值觀成為你的支持力量」並說明其個

人的價值觀與信仰，即其相信女權即人

權，而性別平等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未竟

事業之一，並相信政治至上，更好的生

活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人們有責任讓歐

盟變得更強大、讓全球世界秩序更美

好。 

2015 年

10 月 

瑞典為聯合國安排了

一場關於女性作為和

平建設者的會外活

動：敘利亞女性和平

建設（Syrian Women 

Peacebuilders） 

說明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內涵以及瑞典在

敘利亞女性、和平與

安全工作中優先考慮

的三個領域 

其在開幕詞中介紹瑞典於性別平等的

重視與工作方向，也強調與和平的連

結，工作中優先考慮的三領域為：婦女

的參與會帶來可持續的和平、與衝突有

關的性暴力是必須面對的核心挑戰、關

注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困境。 

2015 年

12 月 

在隆德（Lund）的演

講：人權、民主和法

治—動盪時期的挑戰 

說明當代的挑戰以及

瑞典如何透過外交政

策和發展合作來應對

與做出貢獻 

其提及瑞典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實

現所有婦女和女孩的人權，也認為此乃

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關鍵

與先決條件。 

2016 年

2 月 

全球反伊斯蘭國聯盟

小組會議（Meeting of 

the Small Group of the 

Global Coalition 

如何應對伊斯蘭國造

成的危機以及滿足衝

突後的人道主義需求 

說明在人道主義工作上，為了確保和

平，必須讓女性和男性參與重建社會的

努力，而瑞典正在為敘利亞婦女參與日

內瓦談判時提供助力，合乎女性主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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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Daesh） 交政策的指導框架。 

2016 年

3 月 

喬治城大學的女性、

和平與安全研究所

（Georgetown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瑞典外交部與研究所

提升合作並擴大關於

女性、和平與安全的

證據基礎，同時說明

未來的挑戰 

演講中指出三個任務，分別為改善預防

衝突發生的措施、確保衝突後的和平具

有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各國以及國際和

區域組織必須加大力度支持和平社會，

並指出女性賦權是可以實現了有效和

可持續的和平建設，同時介紹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中的瑞典女性和平調解員網

絡項目工作。 

2016 年

5 月 

世界人道主義峰會

（World Humanitarian 

Summit）會外演講 

演講內容說明緊急狀

態中的性暴力問題以

及瑞典採取的方法與

倡議 

說明瑞典透過女性主義外交和發展政

策，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加速促進性別

平等及女性賦權，也呼籲建立一個全球

聯盟，預防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並

說明此種暴力源自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和基於性別的歧視。 

2017 年

10 月 

聯合國安理會中針對

女性、和平與安全的

第 1325 號決議辯論 

說明全球性暴力問題

以及具體應對方法以

及瑞典的承諾 

說明壓迫女性是一種全球性的困境，造

成世界各地的女性在決策中的代表性

不足、缺少資源、基本權利受限。並指

出具體應對方法與促進和平建設的穩

定，需藉由數據和分析、專業資源及婦

女組織和網絡來達成。 

2017 年

10 月 

阿爾漢格爾斯克大學

（university in 

Archangelsk） 

針對「我們如何才能

讓我們的地區更加穩

定和安全？」進行演

講 

瓦爾斯特倫針對問題給出五個答案：共

同努力應對共同挑戰、安全政治和建立

信任措施、性別平等、人文交流、巴倫

支合作（Barents cooperation）。 

2018 年

3 月 

KTH 皇家理工學院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在#WikiGapSthlm 的

演講中說明維基百科

（Wikipedia）的性別

不平等問題 

瓦爾斯特倫將維基百科的性別不平等

問題，連結到社會中對女性的忽視與壓

迫，如男性掌握知識與話語權，使得女

性不被看見，導致一半潛力未被開發。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2014b, 2015i, 2015j, 

2015k, 2015l, 2016a, 2016b, 2016c, 2017a, 2017b, 2018b） 

 

  上述的資料呈現出瓦爾斯特倫在性別與外交政策領域的四個特質。第一，瓦爾

斯特倫表示將透過政策實踐自身重視女權的價值觀。2015 年的大學聯合畢業典禮

上，即表示要讓價值觀成為自身的支持力量，而其相信女權就是人權，性別平等乃

本世紀最偉大的未竟事業之一（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j），在其他場合

更進一步說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包含 2014 年瑞典聯合國協會與 2015 年隆德的

演講，指出性別平等是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彼此之間相互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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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一不可，讓社會理解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以及意義，並將責任歸屬於社會每一個

人身上，需要一同建構更為平權的社會（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2015l）。 

  第二，瓦爾斯特倫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特別重視性暴力與和平安全議題，

並結合過往的工作經驗，強化此面向的關注。本文引述的十二篇演講中，除了 2018

年針對維基百科問題的探討，其餘皆談及暴力問題與和平建設，強調衝突中性暴力

或基於性別的暴力如何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也論述女性於和平建設及參與過程中

的重要性，如 2014 年瑞典聯合國協會、2015 年「敘利亞女性和平建設」的演講中

強調安理會第 1325 和 1820 號決議文7的意義，女性在和平建設過程中的作用對於

實現和平與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瑞典的目標即在戰爭與承平時期強化女性人權、改

善獲取資源的機會、增加女性的代表性等（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2015k）；而 2015 年阿拉伯國家會議、2016 年的世界人道主義峰會中，也重視女性

安全並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明言要求與會者避免女性割禮或性騷擾，同時重視緊

急狀態下女性遭受性暴力的風險處理（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i, 2016c）。

瓦爾斯特倫對於性暴力與女性和平安全的重視，與他過往的工作經驗高度相關，其

曾擔任聯合國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的首任特別代表，具備相當的知識與概念，也能夠

透過相關面向的經驗敘述議題重要性，更將此納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面向

中，使政策內容得以強化實踐安理會 1325 號、1820 號等決議文的具體措施，而

2014 年 10 月在瑞典聯合國協會的演講中，就明確表示要貢獻自身在「女性於戰爭

及建設和平中的作用」的工作經驗，提升瑞典參與聯合國的影響力與推動和平、社

會平等、性別平等、可持續性等四個議程（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第三，瓦爾斯特倫積極宣傳與介紹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透過瑞典經驗呼籲各國

與全球參與性別平等事務，並輔以政策與具體工作說明，發揮瑞典在國際事務的作

用力。2015 年在隆德的演講，說明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標，即實現女性人權，

亦為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先決條件（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l）；2016 年的人道主義高峰會與喬治城大學研究所合作的演講中，也指出瑞典

 
7 聯合國安理會第 1820 號決議文重申第 1325 號決議文的關注內容，展現消除針對婦女和女孩的一

切形式暴力的決心，包含有罪不罰等現象，以此確保各國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人權法所承擔

的義務，在武裝衝突期間和武裝衝突後保護包含女性或女童在內的平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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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推動性別平等與女性權利，並呼籲各國建立一個全球聯

盟，以預防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如瑞典女性和平調解員網絡的建立，不僅強化

國家影響力，更跨越國界與來自全球的國際女性調解團隊建立合作網絡，藉由經驗

交流、技術學習與資訊共享，促進可持續的和平發展（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6b, 2016c）。顯示瓦爾斯特倫作為瑞典外交部長，相較於洛夫文更重視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論述也更加全面，由此推測瓦爾斯特倫於外交政策的著力更深，將個人

價值觀重視的性別平等、女性和平與安全等議題納入政策中，而非僅著重於經濟賦

權或勞動參與。 

  第四，瓦爾斯特倫認同女性受到壓迫或歧視來自於結構性的社會規範，注重從

法律、代表性、教育、權利、資源分配等制度性方面進行改革，以強化女性賦權與

改善處境，使得其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重視比洛夫文著重經濟來得更為廣泛。

2014 年瑞典聯合國協會的演講中，即指出要積極解決權力關係中的結構性和歷史

性不平等，使得瑞典採取全面的方法，涵蓋更多面向（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而#femdefenders 研討會上，更說明其個人的雄心是從權利角度解決權力

關係中的結構性不平等，而保護女性享有人權是社會繁榮與發展的必要條件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b）；2018 年在 KTH 皇家理工學院的演講中，

亦指出社會在權利、資源、代表性與歷史地位等議題上排除了女性，導致其受到壓

迫與忽視的困境（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b），顯示了瓦爾斯特倫皆以

更系統性的觀點實踐性別平等，關注廣泛領域的女性賦權。 

  經由本節資料分析，瓦爾斯特倫對於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有關鍵的影響。政

策的出現連結到外交部長的參政經驗與價值觀中，使政策內容不僅涵蓋經濟面向，

亦連結到代表性、資源分配與基本權利等議題，更重視性別平等的實踐與目標，對

應到瓦爾斯特倫論述的結構性與歷史性壓迫，並欲從根源解決女性困境；而瓦爾斯

特倫曾擔任聯合國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的首任特別代表，使其特別關注性暴力與和

平建設的面向，在政策內文中以及分享政策經驗時，時常都會提及女性對於和平建

設時的參與及代表性，以彰顯相關議題的重要性。顯示出瓦爾斯特倫過往經驗與價

值觀培養出其所關注的面向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重視的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高度

連結，而這些經驗於外交政策的議程設定與內容論述上有高度的影響力，同時也使

得其成為政策的關鍵領導人，關注更廣泛領域的平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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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分析結果也應證 Björkdahl（2008）的文獻，外交部長不僅擁有政治權力及

權威，也擁有資訊、政策制定或程序安排等資源，來發展或採用新的外交政策理念

或改變外交政策方向。而一位外交政策領導人堅定於特定的理念、意識形態或議題，

並投入心力來推動並塑造外交政策的方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對外交政策的產

生有相當的作用力（Björkdahl, 2013）。Bäck 及 Björkdahl（2017）在分析瑞典歷屆

外交部長的演講研究中，指出外交部長的性別對外交政策議程有相當的影響力，尤

其當女性外交部長是「政治重量級人物」，並與左派的總理在內閣中工作時，提出

的外交政策會更女性主義。瓦爾斯特倫因個人自身的經驗、價值觀與關懷領域，使

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目標設定為性別平等的實踐，並在政策內文中關注了更

廣泛的領域，同時納入其相當重視的女性和平與安全等議題，影響了政策的形成與

側重面向。 

 

三、 政黨 

  在政黨方面的分析，外交政策也可能受到政黨政策主導。本文因洛夫文與瓦爾

斯特倫黨籍皆為社會民主工人黨，將主要探討社會民主工人黨的政黨價值與政見，

不過 2014 年的聯合內閣也納入綠黨，由於無法確認兩黨對於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影響力道為何，也會將綠黨的政黨價值與政見納入考量，以下將就兩黨的政黨

價值（如意識形態）、黨綱、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性別平等政策的論述進行分

析8。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政黨基本價值即重視平等價值與權利，並依循社會民主

主義來形塑政見，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所有人平等價值與權利為基礎的社會，更

說明平等是自由的前提，在平等發展之下，人們才能享有自由的生活

（Socialdemokraterna, 2022a, 2022b）。而促進平等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創造就業機會

與解決失業現象，同時對抗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現象，如此便可維持社會福

 
8 本節透過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與瑞典綠黨的官方網站提供之資料加以分析，因部分研究資料僅提

供瑞典文，如 Socialdemokraterna（2013, 2022a, 2022b, 2022c, 2022d, 2022e, 2022f, 2022g, 2022h, 2022i）、

Miljöpartiet de gröna（2013, n.d.a, n.d.b, n.d.c, n.d.d, n.d.e, n.d.f, n.d.g），為方便本文研究、讀者理解

與閱讀藉，由翻譯軟體譯成中文；其餘由兩黨提供英文版本之資料，則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另外因社會民主工人黨官方網站與綠黨官方網站部分資料已更新至 2022 年或未顯示文件更新日期，

故無法如研究設計限縮至 2019 年的研究範圍，但因此部分多為政黨政策，仍可反映出政黨對於性

別平等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價值或影響力道，所以本文仍將 2022 年的資料納入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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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體系以及建設共享的社群體制，並擁有團結一致的瑞典（Socialdemokraterna, 

2022a）。 

  除此之外，社會民主工人黨也相信在政策積極推動之下，可以矯正體制性的問

題。在 Brandal 等人（2013/2021）的研究中，指出社會民主運動的根本任務之一為

透過和平社會的促進來保護與提升社會成員的自由，依循此基本原則，社會民主主

義的支持者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對抗壓迫，透過「政治至上」的原則，相信集體政治

行動能夠解決社會共同問題，並尋找機會來推動改革，實踐更自由、更平等、更和

平的社會。此也對應到該黨 2013 年的新黨綱也：「我們可以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未

來，社會民主主義歷史上最重要的教訓即是：社會可以改變。」（Socialdemokraterna, 

2013, 2022c）。 

  而瑞典綠黨則超脫國界、物種、時間，其將意識形態描述為三種方式表達的團

結，分別為：「與動物、自然和生態系統團結」、「與子孫後代團結」、「與全世界人

民團結」（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a），在最新的 2013 年黨綱裡，此三種團結對應

到幾項基本理念，包含參與式民主、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兒童權利、循環經濟、

全球正義、非暴力、平等、女性主義、動物權利等（Miljöpartiet de Gröna, 2013），

認為綠黨的政策在考量時，應優先注重環境與務實，並重視平等的實踐及永續發展，

更說明綠黨是一個女性主義政黨，將有目的地為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充分的機會參

與社會而努力（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b）。此體現出兩黨在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上

皆重視平等，也相信並強調透過具體的政府與政治力量，來改變社會中不平等的問

題，並以此改變與對抗壓迫，促進社會成員的自由。 

  而兩黨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中，社會民主工人黨比綠黨更支持瑞典在

推動上的力道，同時於該黨網站中提出相關政見。社會民主工人黨在官方網站說明：

「瑞典必須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加強女孩和婦女的權利、代表性及資源。平等

本身就是一個目標，也是實現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

（Socialdemokraterna, 2022d）除了將外交政策連結到性別平等的實踐外，也指出社

會民主工人黨的願景，包含成為聯合國的領導者、在全球推進婦女權利、促進聯合

國性別平等觀點、讓女性在和平建立與維持的工作中發揮作用、瑞典需打擊所有性

暴力（Socialdemokraterna, 2022d）。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實踐，反映了該黨對性

別平等以及對女性充分享有人權的承諾，指向平等的概念，而平等、和平與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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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相互連結，能夠促進更穩定與安全的社會，連結到政黨的價值，認為每一個人

都平等也享有自由的權利，並透過實際政策加以實踐。另外在外交政策的章節中，

社會民主工人黨強調其安全政策乃維持和平及防止戰爭，具體措施包括提升北歐

地區的合作、更積極的波羅的海政策、強化與歐洲及聯合國的合作、瑞典在北約的

成員資格，更提及女性在參與衝突預防和危機管理的重要性，認為這是穩定和平的

條件，必須根據聯合國第 1325 與 1820 號決議文來形塑相關對外行動與政策，促

進女性權利與觀點在和平與安全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實踐（Socialdemokraterna, 

2022e）。由此可發現社會民主工人黨在外交政策各部分的宣示，不僅重視性別平等，

也突出性暴力、女性安全與和平等面向，也顯示瓦爾斯特倫的政策方向與政黨關注

相互輝映，社會民主工人黨透過政黨力量支持了外交部長的政策實踐。 

  綠黨的部分更關注外交政策在氣候正義的實踐。該黨說明脆弱國家的女性更

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衝擊，並認為瑞典必須為世界正義、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發聲，

而綠黨將透過基於人權的綠色外交政策來實踐目標，除了需要讓更多國家承擔氣

候責任，也需要阻止向獨裁國家出口武器，爭取人權和民主權利（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c）。援助方面亦提及平等是可持續發展與脫貧的關鍵，支持瑞典投資於

氣候和援外行動，改善脆弱國家女性的生活，賦予女孩與男性相同享有健康、教育、

工作和民主參與社會的機會（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d）。兩黨雖皆重視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並對性別平等表示支持，不過在論述上也有所差異，社會民主工人黨圍繞

在女性權利、代表性及資源等相關論述，較少談及環境保護與氣候不正義的現象；

而綠黨更為重視環境保護的概念，連結到該黨的政策原則中，體現了「環境優先」

的價值，但在和平建設的論述上較少著墨，顯現出綠黨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

力道不如社會民主工人黨，未能將側重環保或綠色等價值實踐於政策中。 

  除此之外，兩黨在不同政策中都納入了性別平等的考量，而社會民主工人黨更

透過女性主義的政黨認同，在各政策中重視性別平等，加以倡議與遊說選民支持。

該黨「女性主義與平等」的政策中，即論述：「社會民主工人黨是一個女性主義政

黨，女性和男性在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必須擁有相同的機會和權利，男人和女人不僅

是平等的，也必須被平等對待。」（Socialdemokraterna, 2022f）並指出已實行的政

策，包含減少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對女性工作環境的投資、提高育幼津貼與住

房津貼等，相信透過實際的矯正措施，可以促進更平等的社會，達到更安全的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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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al 等人（2013/2021）的研究中也回溯 1970 年代，北歐的社會民主政黨重視

積極自由的概念，透過政策處理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重視人們的自主選擇。其他政

策則分別關心性暴力防治、強化警察司法部門、推動積極同意的法律、設置針對出

於榮譽維護的特殊犯罪 9 的懲罰，或關注墮胎權利、 LGBTQ+ 權利等

（Socialdemokraterna, 2022g, 2022h, 2022i）。綠黨的部分則在不同政策強調反對歧

視的重要性，具體作法包含加強對加害者的制裁、支持歧視受害者、強化反歧視工

作、應對仇恨犯罪等（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e, n.d.f）。而在「女性主義必須走得

更遠」的政策章節中，也重視終止男性對女性的暴力、榮譽犯罪、促進社會對家庭

和育兒的公平責任、實施關注氣候、援助與和平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賦予女性

應有的權利、薪資或養老金等社會福利（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g）。 

  雖然綠黨重視的環境面向未體現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但因綠黨對於性別

平等的高度支持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相似，使得政策可以順利推動。洛夫文與瓦爾斯

特倫早年即加入政黨並擔任要職，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薰陶下，培養了重視「平

等」的意識形態，使得後來兩人在女性主義政府與外交政策的推動上，具備相當的

動力與支持，而洛夫文上台後任命瓦爾斯特倫為外交部長，也讓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寫入社會民主工人黨與綠黨的政策中，呼應了兩黨的意識型態與關注面向，不過政

策主軸上較未提及環境保護，3R 對應的六個面向關注的乃是免於暴力、和平建立、

政治參與、經濟賦權等，可發現綠黨的影響力不如社會民主工人黨。 

 

貳、 制度層次 

  依據黃奎博（2011）與蔡明彥（2013）的論述，外交部門的行政運作或是政治

機構也會影響外交政策的內容與運作，由既有的模式形塑外交政策的關注面向，而

 
9 本處原文為 särskilt brott för hedersförtryck，意旨針對榮譽維護的特殊犯罪，根據瑞典國會於 2022

年通過該項刑事犯罪的定義，指涉加害者出於維護名譽的動機對某人反覆實施某些犯罪行為，且這

些行為已侵犯該人的完整性，同時嚴重損害該人的自尊（Sverige Riksdagen, 2022）。而在 Elakkary

等人（2014）針對涉及名譽的暴力或犯罪（Honor Crime/ Honor killing/ Honor Based Violence）的研

究中，認為所有形式的名譽暴力特徵是，不僅由男性伴侶或丈夫實施，加害人也可能是其他家庭成

員，如雙親、手足或表親等，並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暴力犯罪，而目的是為了維護家庭名譽，

相信該行為是「名譽淨化」，並於此種情況下，正當化對女性的折磨和殺害。而榮譽涉及女性在文

化規範或傳統中被指定的性角色或家庭角色，使得通姦、婚前性行為、疑似婚外懷孕、被性侵害、

與「不合適」的人相愛等，都被視為損害集體家庭榮譽（Elakkary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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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分析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以下簡稱 SIDA）的組織運作模式、執行政策過

程以及政策內容，為本文提供另一個觀點來研究如何影響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SIDA 為瑞典中央政府的發展合作機構，隸屬於外交部，對外代表瑞典國會與

政府，致力於減少世界各地的貧窮與壓迫，投資或支持世界上所有人的可持續發展，

以及促進各國的安全、民主與和平（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 n.d., 2023;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n.d.）10。其運作過程乃依

照政府法規、政策規範、戰略與預算等進行（SIDA, 2023），並與社會不同領域的

部門進行合作，在經驗中學習與評估行動成果，以在特定情況下能夠提供足量與適

合的援助，合作對象包含公民社會組織（如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多邊組織（聯

合國、世界銀行或歐盟等）、公共部門（瑞典政府機構，如瑞典統計局、環境保護

局、稅務局等）、私營部門（如企業公司等）、研究機構（SIDA, n.d.）。對外援助資

金籌措方面，以 SIDA 在 2020 年的預算為例，瑞典國會裁定對外援助的預算，總

額為 460億瑞典克朗（約 1309億新台幣），相當於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百分之一，其中 SIDA 管理著 440 億（約 1253 新台幣），另外為了在全球

實現可持續發展並填補資源空缺，SIDA 還強化與夥伴國家、企業、投資者的合作，

以充沛相關金錢、技術、知識等資源，包含透過健全他國稅收制度、建立基金、設

置基於績效的融資計畫、與私部門合作實施發展項目、與他國研究單位合作以促進

技能發展與創新等（SIDA, 2020a）。另外在與多邊組織的活動中，SIDA 的援助工

作有一半提供給多邊組織，且有三分之一的預算透過聯合國機構提供，並為貢獻於

貧困社群的發展，兩方形塑的合作特點與原因，乃聯合國機構有獨特的機會為全球

政策制定做出貢獻，同時支持各國實現其國際承諾及國家發展目標（SIDA, 2021a）。

在員工管理的部分，以 SIDA 在 2020 年的資料為例，成果報告指出其下有 643 位

員工，其中 481 為女性（69%）、162 為男性（31%），而機構為了提升內部針對技

能發展與經驗多樣性，抵制任何形式的歧視，並招募各種背景與身分的員工，使

2020 年員工性別分布相較以往更加平均（SIDA, 2020）。 

  SIDA 援助的總體目標為改善處於貧困或壓迫中的人們的生活，為了實現此目

 
10 本節主要透過 SIDA 與瑞典政府辦公室的官方網站提供之資料加以分析，因部分資料僅提供瑞

典文，如 SIDA（2012, 2013, 2020b, 2020c, 2020d, 2021a, 2021b, 2021c, 2021d, 2022a, 2022e, 2023）

等官方文件資料，將透過翻譯軟體譯成中文，方便本文分析與理解，其餘資料則由網站提供之英文

版本，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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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瑞典的援助必須從五種不同觀點出發，分別為窮困社群的發展觀點、權利觀點、

衝突觀點、平等觀點、環境與氣候觀點。此五項觀點形塑瑞典援助工作的核心價值，

任何合作需基於受援者的情況、需要、條件和優先事項來規劃，分析受援者是誰、

對生活樣貌的定義、受到什麼傷害等，同時注重已存在的緊張局勢或衝突，以促進

和平及可持續發展（SIDA, 2021b）。而 SIDA（2021c）進行援助的目的，乃是創造

民主、平等、經濟發展和可持續和平的世界，並讓人們可以擁有自己改變生活的能

力，透過合作、財政支持與相關知識，為窮困與壓迫中的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有國家是連結在一起並相互影響的，因此當瑞典與全世界的

夥伴共同解決全球問題時，瑞典也會變得更好，指出：「一個更加民主、平等、公

正、永續與和平的世界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該組織執行政策的援助類型，分別為發展合作與人道主義援助（SIDA, 2021d）。

發展合作指涉對其他國家發展的長期支持，主要是針對貧困問題進行長期的協助，

以及讓各國變得更加民主，可能透過雙邊或是多邊的合作來進行，並以多種形式提

供資源給組織、國家或地區。人道主義援助則是緊急狀態下的支持，如在武裝衝突、

天災或其他危險局勢時提供協助，捍衛人們的尊嚴，主要目的乃拯救生命、減輕人

們的痛苦，相關作為包含供給食物、營養補充、住所、水資源、衛生設施，或是支

持基本醫療保健、教育服務等，另外人道主義援助亦包括保護工作，協助將人們從

戰區撤離、提供臨時庇護所等。而 SIDA（2021e）也強調人道主義援助需維持永遠

平等的觀點，意旨需要考量所有人的不同需求及條件，如女性在戰爭時容易遭受性

暴力；而男性則容易面臨大規模處決而喪命。 

  在援外行動中，SIDA 特別重視性別平等的實踐，也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

一步強化承諾與重視。SIDA 認為性別平等本身即目的，是對可持續發展與消除貧

困的重要條件，對 SIDA 來說，性別觀點會滲透到其大部分的工作項目中，並致力

於強化女性和 LGBTQI 社群的人權，減少基於性別的暴力、促進婦女的經濟權能

（SIDA, 2022）。Kouvo（2019）說明，SIDA 專注於女性的人權，近十年的發展更

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項目中。2019 年瑞典外交部公布的政策計劃中（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9a），表示外交部將繼續推動人道主義中的性別觀點，並透過

與 SIDA 的《2021－2025 年人道主義援助戰略》加強性別主流化的實踐，包含性

別分析、應對戰略或過程追蹤與監控等，藉由將女性納入協商和決策過程，來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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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而在 SIDA 所有提供的資金中，80%將性別平等作為主要

或次要目標，且無論領域為何，所有項目皆符合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致力於性別平

等，具體實踐的內容包含使性別平等受到關注、降低孕婦死亡率、實踐更多國家的

法律改革等（SIDA, 2022）。除此之外，在 2021 年的工作概要中，SIDA 表示瑞典

長期以來致力於在發展合作和人道主義救援中實現性別平等與增進女性權能，而

政府的政策框架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 SIDA《性別平等行動計畫》都強化了這部

分的承諾（SIDA, 2021f）。 

  SIDA（2020c）除於官方網站中說明推動性別平等的原因與重要性，也說明具

體的工作方法，如各項工作中實施性別主流化，納入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影

響評估等，並時時監測政策對於不同性別的衝擊為何，同時相關的工作也須注重交

織性狀況，意即在生理性別之外，還須納入性傾向、性別氣質、性別認同等元素，

以避免產出的論述或行動無法彰顯政策的成效與問題（SIDA, 2020c）。 

  SIDA 對性別平等的重視，體現在許多具體工作成效中，且在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實施後，SIDA 對性別平等的重視有所提升。以 2019 年為例，該年援助結果中

的性別平等部分，SIDA 成功透過與其他國家、企業、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等公

私部門合作，促進了二十五個國家改革法律體制，包括玻利維亞通過法律要求所有

政黨政策須有利於性別平等、烏干達加強女性在婚姻與離婚後的權利、獅子山共和

國內的童婚被禁止等；在經濟賦權上的成效則包含支持孟加拉的女性經營中小型

企業，促進更多女性理解他們在勞動市場中的權利（SIDA, 2020d）。性與生殖健康

權利的部分，對避孕建議、愛滋病毒的檢測及照護支持，已擴及波札那、賴比瑞亞、

莫三比克、尚比亞中數萬名年輕人；暴力問題的處理，SIDA 也提供支持予瓜地馬

拉司法機關，強化司法機關在調查與性別有關的暴力行為的能力，並培養從權利角

度支持犯罪受害者；在阿富汗內，SIDA 也促使更多的阿富汗女孩受教育（SIDA, 

2020d）。除了性別平等的貢獻，其餘如經濟、民主發展、言論自由、教育平等、人

道主義工作中也有所成效。2019 年發布的同儕國家審查11結果也說明了 SIDA 的援

助貢獻，該年瑞典的官方發展援助、和平與衝突預防、環境可持續性和性別平等方

 
11 此同儕審查乃 OECD 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發展合作

同行審查（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eer Review），為 DAC 成員的政策和計劃約每五年接受一次

的嚴格審查，藉由同行評審來評估各國的政策、績效和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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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發展處於全球領導地位，同時亦被指出是一個慷慨的援助者，提供相當預算給

予官方發展援助計畫（OECD, 2019）。另外瑞典在提供以性別為重點的援助方面也

處於 DAC 領先地位，2017 年時，其 87%的雙邊可分配援助將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

作為主要或重要目標，SIDA 亦支持其員工透過一項新的全球戰略（性別平等網絡）

在瑞典的項目中實施性別平等（OECD, 2019）。而相較於以往，在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提出後，SIDA 更重視性別平等的意義與重要性，上一屆 OECD（2014）針對瑞

典與 SIDA的評論，指出瑞典 2003年的全球發展政策（Policy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為其發展合作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並將重點放在減貧和 2007 年確定的三個優先

主題上：民主和人權、環境和氣候變遷、性別平等和女性在發展中的作用，說明選

定出此三項主題乃因政府認為此部分是減少貧困的關鍵要素（OECD, 2014），顯示

2007 年的援助行動將性別平等視為實踐減貧的手段，但 2014 年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則將性別平等視為目標，乃需要努力實踐的基本人權，連帶影響著 SIDA 的行動計

畫與目標設定。 

  SIDA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出後，促進部門的文化轉變，使得執行政策相較

以往更注重性別平等，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項目中，同時也融入到外交部門，與所

有工作人員積極協商，制定一套全面的實施方針，促進瑞典強化使用其所有外交政

策工具來解決性別平等問題（OECD, 2019, 2021）。在瑞典利用作為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非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其積極推動女性參與和平與預防衝突，並建立瑞典女性

調解網絡，該網絡在阿富汗、蒲隆地、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辛巴威等

國積極開展工作，以應對婦女在國際調解與和平進程中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促進各

國和平建設的發展與女性經驗的採納。除此之外，Verezhak（2022）指出，在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的指導下，SIDA 更加關注性別平等工作，在 2016 至 2018 年間的主

要目標之一便是提升以性別平等為主的業務比例，同時更新並強化性別主流化的

方法。SIDA（2017）（引自 Nylund, 2017）更表示隨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出，

瑞典強化了在發展合作中對性別平等的長期承諾。 

  除了上述的學者分析，SIDA 這幾年的變化與進步，亦可藉由 WayBack 

Machine12的比對，呈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實施前後 SIDA 於官方網站中對性別平

 
12 Wayback Machine（https://web.archive.org/）乃由美國非營利組織 Internet Archive 建立的數位檔

案庫，允許用戶查看網站過去的資料與模樣，因 SIDA 會持續更新，若要看洛夫文內閣上任前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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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論述與政策。在 2013 年的官方網站中，SIDA 對性別平等的論述指向平等重

視、和平與預防衝突、減貧的目的，說明了提升平等在所有援助中都很重要，並指

出女性因在各領域缺乏資源與機會，更容易受到貧困和不公正的影響（SIDA, 2013）。

而減少戰爭和衝突的風險，以及為衝突地區的和平與和解努力，也是瑞典提供援助

的重要領域，SIDA（2013）支持以和平方式預防衝突，說明任何人都不應該生活

在脆弱和不安全之中，在人道主義危機的情況下，應積極提供適量的食物和其他必

需品、醫療保健、教育等，並防止暴力、性虐待，促進衝突後的重建與和解，更指

出應依據安理會第 1325 號決議，提供衝突中的女性特殊保護，並保證女性在預防、

管理和解決衝突的工作中具有充分和平等的影響力。而這些工作的重視，都關係到

援助的總體目標，即減少貧困，說明人的安全對有效減貧至關重要（SIDA, 2013）。

顯現出不同時期的政府對於性別平等本身重視的程度及有所不同，2013 年雖也關

注性別平等與平等觀點的實踐，卻將其指向減貧的總體目標；而 2020 年，SIDA 在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指導框架下，指出性別平等本身即為一項人權，是需要被實踐

的目標，同時也將性別平等的觀點置放在所有工作領域中，需要更全面與系統性地

面對性別議題。 

  在瑞典的案例中，制度層次中援外組織既有的工作內容與經驗提供了良好的

政策制定面向，但政策目標與問題意識的論述仍由政策的關鍵領導人所主導。本節

在相關資料與官方文件中，發現 SIDA 長期具備重視性別平等的價值，也進一步發

展相關措施以促進平等實踐，不過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動之下，促進援外組織

的變化，關注更廣泛領域的平等實踐，提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成為政策本身目標，

顯示出制度既有的發展可以提供給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背景，但具體的關懷

領域與政策目標，仍依靠著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 

 

參、 公民社會層次 

  公民社會層次也會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產生，包含民意、公民社會、民間運動

等（Moravcsik, 1991；Robinson, 2008；蔡明彥，2013；陳瑄毓，2014）。但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並非由公民社會發起，而是由國家宣布施行（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

 
料，本文將藉由 Wayback Machine 理解 SIDA 過去的政策內容，以論述實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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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國家推出政策之後，公民社會如何影響政策的走向與重視，則為本節的焦點，

於瑞典案例中，將關注 CONCORD Sverige 的意見論述與政府回應13。 

CONCORD Europe 為一個致力於可持續發展與國際合作的歐洲非政府組織聯

盟，創建目的乃各歐盟國確保歐洲政策促進永續經濟、社會和人類發展，並在人權、

性別平等、正義和民主的基礎上解決貧困根源，而性別平等屬於 CONCORD Europe

設定的優先事項之一（CONCORD Europe, n.d.）。CONCORD Sverige 為 CONCORD 

Europe 聯盟成員之一，由民間社會中 81 個組織集合而成，目的乃一同致力於建立

一個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工作內容則由組織成員相互協調，形塑組織對外的

政治要求與優先事項（CONCORD Sverige, n.d.a）。於此關懷與價值之下，其針對瑞

典性別平等發展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出相關的論述，因其成員數量多、意見涵蓋

豐富，並針對性別平等政策提供具體論述，相較於單一組織的想法表態，CONCORD 

Sverige 代表的民意更為廣泛，所以本文將以 CONCORD Sverige 為標的，分析公

民社會層次如何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評價與影響該政策的關注目標。 

 CONCORD Sverige 的組織核心價值與目標為平等。在平等論述的部分，其致

力於在瑞典與歐洲制定外交政策，以消除社會對婦女、女童、非二元性別社群的結

構性壓迫，而其組織觀點表示將透過女性主義的角度，繪製出權力分配與社會結構

性壓迫之間的聯繫，以此對政策制定者提供相關建議與分析，並藉由後續審查或倡

議工作來影響瑞典與歐盟的政策，維護每個人的平等價值和權利（CONCORD 

Sverige, n.d.b）。其相信平等是消除貧困和實現可持續和平與發展的先決條件，指出

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若限制他們參與家庭或政治決策的權利，抑或排斥他們參

與經濟或勞動市場，不僅會壓迫其基本人權，更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CONCORD 

Sverige, n.d.b）。 

  在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CONCORD Sverige 便持續進行意見反饋，

以期能改善政府施政與計畫（CONCORD Sverige, n.d.c）。如 2022 年大選之前，該

組織的二十五名成員便支持及呼籲各方持續支持與推動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另外，CONCORD Sverige 也於 2016、2017 年製作相關報告，評估外交政策的各個

 
13 本節主要透過 CONCORD Sverige 官方網站提供之資料與報告加以分析，因部分資料僅提供瑞典

文，如 CONCORD Sverige（2014, 2016, 2017, 2018, n.d.a, n.d.b, n.d.c），故藉由翻譯軟體譯成中文，

方便本文分析與理解，其餘資料則由網站提供之英文版本，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doi:10.6342/NTU202301803

52 
 

面向，並就如何進一步強化女性主義提出建議，2018 年也製作《公民社會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宣言》（Civilsamhällets declaration for en feministisk utrikespolitik），呼籲

瑞典所有政黨支持此外交政策。而 CONCORD Sverige（n.d.c）也說明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的重要性在於瑞典政府必須努力打破世界上盛行的性別權力秩序，透過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捍衛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尤其在全球反女性主義思潮下，此外交政

策成為必要的反制力量，瑞典須將女性權利置於所有國際關係議程的首位，並於歐

盟和聯合國內部促進各國履行承諾，改變當今的權力結構。 

  CONCORD Sverige 無論是在 2016 或 2017 的報告，皆使用交織性的平等觀點

來進行分析與論述，認為平等不僅是一項總體原則，更是一個應該實踐的目標

（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其分別於 2016 與 2017 出版《瑞典的外交政策

有多女性主義》（Hur Feministisk är Sveriges utrikespolitik），述及組織肯認外交政策

對重要表態與行動努力做出的貢獻，而這些行為也對全球女性的權利產生重大影

響；同時兩報告也說明了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未關注或是需改善的領域，包含發

展合作中的農業援助與非正規經濟關注、國際武器與軍售政策、貿易政策、移民與

難民政策、環境與氣候政策等面向，而這些領域的忽視或是相關措施可能導致某些

瑞典政策在特殊情況下不僅沒有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做出貢獻，甚至可能會與政

策設定的目標產生衝突。 

  在發展合作部分，CONCORD Sverige（2016, 2017）肯定瑞典長期的努力，但

是於農業援助與非正規經濟仍須加強相關計畫。CONCORD Sverige（2017）肯認

瑞典在 2016、2017 年提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以及 SIDA 的性別主流化

行動計畫中，優先領域涵蓋了女性經濟賦權，加強女性參與及影響勞動力市場的權

利與機會，但農業援助方面因為歧視性的立法、社會結構或規範，導致女性對農業

相關的決策缺乏影響力與參與機會，不僅衝擊個別女性自給自足與獨立的機會，也

無法有效改善經濟和社會狀況，特別是在確保孩童、家庭和整個社會的食物供應面。

CONCORD Sverige（2016）建議提升女性參與有關農業發展的決策機會，並引述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的估計，說明低收國家的女性農民若能與男性同等的農業資源，將增加 20%至 30%

女性於農業上的收成。2017 年的報告除了提及農業相關權利，更擴張到非正規經

濟中的女性勞動參與，因政策行動計畫未提及非正規經濟的女性，導致女性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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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受到忽視，同時因非正規經濟活動未受勞動立法或社會保障體系所關注，

該活動中的女性缺乏主張權利的機會，甚至在部分國家受限於社會習俗或宗教法

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制度，使女性缺乏經濟賦權的機會，承擔大部分的無償家庭

照護責任，難以接受教育或從事工作，如法律禁止女性開設銀行帳戶、外出工作、

持有土地或繼承財產等，另外在申請信用貸款或不同類型的國家計劃支持中也較

為困難（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若瑞典要實現性別平等，就需要在這些

領域進行投資，增加對可持續農業的支持，並確保行動惠及女性，而在社會保障體

系中，也須在合理成本與良好品質的前提下，擴大對照護工作者為重點的支持，確

保社會保障出於平等觀點，賦予女性公平參與經濟的機會（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而性與生殖健康權利也是 CONCORD Sverige（2017）相當注重的面向。2016

至 2017 年政府相當明確地支持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發展，強調水、環境衛生、個

人衛生對於安全護理、月經平權、減貧、降低兒童死亡率的重要性，也特別關注孕

婦、母親與嬰兒的保健。但在人道主義援助的工作中仍有相當的改進潛力，由於在

許多衝突中，性暴力常被用作戰爭的一部份，意味著嚴重侵犯女性的性權與生殖權

利，從而導致性與生殖保健的需求增加，因此有需要將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納入性暴

力相關的人道主義救援工作中，提高發展合作與人道主義援助工作之間的一致性。

另外 2017 年的報告也探討 LGBTQI 的權利議題，指出若要在一個國家推動平等，

就需要有權利捍衛者的民主空間，但現今社會卻面臨 LGBTQI 與女性權利捍衛者

的民主空間縮小的困境，政府必須在對話與各種場合中不斷提出這個現象，並在最

脆弱的環境加強對人權捍衛者的支持（如人權發展較差的國家），包含使用外交或

政治施壓手段提出人權議題，或是透過外交部與當地民間社會合作尋找機會參與

區域與國際論壇，應對民主空間縮小的困境（CONCORD Sverige, 2017）；2016 的

報告也建議瑞典大使館設置涵蓋人權捍衛者的社群網絡，以推動相關倡議

（CONCORD Sverige, 2016）。 

 和平與安全政策的部分，CONCORD Sverige（2016, 2017）肯認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的努力，此部分為相較以往最大不同的政策領域，也突出了瑞典對此部分的重

視及野心，具體項目如女性調解員網絡的建立，強化女性參與和平建設的過程，透

過培訓與支持衝突地區的女權運動者，讓女性在參與相關的行動中做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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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瑞典於 2017、2018 年擔任聯合國的安理會席位，使瑞典擁有在聯合國最高決

策機構內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機會，如理事會在瑞典倡議之下通過一項決議，

指出性暴力與基於性別的暴力可以構成國際制裁的基礎，其他也包含根據第 2272

號決議文14，致力於削減參與性暴力的外籍人士有罪不罰的現象，另外在相關證據

證明發生性暴力時，也要積極尋求遣返外籍警察和軍隊回國的可能性，同時瑞典也

努力建立一個具有管轄權的國際法庭，以起訴被指控施行性暴力等嚴重罪行的聯

合國人員（CONCORD Sverige, 2017），不過 CONCORD Sverige 也認為，如果安理

會缺乏政治意願，相關倡議也不會促成更好的決策，因此瑞典還需要持續推動，並

建立聯盟要求聯合國各單位承擔責任。 

  然而，在和平與安全政策中，國際武器貿易則受到組織相當的譴責，指出瑞典

政府應透過打擊不受規範的武器貿易來加強預防武裝衝突與暴力的工作，也要求

瑞典必須簽署和批准《聯合國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以作為和平、人權與平等的推動者（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2018）。CONCORD Sverige（2016, 2017）說明在武器較不受管制的國家中，較容易

對女性的安全、經濟與社會參與產生重大的威脅，當瑞典與這些國家進行國際武器

貿易時，就容易造成當地女性的受害，組織認為此顯然與女性主義和平與安全政策

的目標衝突，瑞典女性主義政府必須遠離與任何可能導致侵害人權與對女性實施

暴力的國家合作，如果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瑞典的全球發展政策是值得信賴的，就

不能透過出口軍事設備來支持那些系統性反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所傳達價值與目

標的國家，且須承認並重視武器貿易的正當性問題。然而瑞典政府卻於 2016、2017

年時，向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出售軍事設備，被組織認為是違背政府

追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願景（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CONCORD Sverige（2016）也指出貿易政策亦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較未關注

的領域。政策相關政策文件和指導原則如商業與人權行動計劃、瑞典出口戰略等，

均缺乏平等觀點，也因此具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由於任何歐盟國家無法談判自身

國家的貿易協定，需由歐盟作為一個聯盟來推動，因此，瑞典必須努力在歐盟貿易

政策中加強性別平等觀點、確保歐盟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締結的國際貿易協定有進

 
14該決議第九項指出：「敦促所有會員國採取具體行動來防止聯合國維和行動成員進行性剝削和性

虐待，消除此類行為不受懲罰現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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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別平等分析，以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移民與難民政策的部分，組織也提出相關的意見與反饋，指出瑞典措施缺乏性

別影響評估。CONCORD Sverige（2016, 2017）指出近幾年女性難民獲得人權的機

會減少，2016 年初時，政府針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來自其他申根國家的乘客進行

強制性身分檢查（身分證或入境瑞典許可），雖是為了防止大量難民對公共秩序與

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該措施對女性的打擊大於男性，因歧視性結構與規範的影響，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缺乏此類證件，且在部分國家，女性未經男性許可則無法獲得身

分證件，對於未婚、喪偶、同性生活或配偶分居者，則無法獲得瑞典要求的身分證

件（CONCORD Sverige, 2016）。另外瑞典也透過立法限縮家庭團聚的機會，導致

女性與孩童更容易滯留在受衝突影響的地區或難民營，甚至走向危險的遷徙路徑，

導致其更可能遭受性暴力與人口販運（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CONCORD 

Sverige（2016, 2017）建議，瑞典政府需要提供包括女性、女童、LGBTQI 等在內

所有人安全逃生的歐洲合法路線，同時加強瑞典移民局與歐盟對與性別相關議題

的理解和尊重，增進 LGBTQI 與女性獲得庇護的機會，另外瑞典的女性主義政府

應該遠離與任何可能導致人權迫害或女性受暴的單位合作。 

  而環境與氣候政策，也是 CONCORD Sverige（2016）認為重要但政府政策未

足之處。雖政府表態將確保女性在低碳發展與氣候適應推動的領域中具備相關的

技能與知識培訓，並考量女性在氣候變遷中受到的影響，但是瑞典未能在歐盟環境

與氣候援助計畫中確保令人滿意的性別平等觀點。CONCORD Sverige（2016）認

為，平等雖然是瑞典在《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中推動的議題之一，但當談

判變得艱難時，平等就逐漸受到忽視，爾後歐盟的環境和氣候援助計劃中，也缺乏

性別平等觀點，因此建議瑞典須確保《巴黎協定》和《2030 年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在不同層級的行動計

劃框架內關注性別平等以及女性的權利和賦權，另外全球層面、區域、國家和地方

層級的氣候談判中推動平等代表性。 

  CONCORD Sverige（2020）針對氣候政策也提出一份獨立報告說明，要求瑞

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須在更大程度上解決氣候與性別的問題。包含瑞典在修訂歐

盟對《巴黎協定》的共同承諾時，優先考量強化性別觀點、採取具體措施讓女性參

與、將性別觀點納入歐盟所有的氣候行動（CONCORD Sverige, 2020）。雖然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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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較於在 2019 年推出的行動計畫，2020 年的政策已更關注與氣候相關工作中

的女性權利，如保護女性環境運動倡議者、促進生態多樣性、增進女性在適應氣候

變化的能力與影響力或是關於再生能源及自然資源的永續使用，顯示過去幾年取

得了一些進展，但 CONCORD Sverige 認為仍然不夠，政府仍需繼續發揮作用，確

保在國際氣候辯論、全球氣候、外交政策中關注性別平等，而為了給予女性穩定與

可持續的發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方法必須更加激進、全面、變革性，包含對影

響氣候與地球自然資源使用的經濟政策或是權力結構進行批判性分析（CONCORD 

Sverige, 2020）。 

 針對 CONCORD Sverige 的意見，瑞典政府透過相關政策進行部分回應，包含

於 2018 年提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以及 2020 年提出的《2019 至 2022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瑞典外交行動計劃》（The 

Swedish Foreign Service action plan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2019–2022, including 

direction and measures for 2020）（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在發展合

作的部分，政府指出 SIDA 在 2016 至 2018 年的性別主流化計畫中，欲提升包含農

業在內的生產領域的性別平等，並將持續關注與監測過程，具體工作包含 SIDA 支

持一項名為《HARVEST》的生計與糧食安全計畫，致力於提高長期糧食不安全與

脆弱社群的生產潛力，該計劃發現性別不平等乃社區農業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之

一，由於女性農民在獲得土地、經濟、信貸、農具等資源上受到限制，導致近 50%

的生產潛力無法被開發出來，而《HARVEST》透過以夫妻為基礎的培訓方法，來

提升女性在農業上的發展（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國際武器貿易的問題，瑞典政府則以裁軍與武器不擴散的政策來進行回應，其

重點從實施領域內的性別主流化出發，認為應該提升女性於此部分的代表性與參

與度，並致力於宣導武器獲取與擴散如何不同程度地影響女性與男性。另外瑞典在

國際武器審查、核武裁軍、核不擴散的部分也推動性別平等，如瑞典在研究部分做

出貢獻，指出小型武器的集中可能會導致社會衝突與暴力事件，並針對武裝暴力後

果進行性別分析與統計，促進小型武器國際談判中的性別主流化（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除此之外，瑞典也在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 (the Arms 

Trade Treaty, ATT) 等國際武器檢查、打擊非法武器貿易和裁軍進程中提倡性別平

等觀點，強調締約國應考慮到出口物品是否被用於或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或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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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暴力，說明引爆和核武試驗對女性將造成不成比例的生理與社會影響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政府於 2017 年 10 月更向議會提交了一

份關於加強軍事裝備出口管制的提案，表示武器進口國的民主地位應是評估是否

可以成為軍售對象的核心條件，也須評估軍售是否會對該國的正義和可持續發展

造成負面影響（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另外 2018 年時，瑞典亦支

持聯合國裁軍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UNIDIR）

等機構努力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多邊裁軍平台（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在 2020 年提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中，政府進一步將裁軍與不

擴散的重點置放於確保國際會議上改進統計數據、強化性別分析和實現更性別均

衡的代表性，如在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締約國審議大會上實施性別主流化（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

相較 2014 至 16 年向女權發展低落的國家出售武器，2018 年的外交政策手冊中，

針對國際武器貿易如何進行、裁軍、武器不擴散等問題，進行更為詳細地論述與關

注。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中，亦針對貿易政策回應，指出瑞典的貿易政策本身

即具再分配的作用與性別平等觀點，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將進一步提升實踐與促

進進步、公平貿易政策的雄心，增進女性的經濟權能（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具體內容包含在針對全球目標和發展籌資的協議中支持性別觀點，於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主要經濟論壇提供建議，如提升女性的重要性與勞動

參與。在歐盟內部，瑞典持續將性別平等納入貿易政策，並提供相關方法鼓勵其餘

國家跟進，其與聯合國貿易機構（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合作提出了一套工具方法，包含評估貿易政策行動對女性

和性別平等的影響，來貢獻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技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除此之外，瑞典亦支持隸屬於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並旨在為發展中國家

的中小企業進入全球貿易市場創造合適條件的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ITC），一同致力於貿易中的性別平等及女性企業發展，共同發起

#SheTrades15倡議，在 2020 年之前將 100 萬名女性企業家與市場聯繫起來，消除女

 
15 #SheTrades 倡議致力於協助女性克服在參與市場時面臨的障礙，讓女性獲得貿易機會，透過跨

國、跨區並連結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方式發展工作，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商業環境系統（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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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享有經濟資源的障礙（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直至 2023 年 3 月，

#SheTrades 倡議已成功串連了 300 萬名女性企業家與市場，提升彼此於經濟活動

的影響力與競爭力（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n.d.）。 

  瑞典政府也於 2018 年的外交手冊中針對難民議題的建議進行回應，表示外交

部將在多邊、區域、雙邊或在歐盟內部、透過歐盟產生的對外行為中，為所有女性

能夠充分享有人權而努力，包含了加強移民和難民女性的人權發展，並於國際發展

合作的政策中進行論述，指出在制定全球難民框架的過程中，需有性別平等的觀點，

強調難民女孩和男孩需要獲得優質教育的重要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的資料，瑞典是該組織重要的戰略夥伴與捐助者，持續提供了非指定用途資金，於

2020 年時，瑞典提供 1.247 億美元，成為該組織第五大捐助國、人均第六大捐助

國、最大的未指定用途資金捐助國（8820 萬美元未指定用途），且特別說明瑞典透

過資金，強化在難民教育和性別平等的倡議與支持，且重視特殊保護與援助措施以

支持受危機或衝突影響的女性（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2021）。其餘具體工作包含為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提供支持，確保其在地中海中部航線上的工作能

夠持續進行，滿足難民和移民（尤其是女性）的緊迫需求並為其找到解決方案（如

疏散和返回）。雖然政府針對 CONCORD Sverige 指出須強化安全逃生路線以及與

其他單位的合作進行回應，然卻未說明如何遠離與任何可能導致人權迫害或女性

受暴的單位合作。 

  針對環境與氣候政策的建議，瑞典政府於 2018 年的外交政策手冊進行回應，

將強化與各國之間的發展合作與保護女性環保倡議者。瑞典制定了新的性別平等

政策和實施政策的具體行動計劃，以加強在雙邊、歐盟內部的發展合作、其他多邊

環境和氣候基金中將環境和氣候觀點與性別平等觀點相結合的工作，如在全球環

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世界銀行氣候投資基金（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CIF）和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等，（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而 2020 年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則更進一步

 
Trade Centre, n.d.）。此倡議至 2023 年 2 月仍持續進行中（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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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重點放在保護包括環保倡議者在內的女性人權捍衛者，外交部也將在《巴黎協

定》的實施中推動性別平等，實施性別主流化、強化女性在環境、氣候、海洋和生

物多樣性工作中的影響（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 

  雖然在 2014 年以前，CONCORD Sverige 並未有任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

倡議行動，但自瑞典政府提出政策後，CONCORD Sverige 便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與

交織性觀點出發，關注更為廣泛的外交行動面向，並擴及到歐盟、聯合國與其他的

相關政策中，針對瑞典政府的對外措施提出更多呼籲與訴求，而瑞典政府亦針對組

織建言進行政策調整。經由研究討論，可以發現組織關注的範圍與期許的施政力道

更為廣泛，持續強調瑞典在世界、歐盟、聯合國的影響能力，並多次援引相關組織

的條約與工作原則，顯示 CONCORD Sverige 重視國際承諾與條約實踐，這也呼應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本身對國際法律與制度規範的承諾，但在關注力道上還有許多

發展的潛力與空間。在 2014 年 CONCORD Sverige（2014）寫給瓦爾斯特倫的公開

信，表示很樂於見到瑞典在 2015 年的進程中將性別平等作為優先事項，並重申對

女性的不平等和歧視是最普遍的不平等形式之一，也因此需確保性別平等貫穿到

政策框架內的所有目標，平等也必須是一個單獨的目標，必須注重最有可能改善女

性生活的因素上，包括防止暴力、承認與享有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經濟賦權、參與

及影響決策過程，使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 CONCORD Sverige 的支持下，持續關

注以性別平等為目標的行動實踐。而公民社會層次的關注也促使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改變與強化影響力道，瑞典政府於 2018 年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與 2020 年

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中，呈現政策自 2014 至 2020 年在內容與關注面向

上的變化與改善，如強化農業援助的關懷、國際武器貿易、環境倡議者的保護等，

反映民間組織如何透過持續的倡議與回饋，影響瑞典的外交施政方向，使得整體政

策關懷內容更加廣泛，並重視多邊組織的合作與國際承諾。 

  透過本節資料，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因其國家女性主義的獨特性，國內政治因素

的公民社會層次並未推動政策的形成，但在施行後仍能影響該國政策的走向與內

容，但政策目標的設定與側重面向，仍仰賴行動者層次的主導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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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分析 

 

  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提出，受惠於加拿大性別平等發展與外交政

策文化的影響，在長年推動平權、多元價值與國際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經驗基礎下，

使其能夠順利推出政策並宣揚加拿大的價值觀，增進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加拿大的性別平等發展位於北美洲的領先地位。2021 年 GII 分數為 0.069，世

界排名第 17 名、北美洲第 1 名（UNDP, n.d.）；GGI 則為 0.772，世界排名第 24 名、

北美洲第 1 名（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2023 年 SIGI 分數為 17.5，世界排

名第 39 名（OECD, n.d.）。政治參與的面向，2021 年加拿大女性國會議員比例為

30.47%，世界排名第 64、北美洲第 2 名，遜於墨西哥（The World Bank, n.d.）。經

濟參與方面，2021 年加拿大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0.8%，優於當年全球平均的 46.3%

（Our World in Data, n.d.）。 

  除了在數據呈現良好的性別平等發展，加拿大政府也透過法律規範促進平權

實踐。在 1977 年時通過了《加拿大人權法》（Canada Human Rights Act），確保所

有加拿大人不受性別或性傾向限制，擁有權享有平等與公平待遇（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a）。後在性別平等立法上，政府主要依據 1982 年《憲法法案》

（Constitution Act）第 15 條的平等權及第 28 條的性別平等權來推動相關政策，確

保人民不會因為性別或其他身分屬性而受到歧視（蔡志恆、方凱弘、黃煥榮，2007）。

經濟賦權方面，1995 年通過就業平等法、2009 年通過公共部門公平補償法、2018

年通過薪酬公平法、2022 年修正的加拿大商業公司法，來促進勞動參與中的平權

發展以及高層女性的比例（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a, 2022a）；而 1985 年訂定

加拿大勞工法，其中更提及雇主須與勞工共同協商制定防治性騷擾的措施，也規範

私部門員工的基本福利制度，包含產假、親職假、生理假等。在女性安全的部分，

刑法規範了性犯罪防治，在 1983 年的法案中將婚內強暴納入刑事犯罪，而 1987 年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中，也確定了刑法中性侵害的定義及罰則，至 1999 年在判

例中，更納入了積極同意的重要性（Criminal Code Help, n.d.；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多元性別的領域，1996 年將性傾向納入至憲法平等權的保障，2005 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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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婚姻在加拿大全境合法化，成為全球第四個正式批准同性婚姻的國家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除了上述法律制度的修正外，加拿大也透過國家

力量來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強化整合，1971 年設立了負責女性地位的部長職位、

於 1976 年成立婦女部，後於 2018 年透過聯邦法案整合成婦女和性別平等部，將

職責範圍擴大到促進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氣質面向的平等（Government 

of Canada，2022a）；加拿大 1981 年批准了 CEDAW、1995 年通過《北京宣言和行

動綱要》，承諾將性別統計、性別分析納入政策制定，以實踐性別主流化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 

  在國內性別平等發展的努力與制度下，加拿大亦在國際事務中展現影響力，成

為國際發展中處理性別問題的先驅，反映了外交政策的國際主義傾向（Smith, 2003）。

如 1970 年代開始，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於 1976 年通過的《女性參與發展準則》、

1984 年成立了 WID 理事會等，體現了以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為重點的政策規範

（Swiss & Barry, 2017）。或在難民政策中承諾接納美國禁止敘利亞難民，顯現出加

拿大對正面形象的重塑與擴張（Parisi, 2020）。Donaghy（2003）也說明，加拿大長

期以來注重人權問題，1990 年代「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一度成為加拿大設

定議題之重點，將以往過度重視主權國家的安全，轉為重視個人的安全，包含可持

續的經濟成長、人權與基本自由、良善治理、永續發展與社會平等。林宗憲（2003）

表示加拿大基於傳統上對人權之重視，充分運用人權相關議題，透過會議、談判與

條約之簽訂，以建立相關議題的國際規則。這些政策與措施使得加拿大成為全球政

治中的道德領導之一、建立良好國際聲譽，形塑的形象也持續受到國際社會所重視

與關注（Tiessen & Carrier, 2015；林宗憲，2003）。 

  而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國際主義傾向，源自該國對穩定環境的需求或是美國影

響。因對外貿易在加拿大的經濟結構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積極維持健全體制才能

促進加拿大的對外貿易安全，並從中獲取利益（Keating, 2001）；而在過去約二十

年裡，加拿大國內和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與美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差異，以呈現更自

由的形象來提升國家影響力，包含在健保、大麻合法化、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等領域

（Brodie, 2008）。 

  在國內良好的性別平等發展基礎與國際平權事務推動的經驗中，加拿大可以

更順利地推動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但同前章所述，國家性別平等高度發展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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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出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因此本章將深究加拿大三層次的國內政治因素，分析何

為關鍵因素促成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 

 

壹、 行動者層次 

  加拿大憲法的組成包含了《1867 年憲法法令》、《1982 年憲法法令》等成文法，

以及其餘不成文慣例、習慣法等，主要規範政府組成、國家體系、公民權利等。加

拿大國體為君主立憲制，政體屬內閣制，總理由加拿大總督（英國君主在加拿大的

代表）任命16，依據慣例乃加拿大國會下議院多數黨領袖擔任，於現行制度中，下

議院 338 位的議員代表各劃分的選區，以單一選區一票制選舉產生。2015 年第 42

屆加拿大選舉結果顯示17，加拿大自由黨取得過半數席次，該黨領袖杜魯道成為加

拿大總理。 

 

一、 國家領導人 

  杜魯道在擔任總理前，即曾於社群媒體上揭露自身是一名驕傲的女性主義者，

展現了對於性別平等的支持，以及說明未來上任後的注重面向。 

杜魯道生於政治世家，並在黨內經驗培養出重視多元的價值觀。曾於自傳中分

享其價值觀，認為：「加拿大是一個因多樣性而變得強大的國家。」同時批評保守

黨的選舉策略，認為是透過分裂的方式來贏得選舉，難以團結起來解決共同的問題

與困境（Trudeau, 2014）。杜魯道 1971 年 12 月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

渥太華（Ottawa），父親為加拿大自由黨前總理－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

六歲時雙親離婚並由父親撫養成人，於 1994、1998 年分別取得英語與教育學士學

位。2000 年時，杜魯道於父親葬禮上發表悼詞，使其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也開

 
16 加拿大政府的地方治理權，始於 1867 年由英國通過的《1867 年英屬北美法令》（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現稱《1867 年憲法法令》（Constitution Act, 1867），規範了加拿大為聯邦制度

的自治領第以及政府運作方式（林岱緯，2019）。爾後加拿大政府逐步取得一個國家應具備的完整

條件，如頒布國徽、外交權、經濟合作等，並於 1982 年，由加拿大上、下兩院通過涵蓋權利憲章

與承認原住民權利的《1982 年憲法法令》（Constitution Act, 1982），將修憲權從英國國會收回、獨

立於英國，但仍以英國君主為國家元首，加拿大總理實際行使國家元首職權（林岱緯，2019）。 
17 2015 年 10 月加拿大國會選舉結果，下議院 338 席的席次中，加拿大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Canada）取得 184 席；加拿大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取得 99 席；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取得 44 席；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取得 10 席；加拿大綠黨（Green Party 

of Canada）取得 1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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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他的政治生涯，於 2002 至 2006 年擔任其父親於 1977 年成立的全國青年志願者

組織 Katimavik 的董事會主席（Wallenfeldt, 2022b）。更在自由黨前領袖狄安

（Stéphane Dion）的引薦下，於 2008 年在下議院選舉中的帕皮諾（Papineau）選區

中勝選，成為國會議員，並在 2011 年連任，擔任過黨內多元文化、青年事務、移

民事務等領域的發言人；2013 年當選為自由黨領袖，領導自由黨於 2015 年取得政

權並擔任總理，上任後實現選前承諾，建立性別平衡的內閣，將 15 名的生理女性

納入至 30 名成員的內閣中（Wallenfeldt, 2022b）。 

杜魯道重視形象的維持與建立，時常透過社群媒體 Instagram 建立正面與積極

的特質，以此提升選民對他的信任感，具體作法乃藉由圖像與文字的結合，透過較

高的可近性與容易理解的方式，傳達吸引大眾的元素並以此營造形象，包括誠實、

真誠、友善、領導能力等特質，而自由黨的包容性、多元文化主義、經濟增長的價

值觀，也與他的貼文相互呼應，為彼此都帶來正面的影響與形象（Lalancette & 

Raynauld, 2019）。 

  杜魯道在擔任總理之前，已對性別多元與平等議題有一定程度的關懷與表態，

包含在自傳中說明與強調女性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透過在經濟或社會等面向的參

與，可以建立團結的社群與強大的經濟，並實踐性別平等，也指出性犯罪源於權力

不對等關係，需特別注重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Trudeau, 2014）。杜魯道也認

為機會均等是政策的基本原則，藉由自由黨的議程來促進加拿大支持弱勢群體、吸

引投資與擴大貿易，實踐包容與多樣性的目標（Trudeau, 2014）。在公開場合中，

其也曾說明性別平等的意義，如 2014 年南亞律師協會頒獎晚會中的演講，就指出

改善聯邦司法機構的性別與種族多樣性將帶來更好的決策，促進不同背景進入法

律界，使相關決策涵蓋到更廣、更深的關懷與議題（Fish, 2014）。而成為總理後，

則進一步藉由女性主義者的身分進行倡議、關注更多內容，其中 2015 至 2019 年

公布於加拿大總理官方網站，並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或對外行動中性別平等論述

相關的演講與聲明，總共有十三篇呈現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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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杜魯道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6 年

3 月 

推動女性勞動參與權

利的非營利組織

Catalyst 大會 

宣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

並任命一個性別平等的

內閣政府 

大會表彰杜魯道在促進多元化與性別

平等方面的領導工作，而杜魯道於演

講中驕傲地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將

改善女性的代表性、待遇與機會，同時

建立性別平衡的內閣，展現領導力與

形塑在國際社會的模範。 

2016 年

9 月 

市政廳的談話 表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

並注重女性的經濟困境 

談話中宣稱自身是一名驕傲且堅定的

女性主義者，同時支持女性的自主權

利，以促進社群的進步和繁榮發展，亦

關注貧困的女性，避免在教育、醫療、

社會、政治等權利上受阻。 

2017 年

7 月 

在漢堡（Hamburg）

的 G20 領導人峰會

（the G20 leaders’ 

summit） 

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女性

企業家 

說明女性企業家在融資或發展業務等

工作中容易面臨阻礙，杜魯道宣布將

捐款給女性企業家融資倡議（ the 

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 We-Fi），在世界銀行領導下，

協助發展中國家女性擁有並領導企業

公司，獲得所需資源、金融或技術援

助，以實踐加拿大政府對性別平等和

女性經濟賦權的承諾。 

2017 年

9 月 

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強調性別平等和女性賦

權將使經濟和社群更加

強大 

開幕式中，杜魯道說明加拿大的行動

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該國將繼

續在世界舞台上倡導多樣性、涵容與

同理心，並透過政策與女性賦權，使經

濟和社群更加強大。 

2017 年

10 月 

婦女歷史月

（Women’s History 

Month）的聲明 

政府致力於促進性別平

等，確保所有人無論性

別都有機會發揮他們的

潛力 

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促進女性

賦權，將性別平等作為優先事項，支持

女性發揮潛力並強化在商業與政府中

的領導地位，亦注重其在家務照護工

作中承擔不成比例的責任。 

2018 年

1 月 

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

壇年度大會 

 

強調教育中的性別平等 說明平等且優質的基礎教育是通往更

性別平等、和平、繁榮世界的道路，並

提供上億資金。 

2018 年

2 月 

國際發展周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eek）

的聲明 

說明女性發展受到貧窮

與疾病所阻礙 

針對女性的困境，將透過女性主義國

際援助政策來賦予女性權力，側重於

幫助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群，也將使

加拿大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

展議程中的目標。 

2018 年

3 月 

國際婦女節

（International 

說明了性別平等與經濟

賦權之間的關聯 

杜魯道透過各項數據說明更大程度的

平等可以帶來強勁的經濟成長，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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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Day）的演講 助於建立更強大的社群、為不同人創

造更多機會。諸如減少極端貧困和長

期飢餓等問題、使家庭得到支持、加拿

大的經濟規模增加等。 

2018 年

4 月 

加拿大作為七國集團

（G7）主席國的聲明 

G7 首要任務為性別平

等，而加拿大說明女性

賦權是經濟成長的關鍵 

說明性別平等可以在世界所面臨的挑

戰中發揮作用，包含建立更有效率的

經濟、為未來的就業做準備、應對氣候

變化、促進和平與安全 

2018 年

5 月 

加拿大女性獲得選舉

投票權 100 周年的演

講 

說明女性的困境與解

方，包含勞動參與、領

導、薪資差距、性暴力等

問題。 

加拿大將平等置於聯邦預算的核心，

並透過女權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增進

女性權能，促進女性勞動參與、支持女

性領導、縮小性別工資差距，並打擊基

於性別的暴力。 

2018 年

5 月 

宣布加拿大應對緬甸

和孟加拉羅興亞危機

的戰略 

針對緬甸問題公布應對

政策與戰略，並以女性

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為軸

心，重點關注女性需求 

戰略包含促進該地區的人權、性別平

等、尊嚴、和平與安全，同時改善羅興

亞人在難民營與居住地的生活條件，

同時投入司法與發展資源，實現緬甸

的可持續和平與真正的和解。 

2018 年

8 月 

在世界人道主義日

（World Humanitarian 

Day）的聲明 

任何人道主義災難都對

女性與兒童造成不成比

例的影響，加拿大將針

對此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加拿大推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女性賦權置於國際援助工作的中心，

並繼續與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合作，在

全球展開人道主義工作。 

2018 年

10 月 

消除貧困國際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

政策來消除貧困。 

加拿大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為最脆

弱的人（特別是女性）創造一個更公平

的世界，政策重點為消除貧困與女性

賦權。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a, 2016b, 2017a, 2017b, 

2017c,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2018e, 2018f, 2018g, 2018h） 

 

 在自傳、學者研究以及本文擷取的十三篇演講或聲明中，杜魯道相當重視多元

性的價值觀，這也連結到其自由黨領袖的身分或認同。如 2017 年的聯合國大會演

講中表明加拿大將繼續在世界舞台上倡導多樣性、包容與同理心（Prime Minister of 

Canada，2017a）；自傳中也認為加拿大因多元而變得強大（Trudeau, 2014）。 

而杜魯道在性別議題事務與對外行動中的平權倡議則有以下四點特質。第一，

杜魯道透過女性主義者的驕傲身分認同，彰顯新政府的目標與願景、減少各國疑慮，

希望能夠一同合作促進全球性的平權發展。在 Catalyst 與市政廳的演講，除了表態

女性主義者的驕傲認同，也說明性別平衡內閣的任命，將繼續展現領導力與樹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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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希望各國相繼效仿，期待女性獲得自主權，同時也促進社群的繁榮發展（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a, 2016b）。而杜魯道身為男性且驕傲地認同女性主義身分，

乃是將性別平等問題視為全人類或結構性的關注，而非單純女性的問題，使不同屬

性的群體都能夠一同關注性別平權的發展，減少部分社群對於「女性主義」的疑義

或誤解，進而在各個領域透過不同作法實踐平等。而使用「驕傲地」方式，更呈現

了堅定的立場，在媒體相繼報導之後可以提升杜魯道與正面形象的連結，加強其在

國內支持或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第二，在女性主義身分認同之下延伸的性別平等關懷，杜魯道圍繞在經濟賦權

的關懷與實踐，本文引述的十三篇聲明與演講中，九篇都提到性別平等與經濟之間

的關聯，分別關注性別不平等的貧困循環、政府實質作為、女性經濟賦權帶來的改

變等。如 2016 年市政廳、2018 年國際發展周聲明與國際婦女節聲明，指出女性受

到貧困與疾病所阻礙，限縮女性相關的權利發展，無法透過經濟參與來改善貧困地

位，導致惡性循環，因此要保障女性包含受教育、資源、健康等在內的平等權利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b, 2018a, 2018b）。針對貧窮問題，杜魯道也提出具

體解決方法，包含 2017 年領導人峰會中承諾幫助開發中國家的女性企業家獲得相

關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創造就業機會（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b）；以及 2017

年婦女歷史月聲明中確保所有人無論性別都有機會發揮潛能，強化女性在商業與

政府中的領導地位（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c）。除此之外，杜魯道更於不同

場合中倡議女性經濟賦權帶來的正面影響，以促進國際間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及

實踐，如 2018 年婦女節與 G7 主席國的聲明，說明女性在商界或政界擔任領導時，

將帶來更正面的經濟成果、強勁的財務業績、創新與有效的決策，並擴大經濟規模

的發展（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b, 2018c），不僅藉由實質數據與研究等可信

的資料來說明女性經濟賦權對於社會產生的正面效果，也藉此論述方式來強化自

身在領導與施政時帶來的影響力道，並提升他國的關注程度與採納意願，但也使得

杜魯道對性別平等的關懷限縮於經濟領域中，使其對於性別平等的認知著重在經

濟賦權面向。 

  第三，杜魯道對於經濟賦權的關懷，也展現在他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

側重面向，顯示了在主導政策中對於經濟的重視。如 2017 年的聯合國大會演講、

婦女歷史月聲明、2018 年的國際發展周聲明、投票權 100 周年演講、消除貧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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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明，指出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將性別平等作為優先事項，以此消除貧

困並促進女性經濟賦權，同時側重關懷最貧窮與最脆弱的人群（即婦女與女孩），

使全球發展可以更趨近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目標，建立永續發展的

社會（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a, 2017c, 2018a, 2018d, 2018e）。在其餘演講與

聲明中，也僅有兩篇關注了政策的人道援助面向，如 2018 年杜魯道針對緬甸問題

公布應對與滿足流離失所與弱勢群體需求的戰略（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f）

以及同年 8 月在世界人道主義日聲明，將女性賦權置於國際援助的中心，繼續與

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密切合作，開展重要的人道主義工作（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g）。杜魯道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來論述性別平等工作的重點，大比例都

集中在經濟賦權的論述，呈現出杜魯道對該政策形成的關鍵影響與掌控，也形塑政

策中對於經濟重視的特質。 

 第四，杜魯道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與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來創造與

維持個人形象。相關研究表明國家領導人可以採用女性主義原則和價值觀作為其

品牌、國家品牌或個人願景的一部分，正當化現有規範並進行政策推動（Tiessen & 

Smith，2021）。本節在加拿大國家領導人的討論中，分析杜魯道在既有對自由黨多

元價值觀的認同中，持續藉由女性主義身分表態來推動相關政策與形塑正面積極

的執政形象，並在性別議題中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側重關注女性經濟賦權

與消貧等議題，以吸引他國關注與提升影響力，也呼應 Tiessen 與 Smith（2021）

的研究，使杜魯道成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領導人，主導政策的形成與目標設

定、關懷領域，體現在其各場合的聲明與演講中，持續論述了性別平等對經濟帶來

的正面效益。 

 

二、 外交部長 

方慧蘭生於 1968 年的亞伯達省（Alberta）和平河鎮（Peace River），父親為一

名農夫與律師，擁有自由黨黨籍；母親為烏克蘭裔，生於德國的一個美軍難民營中，

曾於 1988 年代表新民主黨參選國會議員，並經營著一家女性主義合作社（A. 

Thompson, 2020）。方慧蘭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主修俄羅斯歷史與文學

（Russ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1993 年取得斯拉夫研究碩士學位（Master of Studies 

degree in Slavonic Studies）（A. Thomps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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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慧蘭在參政之前是一名記者與作家，曾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擔任特約記

者，後來至《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先後擔任副編輯、莫斯科分社社長、東

歐記者等職位；於 1999 至 2001 年轉任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

副編輯；2010 年則成為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的常務經理和消費新聞編輯（A. 

Thompson, 2020）。另外，其曾於 2000 年出版《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

事》（Sale of the Century :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透過

1994 至 1998 年與俄羅斯商人的訪談，描繪了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轉向資本主義體

制的過程與歷史；於 2012 年出版《巨富：全球超級新貴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沒落》

（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對財富集中的現象進行精闢分析（A. Thompson, 2020）。 

而方慧蘭的政治生涯則與杜魯道有密切相關，杜魯道曾於演講或媒體訪問中

引述方慧蘭著作，兩人在討論不同政策議題時結識，在杜魯道出任自由黨黨魁後，

於 2013年下議院補選時，遊說了方慧蘭參選議員並順利當選（A. Thompson, 2020）。

2015 年方慧蘭晉身杜魯道的內閣，擔任國際貿易部長（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21）；2017 年，杜魯道為了應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

的國際政治新形勢，1 月時改組內閣，方慧蘭出任外交部長，任內成功監督加拿大

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被世界經濟論壇形容

為「全球民主、人權和多邊主義的主要倡導者」（A. Thompson, 2020；World Economic 

Forum, n.d.）。 

 在擔任外交部長之前，方慧蘭即對性別議題與女性主義有所關注。如在其著作

中提到富豪階級中缺乏女性的現象，即使女性受到相同的教育機會與資源，進入職

場後仍然面臨許多結構性的阻礙（Freeland, 2012）；2013 年也曾於路透社發表文章

談論富豪階級中的性別差距問題，指出女性在世界各地中產階級的占比有所增長，

但在財富與經濟實力的頂峰群中卻幾乎完全缺席（Freeland, 2013），展現出他對於

性別問題的重視，焦點著重於女性在經濟領域或工作職場上面臨的困境，然針對此

現象如何解決或是改善，抑或應對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諸如適合的政策因應等，方

慧蘭未於該篇文章中給予明確的答案。日後的具體政策與關注面向，以及與性別平

等有關的論述，則體現在其餘演講與聲明中，呈現於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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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方慧蘭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7 年

6 月 

在下議院針對加拿大外

交政策優先事項發表演

講 

說明女性人權為

外交政策的核

心，並追求與各

國合作促進可持

續發展世界的集

體目標 

指出外交政策須符合所有加拿大人的利

益，並與各國分享加拿大的價值觀，包含

女性主義與女性人權，認為促進這些權

利發展，可以使國家與國際社會更加繁

榮。 

2017 年

6 月 

國際消除衝突中暴力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與

國防部長（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的聲

明 

譴責衝突中的性

暴力問題 

反對在衝突局勢中持續和廣泛使用性暴

力，儘管將其作為一種戰爭的策略手段，

也無法妥協相關行為，而加拿大將藉由

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預防和應對衝

突地區的性暴力，並對工作人員與維和

人員的虐待行為實施零容忍政策。 

2017 年

7 月 

世界打擊人口販運日

（World Day Agains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與公共安全與緊急準備

部長（Minister of 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的聲明 

譴責人口販運並

說明具體行動，

同時指出販運行

為中性少數與弱

勢群體易受到迫

害 

說明在加拿大，大多數人口販運受害者

為女性、原住民、LGBTQ、移民、無家

者、或弱勢青年，政府將透過女性主義國

際援助政策進一步支持打擊人口販運的

相關行動。 

2018 年

2 月 

外交與國際發展常設委

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演講 

擔任 G7 主席國

期間，加拿大將

與各國一起應對

緊迫的全球挑戰 

說明相關挑戰包含氣候變化、海洋與綠

色能源、建設更安全和平的世界、促進性

別平等與女性賦權，更要確保將基於性

別的分析應用於國家總理任期內的各個

方面。 

2018 年

3 月 

國際婦女節的聲明 承諾在政府中推

動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 

表態為自豪的女性主義者，並說明在擔

任外交部長期間，會將性別平等納入外

交、貿易、安全和發展等政策。 

2018 年

3 月 

第 62 屆聯合國婦女地

位委員會會議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演講 

主持了針對女性

參與和平的艾爾

西 倡 議 （ Elsie 

Initiative） 

透過艾爾西倡議促進女性參與聯合國維

和行動，而加拿大將向相關組織提供 600

萬美元的資助，承諾將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融入貿易、安全、發展等面向，並於委

員會任職期間，提供資金促進目標的實

踐。 

2018 年

4 月 

針對孟加拉羅興亞危機

所舉辦的會議 

說明加拿大的立

場與政策，透過

司法資源來支持

羅興亞人並關注

女性需求 

會議中表示將根據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

策，滿足女性特定的需求、優先為最弱勢

群體提供服務，同時與國際合作，為加害

人與侵犯人權行為建立問責途徑，在緬

甸建立持久和平。 

2018 年 國際原住民日 論述政府對於原 致力於在國內外實施《2030 年可持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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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與國際貿易多

元化部長、國際發展部

部長發表共同聲明 

住民與女性議題

的關注與政策 

展議程》，述及原住民的多元性，促進社

會的歷史和解、提升生活品質，並透過女

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支持女性和女權

組織的參與，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原住民

領導人，使其能於各層面的人權事務中

發揮作用。 

2018 年

9 月 

歐盟的女性外交部長會

議（Wome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推動全球和平與

安全並討論其餘

相關政策 

表示與歐盟皆認同賦予女性經濟與政治

權利對建設更安全、繁榮、包容性的世界

至關重要，同時透過國際援助政策提供

資金推動發展中國家婦女組織的倡議行

動，並希望女性外交部長為推動女性在

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作出貢獻。 

2018 年

8 月 

平等權利聯盟（Equal 

Rights Coalition）的會

議 

透過女性主義國

際援助政策延伸

關懷 LGBTQ2 社

群 

聲明將制定相關戰略來促進性少數人權

以實踐政策關懷，並透過和平與穩定行

動計畫（Peace and Stabilization Operations 

Program），發起一項募資專案來解決暴

力衝突期間 LQBTQ2 與雙性人的權利困

境。 

2019 年

3 月 

國際婦女節的聲明 說明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的目標與

延伸的工作內容 

政策建立在一個的目標上，即讓世界各

地的女性擁有平等的發言權及權利，並

受益於平等的機會、生活在公平的安全

與保障中。 

2019 年

6 月 

國際消除衝突中性暴力

日與國防部長發表共同

聲明 

闡述打擊衝突中

性暴力的工作重

點，及說明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的

內容 

說明解決衝突中性暴力乃加拿大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和《女性、和平與安全國家行

動計劃》的核心要素，將透過司法針對加

害者給予制裁，並保護女性參與全球發

展與和平安全工作。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b, 2017c, 2017e,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2018e, 2018f, 2018g, 2018h, 2019a, 2019b） 

 

 透過本文引述的十二篇演講或聲明以及方慧蘭發表的書籍與文章中，其對於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外交行動中的性別平等論述有以下三點特質。第一，對於女性

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目標有很明確的定義，乃是促進更和平、更繁榮的世界，性別平

等或女性賦權為有效的手段。如 2017 年下議院的演講、2018 年女性外交部長會議

的演講或 2019年 3月國際婦女節的聲明，都指出賦予女性在經濟與政治上的賦權，

將有助於建設更安全、繁榮、包容性的世界，此不僅是正義問題，也是經濟問題，

能讓加拿大以及全球人民擁有更好的生活（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b,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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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b, 2019a），並承諾在 5 年內撥款 1.5 億加元（約 34.3 億新台幣），以滿足發展

中國家當地的婦女組織需求，使其能夠持續推動婦女和女孩的權利、實踐性別平等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a, 2018b）。 

  第二，對政策內容與發展的理解更加廣泛，相關的對外行動也關注到更多面向。

雖然方慧蘭同杜魯道皆認同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最終目標為經濟賦權或減貧，

但其藉由關注更多面向的性別議題來實踐目標，並延伸至不同領域的措施與介紹。

像是在女性和平與安全的建設面向，2018 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中，方慧

蘭即表示發起艾爾西倡議來促進和平進程中的女性參與、建立財務機制來提升行

動能力（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c）；或是 2017 年 6 月的國際打擊人口販運日，

也聲明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幫助預防和應對衝突地區的性暴力，對工作人

員與維和人員的虐待行為實施零容忍政策（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c）；2019 年

的國際婦女節聲明也宣布建設加拿大首位女性、和平與安全大使職位，強化在性暴

力與安全層面的推動（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a）。而在原住民、性少數或是國

際衝突等面向中，方慧蘭也在不同場合中表達關注與實踐作為，如 2018 年 4 月羅

興亞危機中，方慧蘭即說明將與國際合作夥伴一起，努力在緬甸建立持久和平、滿

足婦女和女孩特定的需求、優先為最弱勢群體提供服務（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d, 2018e, 2018f），這些演講或聲明體現了方慧蘭藉由外交部長的職權，延伸了

外交政策的關懷內容，不僅不會限縮在經濟議題層面，更透過廣泛面向的關注與倡

議來實踐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第三，在總理主導的外交政策框架下，運用外交部長的職權延伸議題關懷。雖

然方慧蘭有意拓展政策的關懷領域，但基本目標與主軸由杜魯道所主導，使得政策

目標仍指向經濟賦權，性別平等僅是有效的途徑。不過方慧蘭可於外交部長的職責

內，在各場合、各部門或各單位的合作中，持續將政策擴展至不同面向的關懷，雖

無法影響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卻也透過實際措施來將施政面向延伸地更廣。另一

方面，杜魯道作為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使得該國政府在目標設

定與問題意識上別於瑞典，顯示出兩國政策形成差異的國內政治因素。 

 

三、 政黨 

  自由黨的《黨章》（Constitution）指出，其堅信每個人的尊嚴是民主社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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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也是民主社會中所有政治組織和活動的首要目的，並且說明該黨原則為促

進與保護個人自由與人的尊嚴，致力於追求所有人的機會平等，強化獨特與多元的

文化及社群（Liberal Party of Canada, 2021）。也因此在強調相關政策不因種族、民

族或族裔、膚色、宗教、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別氣質、性傾向、年齡、精神或身體

障礙而受到歧視（Liberal Party of Canada, 2021）。 

 自由黨致力於在經濟與社會正義之間尋找平衡，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機會，

並確保適當監管制度的公平和自由市場，體現了其在政治意識形態的中間路線角

色（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a；Rayside, 2022）。相關文獻中指出自由黨為加拿

大的中間派，將社會政策改革者與自由企業倡導者凝聚起來以獲取執政權，而政策

走向也隨著領導人與環境的變化，有不同的改變與趨勢，也因此被認為創黨以來缺

乏清晰的意識形態，在過去的歷史中，其相較保守黨更支持社會福利支出，但有時

支持社會民主主義的選民，也會被更偏左的新民主黨所吸引（Rayside, 2022）。 

  自由黨在其官方網站中透過相關政策來說明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

著重經濟發展與促進人權民主面向。如《一個更強大的加拿大》（A Stronger Canada）

表明外交政策應以「為每個人創造經濟成長的承諾」為原則，強化平等、多樣性和

包容性（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b）；《協助世界上最脆弱的人》（Help for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eople）的政策章節中也說明將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

策，改善弱勢社群的困境，具體措施如在加拿大擔任 G7 主席國期間，籌集 43 億

美元用於女童教育，並承諾在十年內為女性健康提供 140 億美元，協助促進女性

的教育平等以及發展健康生活（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c）。而《促進民主和人

權》（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的政策中，則表示將透過領導，為

弱勢群體提供安置與服務，包含衝突中的人權捍衛者、記者、女性主義者、LGBTQ2

倡議者、處於危險或衝突中的宗教與少數族裔成員、其他受迫害的人（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d）。 

  除了在外交面向中關注女性經濟賦權與基本人權，在國內性別平等議題中，也

著重在經濟層面的探討，同時藉由相關政策指出女性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對應到自

由黨重視多元性的價值觀、關注了不同群體的需求，而這些政策同時注重經濟利益

與社會正義的層面，亦符合自由黨偏向中間路線的角色。《人人平等的加拿大》（An 

Equal Canada, For Everyone）就擘劃出自由黨的基本政策價值，說明性別平等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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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階層的多樣性對於公平和民主的社會相當重要，可以來應對社會結構性的壓迫

困境（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e）。而女性經濟賦權的關懷，占自由黨對於性別

平等促進論述的大部分，如《為所有人建設更美好的加拿大》（Building a Better 

Canada, For Everyone）、《更具彈性的經濟》（A More Resilient Economy）、《促進加

拿大企業的多元化》（Promoting Diversity in Corporate Canada）、《經濟中的女性》

（Women in the Economy）、《免費月經用品》（Free Menstrual Products）、《讓每個人

的工作場所更公平》（Making Workplaces Fairer, For Everyone）等都圍繞在經濟議

題，具體措施包含增加適用房屋的供應、保護租戶免遭驅逐、促進充分參與經濟、

提供資源協助托育、擴大企業融資計畫的貸款人資格、推動金融部門的交織性觀點、

建立月經公平基金以為弱勢群體提供月經用品（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f, n.d.g, 

n.d.h, n.d.i, n.d.j）。 

  藉由自由黨的官方文件與學者研究資料，可以發現在性別平等的相關政策中，

該黨著重經濟帶來的正面影響與功能，並將經濟賦權視為政策的根本目標，而促進

女性經濟參與、勞動平等、環境改善、決策層級女性增加等，僅為實踐繁榮社會的

手段。然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仍牽涉整個父權體制對女性壓迫與宰制的現象，除了

投入資金、改善勞動環境、促進勞動參與、提供生活基本用品外，更可以透過教育、

改善司法體制、針對犯罪給予嚴重懲罰或是其他立法措施，來應對不平等的結構性

現況，但在自由黨的政策論述中卻較為缺乏。 

  除了對於經濟的側重，自由黨也重視內政大於外交，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相關的討論較少，多著重在國內性別平等的發展，相較之下，杜魯道廣泛於各場合

的發言、聲明與關懷，顯示了對政策更多的著力與影響。由此推論女性主義國際援

助政策對於經濟賦權的重視，即是在杜魯道的價值體系之下，對經濟發展的追求所

形塑而成，同時透過杜魯道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與對多元價值的尊重，佐以自由

黨的基本價值下，將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亦符合自由黨

的政策手段，強調在體制之下尋覓一條可以同時促進社會正義與增進經濟的路線。

此分析也呼應 Hermann（2001）的研究，說明國家領導人在特殊狀況下會親自參與

外交事務的決策，杜魯道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女性主義身分的驕傲認同以及自身

對正面形象建立的需求，使其傾向投入相當的心力與影響力於相關的外交工作中，

成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領導人，主導了政策的形成與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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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制度層次 

本節將觀察加拿大全球事務部（以下簡稱 GAC）的組織運作模式與執行政策

過程，為本文提供另一個觀點來研究如何影響外交政策。 

GAC 主要涵蓋外交、貿易與國際發展三個部門，分別管理外交關係、促進國

際貿易與領導國際發展、人道主義、和平與安全援助工作，在全球環境中定義、形

塑與推進加拿大的利益與價值觀（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b）。在 GAC 發展歷

程中，其於 2013 年整併了加拿大外交和國際貿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與國際發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為外交、貿易和發展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5 年改名為全球事務部，部門的更動反映加拿大自身在國際社會中日益成熟的

影響力（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c）。GAC 工作內容包含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

促進國際法、國際貿易和商業的發展；提供國際援助，如人道主義、發展、和平與

安全；確保加拿大對法語國家組織機構的有力和持續參與；為加拿大人提供領事服

務；監督加拿大政府的海外大使團網絡。而在國際發展的使命中，GAC 吸引和影

響國際參與者，促進加拿大的政治、法律、經濟利益，以消除全球貧困與促進更加

和平、繁榮和包容的世界為目標，管理加拿大多數國際援助與領導國家應對海外危

機及自然災害，支持全球和平與穩定，並適時提供基於需求的人道主義援助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c）。以上的對外行動體現了加拿大對於人權與和平追

求的國際主義，認知到任何國家與國際體系的和平都是密切相關（林宗憲，2003）。

預算使用上，GAC 在 2021 至 2022 年預算支出約 67 億美元（約新台幣 2068 億）；

員工人數方面，2021 至 2022 年的全職員工人數為 12342 人。 

  加拿大對於性別平等的重視，體現在 GAC 的行動面向與政策宗旨，將在所有

發展、人道主義、和平與安全援助中，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女性權能，意味著加拿

大在所有工作中會優先考量最有可能縮小性別差距、消除性別平等障礙、幫助實現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工作（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 2022d）。也將透過女性主義

國際援助政策實踐性別平等，幫助最貧窮、最脆弱的人權，並支持脆弱的國家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d, 2022e）。 

  為了達成 GAC 的平權實踐與繁榮世界的目標，執行方式包含廣泛合作、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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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與影響評估。為了擴大國際援助的範圍並提高其有效性，只要能夠在國際

援助上提供支持與產生影響者，皆為 GAC 的合作對象，包含國家政府、公民社會、

私部門、財團法人、社會企業、地方社群組織等（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d, 

2022e）。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評估方面，將透過有效的數據與性別分析評估，

作為修正政策的證據與指標，如在政策中的人類尊嚴行動領域，便會探究獲得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服務的人數（包括現代避孕方法）、接受特定營養干預措施的人數、

獲得衛生服務的人數、支持綜合性教育的投資金額和項目數量，以追蹤與監測女性

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六個行動領域的進展，同時透過一套額外的補充指標，來衡量全

球性別平等趨勢、加拿大性別平等宣傳的努力、部門內性別平等的進展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c）。 

  在尋求合作夥伴的方式中，GAC 也投入 1.23 億加幣（約 27.4 億）於加拿大中

小型組織的倡議計畫，讓這些組織在符合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指導下參與國

際援助工作，提升中小型組織的影響與創新能力（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f）。

在 2017 年提出政策後，GAC 收到大量申請，爾後批准橫跨 18 個國家的 21 項資助

項目，以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減少貧困與脆弱性，如與 The equality effect - e2

組織18在肯亞培訓警力，佐以地方與國家的公共法律教育活動，來改善肯亞兒童性

暴力加害者未受司法制裁的現象；或是與 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19合作，

在塞內加爾建設社區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提供相關技術、引進抗旱作物、發展替

代性能源等；另外也與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20改善烏干達西部和部分地區

中學女性的入學與教育機會（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f）。 

在執行政策的方法中，GAC 也設定性別平等工具包（Toolkit）21，為相關援助

 
18 The equality effect - e2乃由人權倡議者組成的國際網絡，成員包含基層社區成員、藝術家、音樂

家、電影製作人、醫護人員、記者、律師、教師、學生、法官或民意代表等，致力於改善女性的生

活，並透過國際人權法來實踐改變（the equality effect - e2, n.d.）。 
19 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 為成立於 1977 年的 Jane Goodall Institute 的加拿大分會，支持青

年和原住民社群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退化和環境不公平等問題，並透過以社區為中心的保護

計劃來建設一個更美好與可持續的世界（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 n.d.）。 
20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是一個致力推動公共教育、勞工權利、社會正義的非營利組織，促

進人們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理解、建立受到尊重的工作場所、營造信任的環境並保護權利（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n.d.）。 
21 工具包涵蓋 14 個項目，如性別平等政策框架、讓合作夥伴參與性別平等、性別平等專業知識與

團隊責任、基於性別的交織性分析、性別平等成果、性別平等風險、實施性別平等成果的預算等，

詳細論述規劃與執行政策內容時的面向，也為 GAC 在實施性別平等的方法中，帶來嚴謹、積極和

問責制，形塑出一套國際援助的女性主義方法（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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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設計與實施提供指導，讓工作成員與組織可以藉此了解於規劃、實施與監測

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內容，著重解決歷史、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困境中性別不平

等的根本原因（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GAC 也重視性別分析，在所有政

策、計劃和項目中理解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對資源獲取、運用、彼此所面臨的

限制等，並在種族、文化、階級、年齡等面向的交織下，探討政策對不同人的影響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d, 2019e）。 

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指導下，GAC 進一步提出不同的行動領域來關注

平權實踐，涵蓋經濟賦權、健康權利、和平與安全等領域的關注，顯示了政策推動

促使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產生改變。如經濟賦權面向提出的《在加拿大和國外資助

性別平等和強化女性權能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to fund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in Canada and abroad），為 2018 年 5 月 25 日發出

的行動呼籲，透過建立夥伴關係來調動資源，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團體和倡議運動

創造可持續與可預測的資金來源，更承諾提供高達 3 億加幣（約 66.9 億新台幣）

的資金，將慈善、私部門、公民社會等匯集到一個平台中，以促進與強化性別平等

工作的發展（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a）。另外也包含《女性發聲與領導計劃》

（Women’s Voice and Leadership Program），協助發展中國家促進性別平等，改善地

方女性權利組織的管理與永續發展，提升地方和國家女權運動、網絡和聯盟的有效

性，以影響政策和社會變革（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b）。健康權利的面向則提

出《改善女性與兒童的健康和權利》（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性與生殖健康權利》（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童婚、

早婚、強迫婚姻》（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三個行動領域，著重改善世界

各地的衛生系統、確保女性的身體自主權、生殖健康權利的發展與教育，避免不安

全墮胎、性病感染、強迫婚姻等（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g, 2022h, 2020c）。而

針對性暴力、和平建立等方面，則提出《消除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行為》（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女性、和平與安全》（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兩政策，前者承諾將在聯合國與其他論壇上制定相關行動防止暴力，如推動將性犯

罪和基於性別的犯罪納入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在全球範圍內領導世界一同消

除童婚、早婚和強迫婚姻等現象，同時支持各地的女權團體並保護女權倡議者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i）；後者則強調女性在解決衝突過程中的重要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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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也於 2010 年、2017 年推出兩次國家行動計劃（National Action Plan）來推動

WPS 議程（Government of Canada，2022j）。 

  雖然 GAC 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指導下，關注更廣泛領域的性別平等實

踐，然而在對比過往 GAC 的援外行動目標時，其仍將經濟賦權與減貧視為目標。

透過 WayBack Machine 比對推行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前後 GAC 於官方網站中

對性別平等的論述，2014 年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指出性別平等政策的目標是支

持實現男女平等以確保可持續的發展與經濟繁榮，具體行動包含促進女性作為決

策者以及與男性平等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支持女性實現人權、減少在獲取發展

資源和利益方面的性別不平等，並以二元法的論述說明性別平等意味著對女性與

男性公平，需藉由相關措施減少阻礙男女平等生活的社會結構（Government of 

Canada, 2012a）。在 CIDA 提出的 2010 至 2013 年性別平等行動計畫中（CIDA's 

Gender Equality Action Plan），強調性別平等可以顯著減少貧困並帶來更可持續的

發展，而更大程度的性別平等將以倍數的效能提升發展成果，利於可持續性的發展，

然而性別不平等現象阻礙著發展中國家的減貧努力，因此加拿大將致力於在國內

和國際上將性別平等作為一項人權，於行動計劃中設立三個優先事項來指導國際

發展合作署的工作，分別為加強糧食安全、確保兒童與青年的未來、刺激可持續的

經濟成長，且在每個項目中都支持男女平等，如增加小農戶中女性農民的產量；兒

童和青年戰略的核心內容則是促進孕婦、新生兒與兒童健康，並為女孩和男孩提供

教育和技能，使他們成為社會中有生產力的成員，同時有意義地參與社群；而刺激

可持續經濟增長的項目中，其中一項主要內容是透過為窮人提供創業培訓和金融

服務，使女性更容易享有經濟成長的利益（Government of Canada, 2012b）。 

  總體而言，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出現前，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即已重視

性別平等的實踐與相關政策，同時也與杜魯道時期的 GAC 一樣，致力於在國內和

國際上將性別平等視為人權，並認同實踐性別平等是促進可持續發展與減貧的有

效手段。然而在援助政策出現後，也促進了援外組織一定程度的轉變，相較 2014

年以二元化的方式來理解男女平等，杜魯道時期更傾向使用性別平等方式來論述，

涵蓋範圍不僅更為廣泛，也思考到交織性議題等面向，且在性別平等政策以及女性

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框架下，平等促進方面有更廣泛的工作內容與方式，並積極透

過與各國家、區域、民間單位等合作，建立有效的網絡並實踐加拿大政府的多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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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使得兩任政府下的援外組織雖然在性別平等的政策目標上相同，但是內容、

方法、涵蓋面向等，杜魯道時期的 GAC 有更廣泛領域的關懷。 

  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一定程度的影響該國女性主義國際

援助政策的關懷內容與側重面向。無論是哈珀內閣的國際發展合作署或是杜魯道

內閣的 GAC，都將該國援外政策性別平等的實踐目標設定為追求經濟賦權、實現

可繁榮的發展，並未將性別平等視為一項目標，兩任時期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用詞或

是涵蓋面向上，顯示制度既有的模式與樣態，影響最後目標設定，指向經濟論述。 

 

參、 公民社會層次 

加拿大民間組織反應與相關意見的因素分析，將探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小組）的意見報告，並透過其餘組織意見與學者研究來補充相關論

述。 

截至 2020 年為止，小組認為加拿大外交政策仍無法充分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困

與不安全問題，且許多倡議與社會運動，包括女權、原住民、LGBTI 等，在世界各

地都遇到相當的阻礙，因此一個明確且具野心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相當重要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0）。2018 年時，不同組織的女性主義

者開始討論如何推動全面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遂組成小組積極收集相關意見，以

針對日後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改善與推動，成員包含各領域與部門的專

家，遍布非營利組織或學術界，如人權倡議組織 Above Ground、加拿大國際特赦

組織、加拿大性健康和權利行動組織（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平等基金（The Equality Fund）、加拿大地雷行動組織（Mines Action Canada）、加拿

大樂施會、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與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等，專精於人權、和平安全、性別平等、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經濟正

義、國際發展、裁軍等領域（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本文

為了理解民間組織如何對一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將以小組作為本文研究標的，因

其涵蓋許多民間組織、倡議者或是學者意見，同時也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供相

當豐富的討論，可以為本文提供更廣泛的資料與更全面的分析。 

  小組成員於 2021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具備的核心原則，

包含維護政策連貫性、採用交織性方法、促進非軍事化與和平解決衝突、提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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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與永續發展、強化問責制度等，並將以此原則針對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進行

回饋與論述，不足之處歸納為四點：裁軍與非軍事化、經濟正義、性與生殖健康、

更高的整合性（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在裁軍與非軍事化方面，小組認為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未考量衝突機制

的陽剛文化，也未重視非軍事行動的優先重要性，因此提出許多質疑與批評。如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認為武器的生產、使用、交易、

擴散與持有都不相容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框架，且軍事化會加劇女性主義者試

圖消除的權力不對等問題，而在傾向暴力的陽剛氣質的軍事機構中加入女性或創

造多元，可能會導致女性面臨更多的衝突與困境，因此應加強在國際場合支持裁軍

行動（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Mines Action Canada 也指出

人道主義裁軍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基礎，該概念重視受衝擊社群的生活經驗、考

量人民的安全而非國家、關注受害者權益，並優先納入決策和計劃，人道主義裁軍

將有助於降低政策不一致的風險，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應向壓迫人權之政權出

售軍事設備、不應依賴核武來保障安全（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另外，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n.d.）則以更批判的角度論述女

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對於軍事與安全領域缺乏結構性的關注。從援助政策延伸

的相關行動通常側重於讓女性更多地參與軍事行為，然組織認為僅將更多女性加

入軍事化相關的現有安全結構中，並不能真正實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在

本質上傷害女性，缺乏結構性的改變只會讓更多女性進入充滿陽剛文化的父權體

制中，提升面臨壓迫的風險，因此必須改變的是父權體制和歧視結構，而不是在其

中擔任職務的女性人數（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 n.d.）。除此之外，組

織也提到徹底消除核武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應是任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戰略

的首要任務，並論述了核武試驗與使用對女性產生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女性在核

武談判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 n.d.）。 

經濟正義的關注中，許多組織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將性別平等置放於政

策目標，同時更應注意政策是否真的關注最貧窮與脆弱的社群。Inter Pares 即建議

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適合所有人的發展」政策領域重新定位為「消除不平

等」，且政策未限制企業權力，可能導致資源與經濟發展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也沒

有優先考量建立和擴大公共服務，如醫療保健或教育等福利（Feminist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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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Carleton University 與 Above Ground 則批判政策中對

發展中國家女企業家的援助，認為不應關注代表少數人口且通常不屬於最弱勢群

體的女性企業家，而應轉向解決國際經濟政策對不同女性群體潛在的負面影響，如

護理人員、自給農民、非典型女性勞工等（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Oxfam Canada 也表示政策應優先考慮經濟正義，以解決貧困的根本原因與

提升最脆弱與邊緣化的社群，具體建議如使用交織性與非殖民化的方法，促進經濟

正義並確保政策充分反映加拿大與全球女性貧窮和被邊緣化的現實（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Coalition for Equitable L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則從農業的角度關注經濟賦權問題，認為現行政策雖承諾支

持農村婦女從事智能型農業，但未實現其他面向的系統性變革，就無法有效促進女

性和其他邊緣群體的正義，包含在性別權力關係、文化、社會規範等制度性領域中

的不平等（Coalition for Equitable L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n.d.）。

另有學者指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強調了經濟賦權帶來的正面效益，雖然有時

確實需要提出優點來說服其他政府和社會來考量性別平等帶來的正面影響，但這

種論述可能會減弱公平和多元性的規範價值，且此應為政策本身的目的。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帶來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並克服貧困並帶來可持續發展與和平，將導致

性別平等形同經濟成長的工具，而未認識到性別平等和多元性本身即是值得追求

的價值觀，另外，政策也增強對女性與邊緣化社群的期待與責任，但改善女性不平

等現象的責任應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非女性的責任（Bouka et al., 2021）。 

 而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關注，則被認為在加拿大缺乏各部門的整合性，也未關

注到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等交織性概念。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表示雖然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推動了性與生殖健康權利並取得部分成

果，但在所有外交政策、政府部門、國內政策中，仍缺乏一致性與連貫性，可能導

致相關進展受損，其認為在國內施政時也應符合所有國際人權規範，確保所有加拿

大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性與生殖健康權利，也可藉此提升加拿大在人權與多邊主義

的信譽與能力。另外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部分，也應強化交織性方法的使用，

如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性徵等層面的整合，使性別的概念或定義不再侷

限於生理面向（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另外小組也認為加拿大政府須透過更高的整合與連貫性來實踐女性主義政策。



doi:10.6342/NTU202301803

81 
 

小組報告指出僅 GAC 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不足以應對世界所面臨的問題與

挑戰，而是需要一個整體政府的行動，因為在實施政策的時候不會只限於外交領域，

還會跨至發展、貿易、安全、國防、人權、環境、裁軍、健康、創新等部門，且彼

此會互相影響與連結，因此，小組報告的所有建議都強調政策的連貫性，確保國內

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才能更為順利的推動性別平等工作（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除了以上四點，在學術研究中，學者強調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與

性徵（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and sex characteristics, 

SOGIESC）的交織性關注（Aylward & Brown, 2020）。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於 2017

年 6 月推出時，標誌著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首次在加拿大的總體援助政策中被提及，

然而在 2017 至 19 的行動計劃中，這些交織性關注僅透過獨立的承諾來指引措施，

而非藉由更廣泛的框架來指導 SOGIESC 融入加拿大的計劃，且性傾向與性別認同

的提及總是連結到女性被邊緣化的部分潛在原因，未能認識到 LGBTI 社群的特殊

性及其面臨與性別問題相關的歧視（Aylward & Brown, 2020）。自實施性主義外交

政策以來，雖然 GAC 曾宣布一些與國際 LGBTI 權利、社會、經濟相關的資金及

政策承諾，然而這些援助決策似乎是臨時產生的，常是為了應對特定事件（如平等

權利聯盟會議）或外部壓力（如來自聯邦政府其他部門或來自加拿大民間社會的壓

力），而非作為援助政策以解決 SOGIESC 問題的願景（Aylward & Brown, 2020）。

學者建議政府除了採用總體的指導框架外，也需要將 SOGIESC 納入至以非 LGBTI

為重點的援助計劃和項目，如性與生殖健康權利領域，以強化交織性觀點的運用及

廣泛領域的關懷，並制定相關政策來說明具體行動，如禁止向反 LGBTI 組織提供

資金等（Aylward & Brown, 2020）。 

 雖然在公民社會的層次分析上，透過小組報告以及其他民間組織、學術研究的

補充論述，豐富了加拿大民間社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與關注，但政府在後

續行動中，仍缺乏足夠的修正與改善。主要的變化體現在裁軍與非軍事化方面，

GAC 在 2017 至 2022 年的國家行動計畫中，其中一項工作重點即是防擴散、軍備

控制與裁軍的政策與規劃，表示將與其餘部門合作，實施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

威脅控制，在《減少武器計畫》（Weapons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中納入 WPS

議程與性別主流化（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k）。而 GAC 在部門計畫進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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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先設定目標中，於 2021/22 財政年度須在至少 20%的項目以系統性的方式考量

性別與安全等因素，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實現此目標，在該財政年度的 101 個

工作項目中，有 53 個（占 52.48%）被認為具有性別平等觀點，具體內容包含《減

少武器計畫》與實施夥伴合作，透過使用性別影響評估以及與利害關係人的協商，

確保將性別觀點應用於所有相關項目中（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或是將以

性別為基礎的分析整合到項目的所有階段，包含執行夥伴在計畫設定階段確定潛

在的性別平等影響、在過程中監測成果、計畫結束後持續監測等（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另外該部門進展報告也說明加拿大透過積極的外交和多邊參與，

將性別觀點納入與提高在裁軍協商和決策中的分量，並產生實質影響，使得聯合國

第一委員會22（First Committee）在 2020 年通過的 72 項決議和決策中，有 18 項採

用、維持或加強了性別觀點（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國家行動計畫與部門

計畫進展報告顯示了 GAC 在推動軍備控制與裁軍的重點工作，並藉由具體的數據

呈現工作效果，部分回應了小組成員關注的「在國際場合支持裁軍行動」，然而針

對女性進入軍事機構可能面臨的傷害，或是透過批判性觀點來進行結構性關注等，

GAC 未於相關政策中給予回應。 

  經由本節分析，民間組織對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影響上相當有限，

未能改變政策目標與側重方向，尤其政策著重在經濟賦權與減少貧困的論述，引起

了相當的回應與建議，認為應避免將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視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手

法，而是透過女性主義的批判性哲學與觀點，形塑政策來解構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

迫與宰制，將性別平等置放於政策目標的核心。雖然在 2017 年以前，小組並未有

針對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倡議行動，但自該國提出政策後，小組便從女

性主義的角度出發，關注更為廣泛的目標論述、政策內容、國內外政策整合等問題，

欲藉由此討論與關注，期待加拿大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

屬於該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然而加拿大政府針對小組成員的意見反應，多數未

有明確的回應與修正，僅於裁軍或非軍事化的回應上，透過 GAC 的 2017 至 2022

年的國家行動計畫來說明改善部分措施（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k）。 

  

 
22  聯合國第一委員會專門處理裁軍、威脅和平的國際挑戰等國際安全事務，並透過相關政策來因

應國際安全制度中的挑戰（United Nations, 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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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與國際比較 

 

  藉由國內政治因素的分析與比較，可以理解各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經

驗，並有助於分析臺灣推動政策可能面臨的挑戰。本文分析與比較瑞典與加拿大國

內政治因素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與關注面向的影響，其突出的重要性乃此外

交政策與主流政策運作的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批判了父權體制下的國

際關係，關注到更廣泛領域的安全、和平與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第二、三章的分

析結果呈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是關鍵影響因素，其可

以是一國的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來推進該國相關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同時

國家長期的性別平等發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夠為該國重視人權或平等價值的

政策提供經驗基礎；而援外組織與民間組織則在不同背景下對不同國家有不同程

度的影響，可以在政策中指導與改變施政走向。 

臺灣在性別平等發展上，也處於亞洲區域的領導地位。國際排名中，臺灣近年

表現位處前段班，2021 年 GII 為 0.036，於 171 個國家中，排名位居第 7、亞洲第

1（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而 GGI 則為 0.748，於 156 個國家排名中位居第 38

名、亞洲名列第 3 名，低於該年菲律賓的 0.784 與寮國的 0.750（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2022）。2023 年 SIGI 分數為 9.2，與義大利並列世界第 7（OECD, n.d.）。政治

參與方面，臺灣女性國會議員比例表現也相當優秀，2021 年的女性國會議員占比

42.0％，在世界銀行該年統計的 189 個國家中，名列第 25 名、亞洲第 1 名（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2023）。經濟參與方面，2021 年臺灣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51.5%（行

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優於當年全球平均的 46.3%（Our World in Data, n.d.）。 

除了以上數據，臺灣近年在性別平等發展中，亦透過立法與制度規範來矯正父

權體制的迫害，促進性別友善的平等環境。1990 年代後期至 2005 年間，許多關乎

女性人身安全、勞動參與或受教育等權益的保障因婦女運動的倡議或重大社會事

件的影響，促成相關的性別平等法案或規範的修訂及建制（成令方，2015）。針對

女性安全的包含 1997 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1999 年增

訂刑法中妨害性自主相關條文、2005 年性騷擾防治法、2021 年跟蹤騷擾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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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經濟賦權則有 2002 年的兩性平等工作法（2008 年改為性別平等工作法）；關

注女性教育權利與環境的則有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引入「性騷擾防治」的

概念，為女性創造更友善與安全的教育環境；於多元性別方面，2019 年同性婚姻

合法化，為亞洲第一個合法化的國家，並於 2023 年開放同性配偶收養。而在國家

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強化整合方面，自 2005 年開始，政府呼應聯合國北京行動綱

領的倡議，通過「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期許政府施政必須具備性別觀點（吳秀

貞、蔡昀穎，2020）。也於 2007 年簽署加入 CEDAW、2011 年將其國內法化，表示

與國際接軌，保障性別人權與促進性別平等規範。在性別平等官僚組織建立的方面，

2012 年行政院為回應婦女團體的倡議內容與強化臺灣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於行政

院設置性別平等處，乃臺灣第一個性別平等的專責機制，同時也將「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

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政策（吳秀貞、蔡昀穎，2020）。 

  此外，臺灣也在國際行動上參與性別平等事務，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透過跨部會

與公私部門的協力機制，積極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周邊會議、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婦女與經濟夥伴關係、婦女與經

濟論壇、與歐盟合作等，以此強化國際關係、深化與國際社群在女性或性別議題的

實質合作、拓展國際空間（吳秀貞、蔡昀穎，2020）。如經濟部 2014 年依據女性創

業特質設計的「女性創業飛雁計畫」或透過臺灣與歐盟的對話建立起性別平權交流

合作，都是在國際社會中貢獻臺灣性別平等經驗的具體案例（吳秀貞、蔡昀穎，

2020）。聯合國倡議會議與活動參與中，亦透過非政府組織參與周邊論壇、自主承

諾遵循 CEDAW 及在地審查等非正式外交方式，突破我國在國際現實中難以官方

身分表態的困境，讓臺灣在落實聯合國倡議、人權公約及促進性別平等與國際接軌

（吳秀貞、蔡昀穎，2020）。由於受限一中原則與國際困境下，臺灣難以參與跨國

組織的官方事務或相關行動，因此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半官方形式，便成為臺灣參

與國際事務的有效途徑，而 2000 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2012 年改

名為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便積極協助與輔導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實

踐民間單位在國內監督政府的角色以及在國際社會展現軟實力的量能，並配合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從事國際人道、性別

平等、醫療救援、消除貧困、民主促進、人權維護、環境保育等工作，提升臺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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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形象與能見度（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a）。 

  以上顯現了臺灣性別平等發展的成效與努力，雖然婦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制

度化的進步卻位居世界前茅，歸功於女權運動與政府的配合（顧燕翎，2020）。因

此本文認為臺灣有相當優良的經驗與基礎來發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具體關鍵

影響因素仍圍繞著行動者層次，因此本章將透過臺灣在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

民社會層次的分析與探討，理解其餘面向是否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所助

益，或是分析可能面臨的挑戰，包含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政黨、援外組織、民

間組織等五個面向，並將各項因素與前章分析的瑞典與加拿大進行比較。 

 

壹、 行動者層次 

一、 國家領導人 

  2016 年當選為臺灣總統的蔡英文在 1956 年出生於臺灣臺北市，幼年生活於雙

親經營的汽車修理廠，在此背景下培養出專業、靈活、堅韌、打拚的中小企業精神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蔡英文 1978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1980 年

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84 年取得英國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法學博

士學位，專長為國際貿易法與競爭法，爾後也參與了臺灣對外的經貿談判，包含臺

灣加入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或世界貿易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過程中擔任談判顧問，另外也曾參與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擔任貿易及投資委員會服務業小組的主席（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3a）。1990 年代後期開始，前後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國家安全會

議諮詢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兩岸關係的建設、互動與發展上投入

相當心力（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2004 年蔡英文加入民進黨，成為該黨立法

委員、行政院副院長，並於 2008 年當選黨主席，於 2012 年第一次代表該黨參選第

13 任總統，成為臺灣首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然最後落敗；2016 年第二次代表民

進黨參選時順利當選，成為臺灣歷史上首位女性國家元首，亦為亞洲首位非出身政

治世家的女性總統，於 2020 年順利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 

  蔡英文於其自傳中曾述及自身的外交工作與重視面向，在臺美之間關注的議

題包含國防安全、經濟合作、國際空間、兩岸關係，具體內容如臺灣的國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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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需求規劃、國防產業的投入、經濟合作、雙邊貿易發展等，其中於國際空間與

兩岸關係兩面向中，特別說明重視臺海和平與穩定發展，並貢獻臺灣力量以拓展臺

灣的國際空間（蔡英文，2015）。而其也曾於華府主要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演講，論述臺灣將在外交

行動中打造亞洲新價值的典範，分為四大主題：參與式民主、公平分配與社會正義、

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積極和平的外交行為，強調以民主貫穿此四大主題，為經濟

創新與分配正義打造良好基礎，並將臺灣作為亞洲的典範，來推動在國際事務的參

與、建立國際友誼（蔡英文，2015）。自傳中，蔡英文著重說明將透過積極與美國、

國際組織等互動，來發展外交空間並降低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增加臺灣在國際社會

中的彈性與更多的可能。 

  蔡英文在 2016 年上任之後的外交主軸為「踏實外交、互惠互助」，具體原則包

含以務實的方式與其他行為者建立正向、穩定的互動關係，藉此強化臺灣與世界的

連結、厚植彼此互惠互利的友誼，同時藉由官方互動、企業投資、民間合作等方式，

在經濟、教育、文化、農業技術、醫療等領域強化彼此的連結（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6）。 

  而蔡英文對於女性主義及對外行動中性別平等的關注，體現於表 4-1 從中華民

國總統府網站所擷取的十六場演講與聲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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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蔡英文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6 年

11 月 

國際婦女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執行委員會會

議 

說明臺灣經驗與日

後的具體施政計畫 

表示臺灣已開始試辦之長照計畫與實施之公

共托育政策，減輕女性負擔，同時透過政策來

賦予女性平等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機

會。 

2017 年

3 月 

「106 年度國際婦女

節」開幕活動 

政府施政主軸為排

除就業障礙與支持

女性投入職場 

該年度慶祝活動主題為「女力耀進、創新經

濟」，強調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打造友善勞動環

境、強化公托與長照，以此提升女性的經濟自

主，指出其為性別平等最關鍵的一步。 

2017 年

8 月 

2017 CALD 亞洲自

由民主聯盟－女權高

峰會 

重申政府促進性別

平等的決心與說明

相關政策 

 

性別平等的時代需突破傳統框架，並賦予女性

足夠的選擇權與機會，具體政策如公共托育、

長照體系、協助女性創業等，也說明協助他國

的女性賦權。 

2018 年

11 月 

世界女記者暨作家協

會的專訪 

表達女性從政的經

驗挑戰與實踐性別

平等的方法 

在實踐性別平等的方法上，指出不僅相關立法

很重要，更關鍵的便是女性自覺，相信自己有

能力可以做男性能做的事。 

2019 年

3 月 

接見「國際婦產科醫

學聯盟人員」 

國際婦女節當日支

持永續發展目標與

促進孕婦安全 

宣傳臺灣在降低孕婦死亡率的努力以及相關

研究的貢獻，並表態支持性別平等與提供女性

與婦產科醫師更多的保障。 

2019 年

3 月 

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

會議 

說明臺灣的性別平

等發展與政策，以及

區域合作的重點內

容 

論述臺灣十多年前即開始推動性別平權，並表

示越多女性能經濟獨立，社會就更加穩定與繁

榮，將透過計畫協助女性經濟獨立自主，藉由

跨國行動來促進區域的性別平等。 

2019 年

4 月 

臺美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婦女賦權場次 

說明「全球合作暨訓

練架構」的女性賦權

項目 

強化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並透過項目計畫

實踐女性賦權，具體方法包含鼓勵創業、改善

勞動環境、提供相關資源等。 

2019 年

11 月 

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

安置大會 

臺灣將提供助力協

助女性免於暴力威

脅 

說明臺灣既有的政策如何保護女性免受不同

形式的歧視與暴力威脅，並重申臺灣透過交流

行動來提供相關援助。 

2021 年

3 月 

2021 年國際婦女節 鼓勵女性發展勇氣

力量突破框架並參

與平權倡議行動 

說明女性在各種生活中可能面對的挑戰，並希

望大眾營造友善環境、激勵女性突破框架，實

踐性別平權。 

2022 年

3 月 

「淨零臺灣 女力行

動」起跑記者會 

說明女性對環境保

育的行動與貢獻 

表揚女性在各場域對「淨零排放」的貢獻，以

及響應國際社會追求的目標。 

2022 年

3 月 

女力之夜外交酒會 宣揚臺灣在性別平

等的成果與未來施

政方向 

介紹臺灣在各層面的努力，認為女性是推動變

革的力量，同時呼應該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的主題，關注性別平等與氣候正義。 

2022 年

3 月 

駐台使節慶祝婦女節

午宴 

與理念相近國家建

立合作機制並實現

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發展上，臺灣不僅要汲取他國經驗，

也與國際社會分享，一同在區域與全球建構合

作機制，實現沒有歧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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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視訊接見「台瑞典國

會議員協會暨歐洲議

會議員聯合訪團」 

持續深化臺灣和瑞

典、歐盟的合作交流 

表明臺灣與瑞典是理念相近的夥伴，在不同議

題領域開展許多合作，並期盼日後能夠持續交

流，捍衛自由與民主價值。 

2022 年

12 月 

2022 女科技人大會

－邁向工作與生活共

榮的新職場 

政府須為友善職場

努力以促進女科技

人的參與 

說明臺灣科技產業對全球的貢獻與重要性，並

指出政府有義務促進職場友善，以讓女科技人

可以更安心地參與及激發創意。 

2023 年

2 月 

女力拉美加論壇 分享臺灣經驗與推

動女性經濟賦權 

宣揚臺灣平權成就與經驗，將與友邦合作，協

助婦女提升就業技能或提供創業資源。 

2023 年

3 月 

衛福部「慶祝國際婦

女節系列活動記者

會」 

說明政府持續鼓勵

與促進女性追求自

己想要的生活 

政府將透過具體措施來保障女性的選擇權與

創造友善環境，以讓女性自由地實現理想中的

自己，包括創業、育兒津貼、公共托育、不孕

症治療等措施。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b，2017a，2017b，2018，2019a，2019b，

2019c，2019d，2021，2022a，2022b，2022c，2022d，2022e，2023b，2023c） 

 

  經由本文從總統府官方網站擷取的十六篇演講與聲明，可以發現蔡英文在公

開場合關於性別平等的演講，主要呈現出關注性別平等經濟賦權與強化國際聯結

的特質。於經濟層面的關注體現在 2016 年國際婦女理事會、2017 年國際婦女節、

2017 年 CALD（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亞洲自由民主聯盟－女權

高峰會、2019 年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會議、2019 年臺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2022

女科技人大會、2023 年女力拉美加論壇、2023 年國際婦女節中，多數說明了勞動

參與對女性的重要性，也是促進性別平等關鍵的一步，而要提升女性經濟賦權，便

要鼓勵女性自覺與透過實質行動矯正結構層面的壓迫，蔡英文說明臺灣的具體行

動與經驗，包括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顧計畫、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鼓勵企業提

供托兒設施等，言明政策目的乃減輕女性照顧壓力與責任、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使得女性得以規畫職涯發展與提升勞動參與的意願（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b，

2017a，2017b，2019b，2019c，2022e，2023b，2023c）。而在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

會議中更進一步表示，當一國的女性能夠經濟獨立，社會便能趨近穩定與繁榮，同

時表示臺灣透過「女性創業飛雁計畫」，使得國內女性企業家的比例提升至 36%（中

華民國總統府，2019b）。於 2023 年慶祝國際婦女節系列活動記者會中，蔡英文也

說明政府致力於創造友善環境，激勵女性自由地追求理想中的自己，包含經濟面向

中的公共托育、育兒津貼、創業資源等；也涵蓋了性與生殖健康權利面向中的不孕

症治療（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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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性別平等中經濟賦權的關注，蔡英文也強調臺灣與區域、全球夥伴的連

結及合作。如於 2017 年的亞洲自由民主聯盟，蔡英文說明了臺灣與美國在 2016 年

APEC 經濟領袖會議期間，共同宣布合作成立「APEC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協助

區域國家推動女性賦權，協助女性創業、追求在職場的發展等（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7b）。另外在太平洋婦女領袖會議中，也表示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一起見證

兩國簽署「婦女創業小額貸款循環基金」備忘錄，為該國女性提供創業所需的資金

與硬體設備，不僅是為了實踐該國女性的經濟自主，也透過事業發展的過程，來培

養女性於經濟參與中的滿足感、成就感及自信心（中華民國總統府，2019b）。在

2019 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其也說明將與全球夥伴共同促進世界的性

別平等，協助女性免受暴力迫害與享有尊嚴平等的生活（中華民國總統府，2019d）。

另外在 2022 年駐臺使節慶祝婦女節的午宴中，蔡英文說明具體的國際合作行動，

如與澳洲、美國及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建立合作機制，包含「APEC 婦女與經濟

子基金」、「婦女倍速計畫」，以實現性別平等（中華民國總統府，2022c）。在 2022

年臺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暨歐洲議會議員聯合訪團的活動中，蔡英文指出臺灣和瑞

典共享著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並在此共識下於近幾年強化各項領域的交流，如氣

候變遷、性別平等、女性經濟賦權、對抗假訊息等，同時提出了「強化歐洲鏈結計

畫」，期待在既有的基礎上，加深臺灣和歐盟的關係。而瑞典國會「臺灣－瑞典國

會議員協會」的歐柏莉（Boriana Åberg）主席則讚許了臺灣於自由、民主、防疫等

經驗的表現，也啟發各國人民對於中國共產政權侵害人權事實的關注，說明國際社

會有義務與臺灣站在一起，以捍衛臺灣的自由與民主價值（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2d）。同年的國際婦女節與女力外交酒會，蔡英文也在演講中響應國際社會追求

氣候正義的目標，並認同女性推動改革的能量，關注相關場域的議題（中華民國總

統府，2022a，2022b）。 

  上述兩項特質呈現出蔡英文在性別平等議題的關注，著重於經濟發展與國際

空間的拓展，尤其針對國內發展的演講中，多數都在表明政府如何透過政策創造友

善的職場環境、減輕女性照顧工作、提供創業資源等。而在專訪中，蔡英文針對實

踐性別平等的方法上，認為相關立法相當重要，可以營造友善的環境，另外更為關

鍵的便是女性自覺與突破框架，相信擁有與男性同樣的能力（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8）。在國際一中原則衍伸的困境下，蔡英文積極地在各方場合透過經濟論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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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國際之間的性別事務合作與參與，並持續強調立法與相關行動的重要性，以促

進女性發展機會與資源，參與更為廣泛的經濟勞動。由於經濟賦權的追求不僅不容

易面臨爭議，也較吸引他國的合作，因此在拓展國際空間方面可以更容易地與其他

國家或友邦建立關係，但也因此蔡英文缺少其餘性別平等面向的論述或對女性主

義的立場進行說明，如結構性問題、女性解放、人道干預等，也未闡述性別平等政

策的目的，是重視平等實踐抑或消除貧困。不過蔡英文在對外行動與性別平等相關

的論述中，呈現出積極拓展國際空間的特質，致力與其他國家在平權議題上的合作

與交流樣態，同時述及的區域合作政策，皆帶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子，即藉由

實質的外交行動促進全球性別平等發展，可以視為臺灣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

基礎。 

 

二、 外交部長 

  在外交部長面向的分析中，本文將研究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起擔任中華民國

外交部長的吳釗燮，著重其生平、價值觀與性別平等議題立場等論述，來探討與分

析該因素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的影響或挑戰。 

  吳釗燮於 1954 年出生於臺灣彰化縣，1978 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1982 年取得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政治學碩士、1989 年取得俄

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爾後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擔任專任研究員，同時在政治學系所兼任教授，1999 至 2002 年擔任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於 2002 年民進黨執政時期開始從事政治工作，先後擔

任總統府副秘書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駐美代表，2008 年國民黨執政

後則擔任民進黨要職，如政策委員會執行長、秘書長等，並於 2016 年蔡英文當選

總統後，先後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並於 2017 年擔任外交部

長至今（2023 年 6 月）。 

  吳釗燮擔任外交部長期間，延續著蔡英文外交政策的「踏實外交」主軸，在任

內持續推動與其他行為者的合作與互動，具體如「新南向政策」，自 2017 年 6 月

起，逐步深化與政策標的國家的雙邊經貿發展、區域安全、氣候變遷、疾病防治及

災害救助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讓雙方都能從中獲利（吳釗燮，2018）。除此之外，

其也將「踏實外交」的政策主軸連結到國際合作發展的「臺灣模式」，說明積極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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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與雙邊或多邊組織的場合，實踐臺灣援助的力量，並以此模式與友邦進行永續、

透明、負責、互利互惠的合作發展計畫（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如落實在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的「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強化夥伴關係」的實質轉型，藉由盤點與

整合國內外友臺社群的資源來擴大機構能量，型塑最佳的援助工作方法，並於國際

場合中分享相關經驗與技術，以此突顯臺灣的援助角色（吳釗燮，2019）。至 2021

年時，「踏實外交」的政策主軸除了包含過往述及的援助工作、拓展臺灣的國際空

間，更提及捍衛國家尊嚴與守護自由民主的共享價值（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

2021）。 

  吳釗燮任內所推動的性別平等相關外交工作，主要是 2018 年開始與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共同辦理的「女力外交專案」，透過相關活動來推廣與提

升女性在外交工作上的參與或影響，並在國際社群中展示臺灣促進女性賦權與性

別平等工作的成果（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2018，2020）。具體行動多為

舉辦講座或是研討會，如 2020 年於聯合國「紀念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 25 週年高

階會議」前夕舉辦系列研討會，分享臺灣在實踐性別平等工作的經驗與成就，同時

外交部也與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規劃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研討會辦理情形並發

起#FeministsDemand 倡議活動，關注了女性主義的不同領域，圍繞在女性領導、青

年發聲、社會正義、經濟賦權和健康議題等概念，以此號召具影響力的國際婦女組

織在線上進行串連與分享，喚醒公眾對議題的重視，呼籲全球落實性別平等的永續

發展目標（中華民國外交部，2020）。另外還有 2022 年，配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大會舉辦期間，共同辦理的「臺灣性別平等週」，針對女性賦權與氣候議題進行

討論與經驗分享（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2022）。其他活動亦包

含 2021 年的「加速女性經濟賦權」線上研討會、2022 年的氣候正義領袖論壇、2023

年關注女性創業與研發能力的科技女力臺灣之夜或科技女力 X.Y.Z 座談會等（外

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b），然該專案根據官方網站資料，自 2021 年

開始，每年僅 3 月會公布或釋放專案工作成果，且活動主要圍繞在舉辦講座、研討

會等社會倡議、國際發聲、政績宣揚或經驗分享（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無日期 b），其餘並未有其他明確的工作內容、方案規劃與目標，或是制度化的作

為，推測應為每年響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期間的系列活動，透過與非政府組織

等民間單位的合作，促進臺灣在國際性別平等事務的參與並強化國際連結，然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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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女力外交專案」並沒有制度化的目標、資源分配、時程規劃、評估項目等，呈

現出偏向「女力宣傳」的樣貌。 

  而吳釗燮對於女性主義與對外行動中性別平等的關注，則體現於表 4-2 從中華

民國外交部、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等網站擷取的六

場演講與聲明中： 

 

表 4-2、吳釗燮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9 年

11 月 

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

安置大會 

與各國針對女性安置政

策、立法、平等、經濟賦

權等議題進行交流 

說明臺灣性別平等方面的努力與具

體成果，並期許透過舉辦相關會議與

交流經驗促進國際間平權發展。 

2021 年

10 月 

「邁向平等之路：落實

女性公共參與權」線上

國際研討會 

聚焦女性公共參與，分

享臺灣政策經驗與強化

國際合作 

說明女性賦權與友善環境的重要性，

並指出將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提升

全球女性的社經地位。 

2022 年

3 月 

女力之夜與性別平等

週 

說明活動內容並邀請各

國女性領袖分享經驗 

介紹性別平等週系列活動以及各國

女性領袖在氣候正義方面的努力。 

2022 年

5 月 

出席「後疫情時期協助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

計畫」區域論壇 

說明臺灣針對疫情挑戰

的行動與援助量能 

為了提升在地經濟能力，包含就業與

創業等競爭力，將協助該區域的弱勢

社群，並強調女性是社會變革的動

力，強化經濟參與將為臺灣與中美洲

地區帶來新的合作機會。 

2022 年

9 月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聯邦駐臺灣大使哈

菁絲受外交部長贈勳 

表彰聖克里斯多福吉尼

維斯聯邦大使的貢獻與

合作 

除了表揚該大使促進兩國友誼、促進

經濟、教育、文化及觀光交流，更指

出該大使重視性別平等議題，致力於

推動女性平權、強化兩國人民交流。 

2023 年

2 月 

歡迎羅莎娜特使偕員

來台出席「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婦女賦權國

際論壇」 

說明臺灣與貝里斯的性

別平等發展以及倡議內

容 

除了表彰貝里斯總理夫人兼婦幼特

使羅莎娜長期致力於提升貝里斯教

育及女性權益、女性經濟賦權、反性

別暴力等理念外，也重申兩國自2021

年 10 月起共同合作執行的「後疫情

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

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2022a，2022b，2022c，2023；外交部非政府組織

國際事務會，2019；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2021） 

 

  根據吳釗燮於任內推動的外交政策主軸、國際合作模式、女力外交專案與演講

或聲明的資料，可以發現其並未對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概念有明確的定義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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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內容，而多是從外交部長的職權，說明臺灣如何透過與其他行為者建立或維持

關係的方式，來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或是宣傳臺灣在性別平等方面的努力與成就，

以強調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與臺灣能貢獻的能力，緊扣著「踏實外交」、「臺灣模式」

的主軸。2020 年，吳釗燮說明將捍衛國家尊嚴與自由民主等價值時，圍繞在與理

念相同的國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雖然強調自由、民主等價值，但性別平等並非

政策注重的面向；另外，「女力外交專案」的內容多圍繞在向國際社會介紹臺灣的

女性賦權發展與經驗，並未討論如何促進女性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或是外交政策如

何促進性別平等的發展。而在演講或是聲明提及性別平等時，多是表揚與友邦之間

的發展內容或是宣傳臺灣的政績，如 2021 年的線上國際研討會或是 2022 年與聖

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大使的外交活動，都強調著與他國的合作，但具體合作內

容、注重面向、核心主軸、關懷領域等都未有具體的工作項目或對外行動。唯一例

外是在「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的區域論

壇中，吳釗燮透過演講聲明，具體促進女性經濟參與的方式包含能力建構、金融服

務配套措施，以此提升該區域的女性、青年、微型或中型企業等弱勢社群的在地就

業與創業競爭力（中華民國外交部，2022b）。但該方案關注對象只在特定的拉丁美

洲與加勒比海區域、內容只限於創業與勞動參與，並未關注到更廣泛的女性權益問

題。 

  以上資料顯示吳釗燮對於外交中的性別平等工作缺乏關注或是想像，只停留

在表揚、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發展的層次，工作內容也多圍繞在辦理講座、論壇或研

討會，較少於外交工作中闡明如何促進他國的性別平等發展，這部分的現象可能源

於臺灣在國際困境的情況下，因外交部長的官方身分難以拓展與友邦之外國家的

合作，或是合作內容多侷限在較無爭議的經濟領域，抑或可能因難以在國際社群發

展官方行動，只能透過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的成效、經驗或貢獻，提升國家能見度與

吸引他國交流。另外在與非政府組織發展出的非官方模式參與國際性別平等事務

中，也因為其並非官方行動而難以制度化，導致女力外交專案僅能透過每年響應、

舉辦零星活動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內容也僅能聚焦在經驗分享與政策交流，無法

形塑成具體目標與方向的外交政策，同時也反映在外交部長吳釗燮相關的演講與

聲明中，無法看到其對於性別平等廣泛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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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黨 

  臺灣民主化後，民進黨在性別平等政策和機制的建立上扮演著先驅角色，其

1996 年首開先例修改黨章，在公職人員提名上納入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於內閣人事上採用相同的性別比例，任用多位女性閣員，促

進了性別均勢（黃長玲，2001）。1997 年，民進黨也通過黨內職務是用四分之一性

別比例原則（黃長玲，2001），拓展了女性參政空間（簡舒培，2021）。而本文在臺

灣挑戰的分析關注當今的總統與外交部長（2023 年 6 月），兩人皆為民進黨籍；另

外國會多數黨23亦為民進黨，因此將以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意識形態與性別平等或

外交政策為研究主軸，分析民進黨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上的影響與挑戰。 

  根據民進黨最新修訂的《黨綱》（民主進步黨，2019），該黨有六項基本主張，

分別為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成長均衡的經濟財

政、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注重的面

向相當廣泛，從國家主權、外交行動或國民身分的獨立性，乃至社會發展、經濟環

境皆有所探討。而其中，《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更進一步主張建立公平安定的社

會體系、追求福利國家、實現全民安全制度等，顯示了該黨對於促進平等與社會正

義有一定的關注（民主進步黨，2019）；外交行動上，《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也主

張以平等互惠獨立自主的原則來修復與發展國際關係，並與愛好和平、崇尚國際正

義、具有自由民主信念、尊重國民主權和生存權的國家，一同建立關係，同時也強

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臺灣前途由臺灣全體住民決定等，說明了民進黨的基本外交

政策方針，乃重視與理念相同的國家建立關係以及拓展國際空間（民主進步黨，

2019）。 

  而民進黨對於性別平等的主張與態度，則體現在《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述及

女性勞工的保障、《行動綱領》表態將推動兩性平權政策以保障女性參政權、工作

權與人身安全，另外也說明要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並實施親職假及彈性工時制度，

避免女性因性別、婚姻、懷孕、生產而受任何歧視。可見民進黨在官方文件中，主

要以經濟平等或賦權的角度來思考與認知性別平等問題，重要宣示中並未探討到

社會結構層面對女性的迫害，或是其他層面如生殖健康、醫療保健、裁軍、性暴力、

 
23 臺灣立法院於 2023 年 6 月總共 113 席的各黨派席次分布如下：民主進步黨 62 席；中國國民黨

37 席；台灣民眾黨 5 席；時代力量 3 席；無黨籍 5 席；缺額 1 席（中華民國立法院，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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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安全等議題（民主進步黨，2019）。 

   民進黨基本規章除了《黨章》、《行動綱領》外，還有六項決議文，乃針對臺灣

的國家定位與未來發展所提出的行動方針，如臺灣前途、正常國家等決議文（民主

進步黨，2019）。而在 2019 年提出的《社會同行世代共贏決議文》中，說明此文件

目的乃應對於改革路線上如何有效關注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民眾，並表示民進黨

治理下的臺灣將捍衛主權獨立、強化政府民間協力治理與推動公平永續的社經轉

型，在外交部分也表態透過民主人權的成就與密切的國際經貿連結，來持續拓展與

深化國際關係（民主進步黨，2019）。 

  民進黨的官方資料顯示出該黨對於社會正義、平等發展、人權注重、理念追求

的外交有一定的重視，但也未能從官方中發現從這些關注中延伸的具體政策，如人

權注重的層面，並未探討該以何種角度或是具體措施來促進人權保障。而在性別平

等方面，更只侷限在勞動參與或經濟平等的說明，未關注到社會結構性的父權迫害，

以及其他層面的探討。 

  除了民進黨的官方文件，其也透過設立性別平等事務部，持續推動女性或新住

民議題的關注與政策（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a）。該部門於 2023 年由「婦

女發展部」更名為「性別平等事務部」，表示將依 CEDAW 的精神24，持續推動性

別平等相關政策，包括女性參政、人身安全、家庭暴力與性暴力、婚育議題、性別

平等教育與情感教育、同性婚姻、性私密影像散佈與數位性暴力等（民進黨性別平

等事務部，2023b）。然於官方文章也指出婦女部隸屬民進黨，於中央執政後，部門

的倡議行動也會隨著行政團隊的政策節奏而有所變動，顯示出該部門與行政體系

高度連結，未必擁有自主運作與獨立倡議的空間。 

  民進黨在官方文件上並沒有針對性別平等有明確的政策與主張，僅透過《公平

開放的福利社會》主張社會的平等發展，而在外交政策方面，民進黨雖關注了民主、

人權價值的推動，但並未述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儘管該黨有性別平等事務部的設

立，但較少在對外行動關注性別平等的實踐或發展具體政策。 

 
24 根據該文，其表示此精神可藉由民國 100 年中央政府公佈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三大理念

來說明（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b）： 

1. 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2. 婦女權益的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3. 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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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制度層次 

  本文將探討的援外組織，將以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為對象。

其為臺灣負責執行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與其他政

府委辦之援外計畫的專責單位，根據《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其乃隸屬

於外交部下的財團法人組織，資金來源包含政府預算撥入、基金孳息、借入款項、

捐款收入等，設立目的為協助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及提供人道救援，具體方法

將透過投資、融資、技術合作、人道援助、國際教育訓練等方式執行援助政策，或

是利用基金孳息來辦理雙邊或多邊的技術合作、人道援助或教育訓練等計畫（國合

會，2023a）。雖然其以非官方的財團法人組織型態組成，但因隸屬外交部、政府預

算撥入為主要資金來源，且組織工作內容乃執行臺灣政府的援外計畫，因此本文將

以國合會為研究分析的對象。 

  國合會的核心價值為「進步、發展、關懷」，以此為原則與夥伴國政府、私部

門、公民社會等開發援助夥伴，一同整合經驗、知識、技能或資源來創造平等、繁

榮的永續未來（國合會，2022a）。具體推動事務包含協助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經濟或

社會發展、提供人道援助、成立海外服務工作團等（國合會，2022a）。而該組織員

額方面，於國內擁有 110 位職員，派駐海外則有 151 位，在各地實地執行各項發展

合作任務（國合會，2023a）。 

  進一步關注國合會對於性別平等的政策，卻發現性別平等或是女性賦權並非

該組織的優先領域25。依據國合會 111 年度工作報告，該援外機構執行中的計畫共

有 79 項，其中農業領域計畫 39 項，占總計畫數約 49.4%；公衛醫療領域 12 項，

約占 15.2%；教育領域 5 項，約占 6.3%；資通訊領域計畫 1 項，約占 1.3%；環境

領域 5 項，約占 6.3%；中小企業領域 9 項，約占 11.4%；跨領域及其它 8 項，約

占 10.1%（國合會，2023b）。在這些項目中，並未有將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視為一

優先領域或是優先目標的行動計劃。且在其餘國合會將性別平等視為目標的計畫

中，多半著重女性經濟賦權，如經濟問題改善、小額貸款、融資計畫、建立相關金

融機制等，包括「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

 
25 優先領域為農業、公衛醫療、教育、資通訊、環境、中小企業（國合會，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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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26、史瓦帝尼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力強化計畫、帛琉婦女、青年暨中小企業轉

融資計畫、東南亞暨南亞婦女生計貸款計畫、貝里斯協助生產性部門及婦女企業貸

款計畫、後疫情時期協助婦女經濟賦權機制貸款專案等（國合會，2023b）。在《中

小企業》的優先領域中，亦重視小額貸款與微型創業，說明需特別保重多數發展中

國家鄉村地區的女性與青年經濟能力，以維繫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國合會，

2022b）。以上資料顯示了在國合會的援外行動中，雖並未將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視

為一項優先行動領域，但仍然透過相關的計畫促進友邦國家女性的經濟賦權，卻也

限縮了援外行動中性別平等的廣泛程度，僅著重在經濟領域以及與友邦國家的互

動中。造成此制度層次的問題，可能乃因國合會在對外行動中仍以友邦國家為優先

發展合作或人道援助的對象，而這些國家多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迫切的需求仍為經

濟建設，因此在性別平等的行動中，難以延伸資源投入至更廣泛區域的國家合作或

是更廣泛的平權議題關懷。 

  國合會雖然在援外行動中，有以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為目標的相關計畫，但是

其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完全限縮於經濟層面中，並未關注到其餘面向的議題，可能

會使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臺灣推行時，相關的行動計畫也會限縮在經濟領域的

實踐。而這部分的觀察也對應到鄭欣娓（2012）的研究，其指出國合會的援外策略

焦點集中於總體經濟面向的事實，顯現了對於「發展」的有限想像與認知，也未能

深刻理解到性別平等價值與人類永續發展之間的關聯。 

 

參、 公民社會層次 

  在瑞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 CONCODR Sverigen 雖然於政策前並未針對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進行倡議，但在政策施行之後透過長期的關注與意見回饋，使得瑞典

在 2018 年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與行動計劃提出進一步的修正與改善，回應

了組織的關注與建議，顯示了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也能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26 此計畫以創造女性、青年、原住民或弱勢族群之就業人次與提供女性金融服務、資通訊工具、訓

練及輔導課程為目標，透過與東加勒比海信用保證公司、中美洲銀行及巴拉圭微小中型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等多邊及外國機構簽署婦女信用保證合作協議，提升八個友邦的女性勞動參與及經濟自主

能力，同時藉由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美國糧食濟貧組織（Food For the Poor, FFTP）及

美洲農業合作組織（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IIAC）等 12 個國際組織合作

推動女性賦權的國際倡議（國合會，20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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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將就民間組織的反應與倡議行動來分析在公民社會層次中，臺灣推行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發展或挑戰。 

  臺灣民間組織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缺乏討論，僅有政府所屬的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權會）27於 2020 年發行的第三十二期與第三

十三期《國際性別通訊》中共三篇文章提及，文章與倡議內容如表 4-3。臺灣的性

別政策機制，長期由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相互配合或溝通來形塑相關行動，雖然婦

權會乃政府所屬的財團法人，但其作為民間與政府對話、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的平

台，且董事會並非全由官方人員所組成，亦納入婦權團體代表或專家學者，相當地

推動公民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與性別平等發展促進。因此，從嚴格的定義來觀

察臺灣公民社會層次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關注，雖未有民間團體對政策提出

明確倡議，但若考量婦權會與民間合作、交流、對話的特質，公民社會的行動或關

懷仍能藉由該組織進行倡議，甚至可能影響政府決策，彰顯出國內政治因素中公民

社會層次的影響力道，所以本文仍將婦權會發行的期刊納入本文的分析，探討於臺

灣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 

  

 
27 1997 年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員涵蓋部會首長、專家學者、民間婦女團體代表，

並於同年決議以 10 億元額度成立「行政院國家婦女人身安全基金」，後為了促進在預算審核與基金

運用上的彈性，以捐資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建構一個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的中心（婦權會，無日期）。

組織架構上，基金會董事長由衛福部部長兼任，執行長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兼任，並設專職

副執行長一名，董事會 15 至 19 人中，8 人為官方人員，其餘為社會專業人士與婦女團體代表（婦

權會，無日期）。婦權會創立目的乃促進女性權益實踐與發展，透過辦理法令研議、議題研究、政

策宣導、人員訓練、國際參與等推動性別平等事項，112 年度的預算書中名列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

議、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為四大方向

（婦權會，2022）。從以上方向衍伸的計畫經費需求為 3944 萬元，其中政府補助與政府委辦經費總

計為 3114 萬元，占比約 78.9%，為主要資金來源，其餘經費來源為民間補助與基金會自籌（婦權

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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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臺灣公民社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期刊論述 

文章名稱 作者 作者背景 倡議內容 

全球性別平等運

動新時刻及我國

參與策略 

張琬琪 婦女權益促

進發展基金

會研究員 

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來有效與永續地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並在未有亞洲國家公開採納此政策前，率先提出此政策成

為區域性別平等領導者。同時指出須先梳理臺灣推動性別

平等之國內政策與國際合作計畫的現況與挑戰，已提出對

策來發展出具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想像一個更平等

的世界：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的同

志觀點 

陳乃嘉 彩虹平權大

平台研究員 

指出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對於同志權益的篇幅甚少，

但該國認知外交須以內政為基礎，透過瑞典的經驗啟示臺

灣雖具備發展人權外交與女性主義外交的潛力，但前提是

在國內政策完善性別平等的實踐，並在人權價值與追求利

益或地緣政治折衝之間取得平衡。 

女性主義是潮牌

嗎？淺談瑞典與

加拿大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 

顏詩怡 婦女權益促

進發展基金

會研究發展

組組長 

簡介瑞典和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內涵、挑戰、影響力，

並指出女性主義價值須同時考量國際政治、他國主權、國

內不同部門的利害關係，啟示臺灣思考如何從各外交面向

落實性別主流化、建立屬於自身的性別平等國際品牌。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張琬琪，2020；陳乃嘉，2020；顏詩怡，2020） 

 

  而這幾篇文章的緣由是在 2020 年時，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委

員開會做成決議28，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私下拜訪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徐

斯儉，次長同意相關的發展方向，最後委由婦權會進行研擬相關研究與專題撰寫，

探討與思索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可能性，然而這之後未見具體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的推出或進展，有可能是因 2020 年 7 月時徐次長轉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

書長，政策研擬後繼乏力。而婦權會作為半自主的民間單位也未見進一步持續發展

此議題。 

  由表 4-3 中可以發現婦權會研究員發表的文章從各國的經驗中啟示了臺灣在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的可能路線與重點。由於臺灣特殊的國際政治地位，為了參

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仰賴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

合作，以此透過與會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倡議國家性別平等成就、形塑國家正面形

象，另一方面也持續監督政府，敦促採取更積極的作法促進性別平等（張琬琪，

2020）。因此臺灣應率先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成為亞洲區域性別平等領導者，藉

由制度的設計強化跨部門與跨世代夥伴關係，提供足夠的資源與資訊給與非政府

 
28
 資料來源為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委員的臺大外文系教授葉德蘭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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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才能有效地在國際場合上展現性平事務的影響力，發展出具臺灣特色的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張琬琪，2020）。而顏詩怡（2020）則從兩國經驗的論述，啟示臺

灣從外交面向落實性別主流化、建立屬於自己的性別平等國際品牌。 

  此外，彩虹平權大平台則為倡議同志友善的非營利組織，透過政治參與、社會

教育、國際合作等行動與工作項目，企圖消除因性與性別產生的各種不平等。其前

身「婚姻平權大平台」即在 2017 成立，透過組織化的方式進行政治遊說與社會倡

議，以推動婚姻平權。而臺灣於 2019 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彩虹平權大平台持續

就跨國同性婚姻、同志家庭共同收養、人工生殖三大工作方向進行社會教育與政治

倡議（彩虹平權大平台，無日期）。 

  因此陳乃嘉（2020）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同志觀點的論述，指出臺灣雖具備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潛力，但也須在國內工作完善性別平等的實踐。其說明在

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中，可能因推動同志權益的挑戰過大而缺少對相關議

題的關注，不過瑞典政府清楚認知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所以會先透過實踐國內性別

平等、增加信譽，才進一步在國際上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因此臺灣在性別平等

與同志友善的工作中，也需投入更多的關注與努力（陳乃嘉，2020）。 

  以上的比較顯示出各單位關注的面向不一致，不僅公民社會對於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發展缺乏共識與廣泛討論，許多仍著重於國內社會的平權發展，對於外交政

策具體內容、側重面向、目標設定等皆未言明。陳乃嘉（2020）從同志政策的觀點

出發，認同臺灣有發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或人權外交政策的潛力，但更須注重國內

的性別平等實踐；而顏詩怡（2020）則認為需多方考量各利害相關人的角色與關係，

並發展出屬於臺灣自己的性別平等外交風格；張琬琪（2020）更進一步地援引 L. 

Thompson（2020）的政策架構，說明臺灣未來設計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可以運用的

模式，並注重在臺灣特殊國際政治地位之下，如何藉由外交政策來強化與非政府組

織的合作關係、共享資源與資訊，以期兼具提升國家正面形象與監督政府性別平等

發展等功能。除了張琬琪（2020）的文章曾探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作為臺灣參與國

際的策略外，其餘兩人缺乏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具體建議與關注，僅表態臺灣

社會有發展的機會，但該如何發展、政策目標、注重面向、側重重點、具體屬於臺

灣的風格或品牌，則相當模糊，而張琬琪（2020）雖然關注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作

為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策略，並提供架構與臺灣特殊處境可以發展的面向，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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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議題的關注，如資源分配、子議題的梳理、政策目標等也缺乏相關論述。這現

象反映了臺灣在瑞典與加拿大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臺灣無論官方或是民間

社會仍對此議題十分陌生，不僅於政府層面受到忽視，臺灣民間社會也缺乏相關知

識，無法形塑具有臺灣特色或國家品牌的政策雛形或缺乏對於政策的想像。 

  在臺灣的案例中，探究民間組織的限制主要與外交政策本身的屬性與缺乏政

府支持有關。由於外交政策與國家主權高度相關，與多數非政府組織關注的內政問

題不同，其涉及到官方互動、對外行動、外交方向等，民間組織難以透過倡議行動

進行改變，尤其在國家尚未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前，也缺乏一具體政策內容或行

動進行檢視或回饋，瑞典與加拿大亦是在國家提出政策後，民間組織才能夠針對政

策給予回饋與意見，進而影響政府後續的對外行動計畫；而臺灣的案例中，起初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受到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支持，因此有了初步的討論與專題介

紹，也同時於 2020 年產出相關的文章與倡議，但在次長調任之後，也未見討論與

研擬後的後續行動，顯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初始階段缺乏政府支持之後，公民社

會的關注也難以引起廣泛回應。 

 

肆、 國際比較 

  為了瞭解各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與挑戰上的經驗差異，本文採用外交政

策比較研究方法，以各項因素對比分析，來說明行動者層次的關鍵影響，同時指出

各國在發展上的異同。Rosenau（1971）的文獻說明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外

交政策研究中，個案的應用研究或許能為即時性的問題尋得答案，但長期而言，比

較研究方法能發現不同國家為適應環境變化時，所採取外交政策的行為模式，因此

若探討政策的發展或檢視國家針對內外環境變遷形塑的對外行為，宜採用比較研

究方法為宜。 

 

一、 行動者層次 

（一） 國家領導人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國家領導人的個

人生平歷程與價值觀、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視面向以及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

影響力道來進行比較，歸納成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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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國家領導人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國家領導人 洛夫文 杜魯道 蔡英文 

個人生平歷

程與價值觀 

於工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

的經驗中，意識到性別平等

的重要性與其經濟效益。 

於自由黨的經驗中，發展重

視多元性的價值觀。 

 

外交主軸為「踏實外交、互

惠互助」。 

對性別平等

議題的重視

面向 

男性作為女性主義者以及

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平

權的實踐對所有人都有助

益，倡議中著重對勞動參

與、經濟利益、發揮人口潛

能。 

以女性主義者的驕傲身分

認同推動多邊主義的參與，

性別平等倡議著重經濟賦

權的實踐，在此身分認同的

作用下，強化個人正面形象

的維持。 

著重於經濟發展及國際空

間的拓展，關注女性自覺與

打破框架，但未闡述性別平

等政策的目的。 

針對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

的影響力道 

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圍繞個人的平權倡議、瑞典

的平權發展、女性主義政府

的領導，以此促進大眾或他

國對性別平等的重視。 

政策目標為消除貧困、經濟

賦權、繁榮社會，而性別平

等、女性賦權為加拿大所有

國際援助的重點與工作方

法。 

未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但注重國際空間拓展、積極

與他國在性別平等上的合

作，體現平權外交政策的特

質。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表 4-4 呈現出三國的國家領導人皆重視性別平等中的經濟賦權與效果，並指出

政策應促進勞動環境改善、分擔照顧責任、創業補助等面向，可能原因乃藉由經濟

論述更易使閱聽人或潛在合作對象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也以創造更龐大、更廣

泛人群受惠的方式進行倡議，避免政策過度傾斜女性權益或女性解放而導致面臨

社會爭議與反對。除此之外，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家領導人皆以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

同來進行議題推動，期許更多人能加入平權行列，以此削減社會對於支持女權的反

對力道，其中杜魯道更以「驕傲」一詞來形容，強化堅定的立場並型塑積極開明的

形象，提高了在國內與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在這比較中也發現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家領導人對於政策的作用力不同。洛夫

文對於經濟賦權的高度重視並未完全反映於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

如瑞典於 2014 年提出的政策文件與 2018 年提出的政策手冊，目標指向性別平等

與國際承諾（Thomson，2020b）；反之杜魯道於演講與聲明中展現對於經濟賦權與

削減貧困的重視，則符合 Thomson（2020b）研究中認為該國政策與經濟利益的高

度連結。此顯示杜魯道在加拿大政策的影響力道比洛夫文之於瑞典來得更為強大

與明顯，也體現杜魯道在各聲明與演講中持續宣傳該國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時，重申該政策的重點與內容乃經濟賦權與減貧。 



doi:10.6342/NTU202301803

103 
 

  而臺灣在比較結果中可以發現，蔡英文對於女性主義與性別平等的關注著重

在經濟賦權，同時也曾述及打破框架與女性自覺的重要性，但未闡明性別平等政策

的目標與實踐主軸。但其在演講中體現的拓展國際空間特質，具有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所注重的價值，乃在國際環境中促進女性權益發展、矯正父權體制的迫害等，在

此經驗基礎上，若蔡英文對於平權價值有更進一步的定義、政策整合與領導，將有

助於型塑與推動具有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二） 外交部長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外交部長的個人

生平歷程與價值觀、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視面向以及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

響力道來進行比較，歸納成表 4-5： 

 

表 4-5、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外交部長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外交部長 瓦爾斯特倫 方慧蘭 吳釗燮 

個人生平歷

程與價值觀 

曾於女權倡議單位任職，理

解社會結構對女性的迫害，

著重代表性、資源分配、基

本權利，相信女權就是人

權，而性別平等是本世紀最

重要的未竟事業之一。 

曾監督自由貿易的談判，被

形容為「全球民主、人權和

多邊主義的主要倡導者」。 

推動踏實外交、互惠互助、

臺灣模式的國際合作發展，

捍衛國家尊嚴與守護自由

民主的共享價值，任內透過

女力外交專案進行社會倡

議或國際發聲。 

對性別平等

議題的重視

面向 

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連結

到可持續發展，特別重視性

暴力與和平安全議題。認為

女性受到的宰制源於結構

性的社會體制，需從制度方

面進行改革。 

強調透過實際行動來促進

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從既

有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

策延伸關懷面向，未侷限於

特定領域。 

雖強調臺灣在國際社會性

別平等的參與及經驗，但未

對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

有明確的定義或是關注內

容。 

針對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

的影響力道 

政策目標為實現性別平等

與女性人權，亦是民主、法

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先

決條件，強調在國際條約的

規範下展開工作，呼籲全球

一同參與性別平等事務，發

揮瑞典在國際事務的作用

力。 

政策目標為創造更安全、繁

榮與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具

體手段乃透過性別平等來

實踐，不僅是正義問題，也

是經濟問題，將政策延伸至

不同的具體措施與介紹。 

未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對於外交中的性別平等工

作亦缺乏關注或是想像，只

停留在表揚、宣傳臺灣性別

平等發展的層次，著重於辦

理講座、論壇或研討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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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國家領導人皆關注經濟賦權的相似性，在外交部長的比較中則呈現出

相當不同的結果。瓦爾斯特倫在各層面中，皆展現出對於父權體制與結構性問題的

理解，關注更廣泛的領域與實踐，此源於其生平發展與女權組織的參與，使其具備

足夠的知識與經驗，於外交政策的形成中更實踐具體與全面的作為，另外也因其價

值觀相當重視女權，也提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將其視為一項本身應實踐的政策目

標；方慧蘭則缺乏具體對平權的系統性理解，雖然在各演講與聲明中持續透過具體

行動說明該國政策內容與方向，但未言明其個人價值觀或對性別議題的定義，如問

題根源或結構壓迫，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雖然延伸了對於政策的理解，展

現對更廣泛領域的議題關懷，但也同時重申性別平等為實踐削減貧困與經濟賦權

的手段，呈現出其無法主導外交政策由杜魯道設定好的目標與側重面向；臺灣的案

例中，吳釗燮可能受限於國際困境與外交部長的官方身分下，過往行動僅能以辦理

講座與研討會為主，以此宣揚臺灣平權發展成果與經驗交流，而女力外交專案也未

能透過制度化的方式，形成具體與長遠的政策機制、目標方向、穩定的規劃或運作

等。 

  比較分析中呈現出瓦爾斯特倫對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作用，反

映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除了重視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外，更在 2018

年的政策手冊內文中強化了性暴力、安全、和平等面向的關懷。在加拿大的討論中，

儘管方慧蘭於外交部長的職權下關注更廣泛領域的平等議題，但仍無法跳脫女性

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對經濟賦權傾斜的目標設定，顯見瓦爾斯特倫相較方慧蘭對於

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有更高的影響力。而吳釗燮在比較分析中，突顯臺灣外交部

長缺乏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重要性的關注，儘管於各場合或聲明中分享我國在

國際社會性別平等的參與及經驗，但缺乏對於平權或女性主義的定義，或外交行動

停留在宣揚成果及分享經驗的講座會談，無法有效型塑與促進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的發展，進而以此在國際社會實踐臺灣的平權能量與對外行動，然而此部分也可能

受到一中原則與國際困境的影響，導致外交部長難以透過官方身分與他國建立制

度化的性別平等互動模式，儘管有意藉由女力外交專案與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國

際性別平等事務，但在缺乏官方與正式途徑的互動下，專案內容僅能以零星活動式

的方式進行，無法形塑具體的政策內容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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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黨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政黨價值、性別

平等政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來進行比較。而前兩章的討論可歸納成表 4-6： 

 

表 4-6、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政黨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政黨 社會民主工人黨 綠黨 自由黨 民主進步黨 

政黨價值 相信所有人的平等

價值和權利，欲建立

一個以民主理想及

平等權利為基礎的

社會。 

強調與動物、自然、

生態系統、子孫後代

與全世界人民的團

結，重視環境、平等、

永續發展。 

維護與促進加拿大

社會中每個人的基

本自由權及社會各

層面的多樣性。 

注重主權獨立自主、

民主自由的法政秩

序，並強調經濟財

政、公平開放、創新

進步、和平獨立等面

向。 

性別平等

政見 

女性主義政黨，女性

和男性在生活的所

有領域都必須擁有

相同的機會和權利。 

女性主義政黨，主張

公民免受社會結構

的限制而阻礙其想

要的生活。 

多數政策透過經濟

賦權的方式來關注

性別平等，強調多

樣性的實踐。 

黨章侷限勞動參與

或經濟平等，另設立

性別平等事務部，推

動平權議題的關注。 

對外交政

策的影響 

瑞典必須執行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強化

女性的權利、代表性

及資源。且平等本身

就是一個目標，也是

實現和平、安全和可

持續發展的條件。 

以外交政策強化平

等、對女性權利的尊

重、讓更多的女性參

與決策，亦關注政策

中的氣候正義，讓更

多國家承擔永續發

展的責任。 

女性主義國際援助

政策可以透過經濟

來改善當地女性困

境，強調以「為每個

人創造經濟成長的

承諾」為原則來促

進人權發展。 

在外交行動中關注

民主、人權價值的推

動，未述及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表 4-6 呈現出各國政黨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皆缺乏關鍵影響力道，雖然在瑞

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案例中，許多層面的關注皆反映了該國政策側重面向，但此部

分應由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進行主導，規畫了政策目標與內容重視，也體現出綠黨

對環境的重要性並未反映在 2014 年提出的政策內文中（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2020）。而加拿大自由黨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論述更少，多數關注了內政

中性別平等的經濟婦權，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有關的行動，僅呈現於兩政策章

節中對經濟賦權與人道援助的重視；臺灣民進黨則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黨

章、前途決議文等規範文件中，亦未針對性別平等進行系統性論述或是詳細的政見，

僅表示注重女性職場安全與發展。 

  在各國政黨比較下，可以發現皆由政黨價值觀來關注各國外交政策的推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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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策的重視都不及該國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體現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領

導人之間的重要連結。瑞典兩黨相較加拿大自由黨或臺灣民進黨更具備與強調平

等的價值觀，且瑞典兩黨認為自由價值需藉由強化平等來加以實踐，才能建立一個

沒有歧視的社會，免於受到社會結構的宰制，而綠黨更在此基礎上，拓展關懷至環

境自然的永續發展；此呈現出自由黨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趨近中間路線，重視基本

自由權利及社會多樣性，施政兼顧經濟與社會正義；臺灣民進黨則在主權爭議中，

強調獨立自主的定位，而意識形態光譜上的論述也趨近中間路線，關懷了自由經濟

發展與社會福利。由此價值觀出發，也連帶影響各國政黨在性別平等相關的政見與

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瑞典兩黨皆指出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每個政策，

認同性別不平等為結構性問題，應透過矯正、補償、資源重分配等措施來加以改善；

加拿大自由黨則說明女性在不同身分之下於加拿大社會面臨的處境，並於政策中

說明透過經濟賦權的方式來加以改善；臺灣民進黨則著重在女性勞動環境改善的

論述。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論述面向中，瑞典兩黨相當支持該國外交政策發展，

綠黨更延伸議題，關注了女性在氣候不正義的弱勢地位；加拿大自由黨在官方網站

呈現的基本價值觀，與同黨籍的杜魯道完全一致，即相當重視加拿大的多元性，並

透過經濟力量的關懷，來論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但官方文件體現的重視程度與討

論面向不如杜魯道或方慧蘭，分析自由黨對於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影

響力道較小，多數政策設計、內容計畫、目標設定等，由杜魯道主導居多；臺灣民

進黨則呈現出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缺乏想像與關注，儘管注重外交行動對於

人權與民主的促進，但性別議題無法成為主要目標來推動發展，亦缺乏具體的行動

或政策。 

  在此比較中呈現出瑞典與加拿大兩國政黨都在官方網站中書寫相關政策，但

臺灣政黨卻較未注重此面向。推測此差異可能源於兩國憲政制度上的不同，由於瑞

典與加拿大皆屬內閣制國家，總理源於國會多數黨或組成的聯盟，因此國家領導人

在政策上與政黨有高度的契合，形成「黨政合一」的樣態，在政黨官方網站上呈現

出來的政策內容也會與國家領導人相近；而臺灣採用的是半總統制中的「總統－議

會」制，運作上較偏向總統制，且國家領導人由全民直選產生，並非源於國會多數

黨，因此在施政上可能會與多數黨有相異之處，形成「黨政分離」的樣態，也促使

國家領導人在國會受到更強的監督力量（廖達琪、陳月卿、李承訓，2013）。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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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體制差異之下，臺灣因國家領導人或行政部門的具體政策較容易受到立法部

門（政黨）的監督，使得民進黨於官方網站上較未出現整黨統一的具體政策內容，

多為政黨意識形態或基本規範論述。 

 

二、 制度層次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援外組織的運作

模式、執行政策的目標、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係三面向來進行比較。而前兩章

的討論可歸納成表 4-7： 

 

表 4-7、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援外組織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援外組織 SIDA GAC 國合會 

運作模式 隸屬外交部，透過政府與各

單位的合作，對外提供發展

合作與人道主義援助，並依

循國際承諾執行政策。 

加拿大合作發展署於 2015

年併至 GAC 中，透過與合

作夥伴建立關係，擴大與強

化國際援助範圍及效能。 

隸屬外交部的財團法人組

織，負責執行政府開發援助

與其他政府委辦之援外計

畫的專責單位。 

執行政策的

目標 

致力於減少各地的貧窮與

壓迫、關注可持續發展，促

進各國的安全、民主與和

平，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

指導下拓展重視面向，認可

「性別平等本身是目的，是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以消除全球貧困與促進更

加和平、繁榮和包容的世界

為目標，幫助最貧窮和最脆

弱的人或國家，支持全球和

平與穩定，適時提供基於需

求的人道主義援助。 

核心價值為「進步、發展、

關懷」，以此與合作夥伴整

合經驗、知識、技能或資源，

創造平等、繁榮的永續未

來。 

與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的

關係 

原於性別主流化的發展下，

即重視性別觀點，實施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後，提升了以

性別平等為主的業務比例、

更新並強化性別主流化的

方法，從而使瑞典的外交政

策組合採取相關作為。 

在原國際援助優先事項，便

在所有行動中促進性別平

等、支持性別主流化的實

踐；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

策實施後，加強女性賦權的

推動，擴大援助的範圍與效

能，並設立評估標準持續監

督政策。 

援外行動中雖有以性別平

等或女性賦權為目標的相

關計畫，但限縮於經濟層面

或與對友邦國家的行動中，

未能深刻理解到性別平等

價值與人類永續發展之間

的關聯。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在表 4-7 的援外組織比較與分析中，瑞典與加拿大皆受到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

影響而拓展援外行動的關懷項目，但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外交政策目標也受到援外

組織長期以來設定的經濟減貧面向所影響，而使政策內文集中關注相關事務。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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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則呈現出國家援外組織缺乏對於經濟賦權以外的性平價值實踐。 

  三國的援外組織在運作模式上皆強調與各單位合作，而儘管臺灣國合會屬於

財團法人機構，但仍負責辦理官方援助計畫。三國在後冷戰時期對外援助思潮的影

響下，強調發展合作關係的建立，提升工作穩定性，並以合作與和平的觀點，促進

可持續的和平、安全與繁榮發展（Blair, 1998），因此三國皆表示，只要是能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的行為者，都是該國援外行動的合作對象，包含國家政府、多邊組織、

公民社會、私部門、財團法人、社會企業、地方社群組織等。 

  而在對外援助的目標中，瑞典受到了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將性別平

等視為目標，提升其重要性。除此之外，三國亦皆強調創造平等、繁榮、可持續的

發展，但瑞典的案例更說明性別平等本身亦是個目的，相較 GAC 僅將其視為可持

續發展與減貧的手段、國合會只說明創造平等、繁榮的未來，瑞典更體現政策運作

對於制度組織的更新與變化。 

  不同時期的援外組織比較，也顯現了加拿大長期將可持續發展與減貧視為最

重要的目標，並影響了杜魯道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目標設定，體現了制度

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力。瑞典與加拿大援外組織在既有國際承諾框架與性別主流

化中，已相當重視性別平等發展，而瑞典在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SIDA 提升

了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視為援外行動的目標；加拿大在政策實施後則沒有變化，皆

將目標設定為經濟賦權與減貧，但在杜魯道政府的帶領下，也促進性別平等的發展

與正向改變，如將過往的「男女平等」以「性別平等」的論述取代，關注到更廣泛

與交織性的平等發展問題。在臺灣的案例中，可能因國際困境與難以發展與友邦以

外國家的合作關係，使得國合會援外行動未關注經濟層面以外的性別平等實踐，在

各項行動計劃的觀察中，也發現對外行動未將性別平等視為優先的目標、性別觀點

未貫徹到援外組織的所有計畫，也因此較瑞典與加拿大缺乏相關經驗，提升實施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成本，無法藉由長期的國際行動經驗來發展政策雛型。 

  而臺灣與兩國的比較差異中，可能因為臺灣的援外對象多為邦交國家，以經濟

援助的方式不僅較能看到成果，經濟援助亦為各友邦國家較迫切的需求面向，導致

以女性賦權或性別平等為主要目標的計畫並非第一優先要務，也影響相關行動的

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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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民社會層次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民間組織的意

見反應與政府回應兩面向進行比較。而前兩章的討論可歸納成表 4-8： 

 

表 4-8、瑞典、加拿大、臺灣民間組織反應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民間組織 CONCORD Sverige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彩虹平權大平台 

反應與相

關意見 

肯定政策中發展合作的性別

平等、經濟賦權、和平與安

全政策、性暴力、性與生殖

健康權利等議題，亦指出農

業援助、非正規經濟、國際

武器貿易、移民與難民政策、

環境與氣候政策等方面中需

補充改善。 

小組指出政策中不足之處，

主要分為裁軍與非軍事化、

經濟正義、性與生殖健康權

利、更高的整合與連貫性等

四面向，同時強調 SOGIESC

的交織性與重視結構性的問

題。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主

張發展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並藉此強化與非

政府組織的合作與資源共

享，提升國家正面形象與監

督政府性別平等發展；彩虹

平權大平台則認同臺灣發展

政策的潛力，但更須注重國

內的性別平等實踐。 

政府針對

意見的回

應 

政府於 2018 年的外交政策

手冊與 2020 年的行動計劃

中，分別針對農業援助、國

際武器、貿易、難民援助與

氣候政策給予回應，強調各

領域的性別主流化。而農業

援助、難民援助或氣候政策

中，民間組織建議未獲全面

的回應。 

政府僅針對裁軍與非軍事化

進行回應，透過 2017至 2022

的國家行動計畫，表示將與

其餘部門合作，實施針對大

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控

制，將性別觀點與性別影響

評估應用於《減少武器計畫》

或多邊參與的裁軍協商中。  

臺灣無論官方或是民間社會

對此議題陌生，民間社會缺

乏討論、政府亦未針對此文

章進行回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經由表 4-8 的比較，雖然在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之前，公民社會未針對

此議題進行討論，但在瑞典政府提出後，民間組織給予的建議獲得政府修正與回應，

印證民間組織的關注確實影響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施政面向，也因為組織關注範

圍更為廣泛，促進外交政策涵蓋更多領域。但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小組意見回饋僅

有裁軍與非軍事化的問題獲得政府回應，尤其經濟正義論述指向的政策目標設計，

未得到政府的回應。而在臺灣的案例中，民間社會僅有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與

彩虹平權大平台進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且內容僅論述了瑞典與加拿大政

策架構，並呼籲臺灣重視國內性別平等與發展自身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其

餘具體發展、注重面向、側重重點、臺灣風格或品牌等方面，則未有明確的概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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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顯示了民間社會對此議題缺乏想像，也無法回應到政府層次，促進國家對此

議題的關注。 

  臺灣與瑞典、加拿大兩國在此比較中，呈現出缺乏社會討論的樣貌，此原因可

能有以下三點，第一即為臺灣本身並無具體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內容，難以進行回

饋與建議，且瑞典與加拿大兩國亦是在國家政府提出政策之後，民間組織才形塑聯

盟予以回應。第二，外交政策領域與民間組織長期關注之內政性別平等發展不同，

外交領域不僅牽涉到國家主權的展現與國際現實等環境因素，也與執政者的方針

與目標有關，難以透過倡議行動引起民眾或是國家的廣泛關注。第三，臺灣對於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本源於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支持，也因此才委由婦權會

進行相關研究，在次長調任、缺乏持續支持與關注之下，就難以延續既有的關注與

討論，形塑具體的政策內容與方向。 

 

四、 小結 

經由比較研究分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內政治影響因素中，行動者層次的

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具有關鍵影響角色。瑞典案例的瓦爾斯特倫因個人價值觀、

過往經驗與對外交政策的主導職權，促使其能夠將自身關注領域置放於政策內文

加以實踐；加拿大案例的杜魯道則因個人對政策的高度興趣與強化正面形象的動

機，於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強調性別平等對經濟發展的正向影響，儘

管方慧蘭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或聲明中，欲透過個人外交職權或是對外交政策理解

的方式，來延伸政策對不同領域的關懷，然最終仍未影響該國政策目標的設定與關

注面向。而洛夫文在本文擷取的演講與聲明中，更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且對

於性別平等的關注也集中在經濟領域，這些表態皆與學者分析瑞典外交政策的特

質不同，顯示了洛夫文亦未主導該國政策的制定與規劃。 

  除此之外，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與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回應也不同程度的影

響瑞典與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側重面向。加拿大的案例中，兩任總理時其的

援外發展行動目標皆指向了經濟賦權與減貧，但瑞典案例卻呈現出援外組織受政

策影響，提升對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視為一項須被實踐的政策目標；而在公民社會

層次的分析裡，瑞典政府在民間社會的建議下進行相較加拿大更大程度地政策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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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兩國皆能夠順利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也源於國家長期的性別平等發展，

在平權的環境基礎下，減輕政策執行的成本，並透過該國人權關懷的外交經驗，來

強化政策的推動。但政策形成、目標設定或是關注面向仍由該國外交政策主導者來

進行，也體現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政策領導人之間的重要連結。 

  在臺灣的案例與比較中，儘管於性別平等發展上處於亞洲領先的角色，並持續

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協力方式參與相關活動、拓展國際空間、持續進行倡議，卻仍缺

乏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主要原因為缺乏政策領導人、制度層次缺乏性平觀點的

援外行動、公民社會缺乏相關討論。在本文探索的資料中，無論是國家領導人蔡英

文或是外交部長吳釗燮，自上任以來對於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概念缺乏詳細說明

與價值論述，兩人在公開場合的演講與聲明亦多著重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發展，較少

闡明外交行動如何促進國際的性別平等實踐。不過兩人也持續在演講、聲明或外交

政策主軸下，強化臺灣的外交行動、拓展國際空間、加強與他國的合作或連結，顯

示出兩人互助互利的國際主義傾向。學者研究表明，性別平等價值與一個國家的國

際聲望有關（Bush & Zettrberg, 2021），在臺灣性別平等機制設立與國內性別平等高

度發展之下，如果能將性別平等價值融入至外交政策中，推動具有臺灣特色的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是有相當機會可以拓展臺灣國際空間、形塑正面的國際形象、強化

與他國之間的連結，同時也能促進國際性別平等發展，邁向更為和平的全球環境，

顯示出於臺灣政治環境而言，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有強大的正面效益。因此若

其中一人能成為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主導政策的推動、目標設定、關懷面向、執行

方式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相當適合臺灣外交的發展。 

  而制度層次雖然並非影響一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的關鍵，但於援外行動

中缺乏相關經驗的培養與政策範例，將增加政策領導人推動之成本，或是僅能在既

有的行動中制定相關計畫，導致無法擴展到更廣泛領域的關懷，因此在援外組織執

行的政策與目標中若能關懷至更多與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相關的議題，便可以促

進日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設定時關注的領域與方向。 

  瑞典案例顯示民間組織的回饋也可以促進政府修正該國政策內容，而在臺灣

婦女運動發展中，婦女團體地倡議行動也促使臺灣政策的改進與推陳出新，如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教育平等法等，顯示出民間社會也能有一定

程度對國家的性別平等政策產生影響。但民間組織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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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陌生，因此為了促進國家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本文認為可以強化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於各倡議組織的關注，透過陳情、投稿或社群媒體宣傳等方式，並以臺灣性

別平等發展、拓展國際空間、建立國際正面形象、促進國際性別平等發展等為目標，

提升臺灣社會對此議題的重視，並期許在民間社會的討論之下，回饋給政府以推動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動。 

  總體而言，由於臺灣性別平等的卓越發展以及國際空間拓展的需求，相當適合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但在缺乏政策關鍵領導人、缺乏專業知識與關懷的援外

組織、缺乏民間社會的倡議討論之下，會增加推動政策的成本與困難。也因此本文

欲藉此機會，分析改善的面向，透過倡議行動來提升臺灣社會對此政策的關注度，

期能強化社會的重視，形塑屬於臺灣風格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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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經由本文三個章節的分析與論述，探討了瑞典與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對該國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的經驗，同時分析臺灣國內政治三層次的因素，藉由國際比

較發掘各國之間的差異以及於推行於臺灣的挑戰，以此回應本文三個研究問題與

理論對話。希望藉由本文的書寫與議題關注，得以促進臺灣性別平等的倡議與推動，

促進公民社會對於外交政策的多元想像，於國內、國際社會透過實際行動促進平權

發展與女性賦權。 

 

壹、 研究結果 

一、 領導人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受到該國政策領導人的高度影響，成為主要的國內政治影

響因素。瑞典與加拿大的研究案例中，皆可發現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主導了該國女性

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動與側重面向、目標設定，不過兩國政策領導人在職位上有所不

同，受到了該領導人的生平經驗、價值觀所影響，瑞典案例中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

為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透過個人參與性別平等事務的經驗，培養出

對於平權廣泛的關懷，以及對於女性、和平與安全的重視，使得該國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將性別平等視為一重要的政策目標，同時也將性暴力等議題納入到政策中，呈

現出相較過往對性別平等與女性安全更高度的重視。而加拿大案例中的國家領導

人－總理杜魯道則為該國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關鍵領導，在許多演講與聲明

中持續強調驕傲的女性主義者身分認同與性別平等對經濟賦權的重要影響，因而

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強調在經濟面向的論述，包含減貧、女性企業、女性勞

動參與、女性職場改善等，同時將政策目標置放於經濟賦權，性別平等成為實踐目

標的手段，而其積極透過政策推動與身分論述，來強化自身正面與積極的形象，彰

顯了於該國政策領導的影響力。 

Hermann（2001）指出國家領導人僅會在特殊狀況下親自參與外交政策，如有

高度興趣、國家遭逢外交危機而衝擊國家利益或引發人民關注、國家領導人必須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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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參與和外國元首之間的高峰會、國家領導人本身對某項外交政策議題有特殊的

利益等，否則在多數情況下，外交政策將交由外交部長或相關部門決議。加拿大案

例中，杜魯道在 2017 年推動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前，已透過演講闡明自身女性

主義者的身分認同，透過政策的發布與制定可以強化此角色，進一步形塑自身正面

積極的政治形象，提升自身於國際或國內事務的影響力，也顯示出其對於女性主義

國際援助政策的高度興趣和參與力道；相反地，瑞典案例中洛夫文本身於各演講或

聲明中即較少提及性別平等的推動，儘管曾表明自身是女性主義者、推動女性主義

政府、關懷性別平等議題，但演講與聲明集中於經濟面向的關懷，亦鮮少述及外交

政策，缺乏對外交事務參與的興趣，使得相關決策與內容，未能反映洛夫文的經濟

重視，多交由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主導，使其成為該政策的關鍵領導人，發揮經驗、

實踐其對於平權的關懷。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制定及產生與政策領導人高度相關，不僅與本文假設相

符，也可由學者研究解釋，由於政策與領導連結過於緊密，在未體制化的情況下，

政策可能在政府更迭後難以延續（K. Aggestam & True，2020）。瑞典案例便呈現此

現象，2022 年 9 月的瑞典國會選舉後，由右翼聯盟取得較多席次，同年 10 月瑞典

保守派領袖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在國會當選總理，該內閣新任外交部長比

爾史特龍（Tobias Billstrom）上任後便宣布終止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體現了 K. 

Aggestam 與 True（2020）的研究發現，亦證實了本文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高

度個人取向分析，關鍵領導人主導了政策推動與形成，但尚未真的成為任何一個國

家的政策傳統。 

 

二、 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除了行動者層次的關鍵影響外，本文在比較兩國國內政治發展因素中，也發現

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亦會對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且在加拿大與

瑞典中有不同的影響力道。 

  國家性別平等發展趨勢與脈絡可以作為該國提出相關政策的經驗基礎，政府

過往推動性別平等作為、成立相關組織、提出相關政策、參與性別主流化的經驗等，

皆能成為未來進行相關政策規畫時的依據，且當國內民意對於性別平等高度支持

時，具有平權色彩的外交政策便能更順利、減少阻礙地推動。而加拿大與瑞典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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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高度性別平等發展之下，輔以相關經驗，即可以順利地推出名為「女性主義」的

外交政策，此不僅象徵政府試圖破解社會對於女性主義一詞的疑慮，更希望以此表

示比過往政策更為性別平等與變革性的訴求，也呈現國家女性主義的精神與運作。 

  而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與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聯盟反應也對兩國外交政

策的側重面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此部分於瑞典與加拿大呈現相當不同的面

貌。加拿大的案例中，援外組織過往的關注面向、政策內容或目標設定，與女性主

義國際援助政策幾乎一致，形同承接了過往援外行動的側重面向，並沒有在女性主

義立場的加持之下，以更廣泛領域的關懷或提升性別平等重要性來進行外交政策

論述；不過在瑞典的案例中，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之下，使得援外組織在關

懷面向與具體措施中，都拓展至更廣泛的領域與實踐，並透過不同的外交行動組合，

實現不同面向的性別平等。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反應因素中，瑞典案例呈現雖

然在 2014 年之前，民間社會並未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倡議，然而從 2016 至

2020 年，CONCORD Sverige 針對外交政策的經濟、農業援助、性暴力、氣候政策、

難民等面向進行回饋與建議，也促使政府於 2018 年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與

相關行動計畫，進一步回應了民間組織的倡議內容，以尋求在具體施政中可以有更

廣泛的關注；而加拿大的案例中，儘管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小組針對該國裁軍、非軍

事化、經濟正義、整合性等面向進行回饋，但政府仍缺乏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

策的修正與回應，僅在行動計畫中提及裁軍規劃。 

  整體而言，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都一定程度的影響

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提出與目標設定。然而當一國政府缺乏政策的關鍵領導

人主導該外交政策的推動、制定與實施，儘管這些上述因素提供推動政策相當適應

的發展基礎，也難以預見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出現，如在其餘性別平等高度發

展的北歐國家，當行動者層次的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沒有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欲求或行動，國家也難以形塑該政策。Skjelsbæk 與 Torunn（2020）的訪談研

究中，指出了挪威外交政策、性別平等與福利政策長期受社會共識所推動，其中性

別平等被認為是挪威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而有利於性別平等的規範也逐漸成為挪

威外交政策的顯著特徵，但在與參與和平調解和促進工作的挪威外交官訪談研究

結果中，該國似乎仍不願將其政策定義為「女性主義」，因其可能對國內和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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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產生無法預期的衝擊或影響29。此顯現出在缺乏政策領導人之下，儘管其餘的國

內政治因素具有良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基礎，也可能使該國無法成功推動此

政策。 

 

三、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國家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由政府主導平權的發展與推動，正體現了國家女性主義理

論指出由上而下的國家力量，尤其本文在分析中闡述了國家領導人的關鍵影響與

重要性，不僅顯示此類型的外交政策與行動者層次間的強大連結，更顯示其相當仰

賴國家政府的領導，可以分以下兩個層面探討與說明。 

  第一個層面指涉以國家的力量推動性別平等事務，瑞典與加拿大的案例顯示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之前公民社會缺乏相關討論，最後由政府主導政策的形成

與施行，並在日後持續藉由行動計劃來運作政策關注重點，在瑞典的案例中，公民

社會的討論與建議，也在日後受到政府的重視，進而修正與補充政策內容，更顯示

出政府透過相關作為制度化女權組織與公民團體的倡議內容。第二個層面指涉女

性主義者在擁有實權的制度位置上擔任行政或官僚人員，在瑞典與加拿大的案例

中，無論是國家領導人的洛夫文、杜魯道或是外交部長的瓦爾斯特倫、方慧蘭，都

曾經於公開演講或是聲明中表態自身為女性主義者，儘管使用頻率或強調力道有

所不同，但都呈現出女性主義者透過擁有實權來實踐對性別平等的關懷，體現出國

家女性主義的另一個面貌。本文分析此類型外交政策與行動者層次間的強大連結，

導致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在缺乏政策重視之下，難以激發社會的關注，同時也因

為外交場域的政策事務相較於內政較不受國內民眾關心，尤其將其連結到「女性主

義」易具爭議或較不主流的價值立場後，更可能導致閱聽人對此政策懷疑或是困惑，

這也使得此政策相當仰賴政府領導的力量，須由政策領導人堅定立場與論述重要

性來進行倡議，以彰顯在國際社會中的政策影響力，並帶動其餘國家或是國內民眾

對此議題的關注與了解，期能進一步促進全球廣泛的性別平等發展。 

  而在公民社會層次的分析中，也印證國家女性主義理論可能的限制，即民間女

權運動的訴求或倡議在體制化過程中可能被抹滅，如瑞典或加拿大的案例中，公民

 
29 如曾有訪談者指出因挪威的外交政策、性別平等或福利政策等向來以共識為主導，倘若宣布採

納女性主義目標，可能破壞挪威國內長期對外交政策的共識傳統（Skjelsbæk & Torun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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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訴求或建議未被完全採納，尤其加拿大的政策小組

以更基進的角度論述和平建設過程的陽剛霸權與去軍事化的重要性，或是對於經

濟正義的關注及改善，皆未在加拿大後續的行動計劃中獲得回應。此現象體現了國

家女性主義指出在倡議內容體制化過程的時候，會盡可能於民間訴求與政府行動

中取得平衡或妥協，但也可能削減倡議中部份的訴求與關注面向。不過從另一個方

面觀之，或許因外交政策與主權議題高度連結，並與軍事、國防、貿易等領域相互

連結，導致民間社會量能在影響施政方向上難度較高，未必是國家女性主義理論的

限制，而是外交政策在討論意涵上有其特殊屬性。 

 

四、 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 

  本文呈現出臺灣具備足夠的性別平等發展基礎，尤其張婉琪（2020）、陳乃嘉

（2020）皆指出臺灣在亞洲平權發展名列前茅的地位下，率先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可以為國家拓展國際空間、強化國際連結、領導區域的平權發展，此也符合當前

蔡英文與吳釗燮的踏實外交主軸，強化臺灣在互助合作的良善國家形象與突破一

中原則造成的外交限制，張婉琪（2020）的文章更指出可以藉由政策強化跨部門與

公私組織合作，共享更多的資源來參與國際性別平等事務。 

  而在國家平權發展的經驗基礎外，對臺灣的挑戰可從兩個面向論述。第一個乃

行動者層次的面向，如何啟發政策領導人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與重視或許

是最重要的課題，尤其國家領導人蔡英文在多個場合關注性別平等並注重女性自

覺，每一次的表態都是促進臺灣在平權發展的支持與推動，儘管受限在國際困境與

一中原則下，導致相關倡議行動限縮於經濟領域，或是僅能持續地強調國際連結與

拓展國際空間，不過也可以發現蔡英文對於性別平等的支持傾向，而現階段缺乏但

相當關鍵的便是提升對「女性主義」的認識、宣導，甚至是認同，尤其在許多場合

的演講或聲明中，未觀察到蔡英文對「女性主義」的態度，也間接使得國內選民對

此概念陌生，甚至可能抱持疑慮或負面感受，若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表態對女性主

義議題的關注與支持，就有可能促進相關政策的產生，並將既有對平權的關懷轉化

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第二個面向則是關注結構性問題，在一中原則與國際困境的

阻礙下，臺灣要參與國際事務多半只能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形塑的非官方形式，

但在資源不穩定、女力外交專案缺乏制度化、相關行動僅如零星活動式的產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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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形塑成具體政策；而制度層次方面，也受限於國際環境，使得國合會與邦交國

或友好國家的互動，僅停留在經濟賦權領域；公民社會層次的討論源於外交部政務

次長的支持，在次長調任後也失去能量，導致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與關注，

使得政策在缺乏政府官員的支持下難以發展成形，這三個面向的關注都指向了臺

灣在國際現實的結構中難以透過官方正式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發展合作或人

道救援的對外行動，仍需大量依靠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進行國際事務參與。 

  因此在這兩面向的討論下，或許提升公民社會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多元

想像可以是一條出路，意即不一定要在官方正式的外交模式中形塑外交政策，或許

透過穩定資源、公私部門連結的強化、制定目標與內容等將既有的性別平等對外行

動制度化，可以成為屬於臺灣品牌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前提仍是需要對女

性主義外交政策重視的政策領導人，所以持續監督行動者也很重要，透過廣泛討論

發展在既有結構問題下的途徑，也許就可以提供行動者對政策更具體與清晰的想

像，並結合政策制定者個人對性別平等的關注，形成具體內容與目標。 

 

貳、 研究建議與限制 

  女性主義理論的觀點分析性別不平等的原因，並透過對理想社會的想像，提出

漸進式或革命性變革的方案（顧燕翎，2020）。本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探索國際政

治，並藉由國內政治因素分析國家外交政策的形塑成因，透過比較來指出政策發展

關鍵因素乃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同時也指出臺灣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

上缺乏對性別議題高度關注的政策領導，而缺乏制度層次的經驗與公民社會層次

的倡議，也連帶提升政策發展的成本。 

  本研究分析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內政治因素發展，並將臺灣納入進行國際比較，

乃是為了聚焦國內層面的影響力，同時以最早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兩個國家

作為研究個案，涵蓋更長遠的動態發展與脈絡分析，然此部分也顯示出本研究的限

制，如國際政治因素是否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如何透過國際社會的

理論與觀點進行詮釋？抑或將更多國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納入討論，以比

較出各國之間的發展異同。而在本文國內政治因素分析時，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

次也僅分別以援外組織與民間組織聯盟作為研究對象，雖已涵蓋本研究關注的平

權行動與國內倡議內容，但仍可以拓展研究廣度，觀察更廣泛的研究標的對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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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外交政策的影響。 

  因此本文為展望臺灣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與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以下兩

點研究建議，期能發揮女性主義的精神，使社會改革不僅變得可能，而且可欲。 

 

一、 拓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觀點與國家比較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建議上，本文認為未來研究可以分析與比較更多

國家的政策發展成因，並拓展研究角度，納入對於國際政治因素的分析。 

  自 2014 年至 2022 年 7 月，雖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仍缺乏一致的定義，但表

示採用政策的國家持續在增加，除了 2014 年的瑞典與 2017 年的加拿大，法國（2019

年）、墨西哥（2020 年）、西班牙（2021 年）、盧森堡（2021 年）、德國（2021 年）

和智利（2022 年）等國都相繼表示將以「女性主義」命名屬於該國的女性主義外

交政策（UN Women，2022）。而各國政治脈絡與因素發展皆不同，若能進一步納

入更多國家的分析與探討，將更可以解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特殊與重要性，並論

證在各國發展脈絡裡，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是否仍扮演關鍵角色，或是在不同

國家的發展脈絡下，其他層次是否會更具影響力。 

  而本文以國內政治的觀點進行分析，比較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的發展，聚焦國

家內部社會的脈絡與探討，然而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因素相當廣泛，除了國內觀點

以外，國際觀點諸如地緣政治、權力平衡理論等，都可能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

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加拿大發展多邊主義外交政策，便是為了突顯自身與鄰國美國

不同的側重面向，而美國如何影響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便是一項可以

持續深究與分析的問題。 

  最後，便是在既有的研究框架下拓展研究標的與分析。本文在制度層次以援外

組織、公民社會層次以民間組織聯盟為研究標的，雖已盡可能符合各國外交政策的

關注方向與納入更廣泛的民意討論，然此並未能完全代表「制度層次」與「公民社

會層次」兩面向的全面分析。因此未來在相關研究中，本文建議可以拓展分析廣度，

如制度層次可以觀察其餘部門的運作、公民社會層次納入各家民意機構對政策的

支持度等，以期能更廣泛地分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比較各國發展脈絡的

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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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社會與政策的發展方向 

  在臺灣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方面，本文認為應持續透過倡議行動，使得民

眾關注國家領導人與外交部長的相關政策是否具備女性主義觀點，包含是否使用

交織性觀點、性別分析、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等，行動計畫中是否以性別平等

為目標實踐、是否突破過往的經濟賦權而注重其餘面向等。由於現今實施的踏實外

交主軸注重拓展國際空間、藉由援外行動促進國際連結，因此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

備良好的適用性，所以未來研究若能更深入且清晰地區分臺灣在外交領域或援外

場合中「宣揚性別平等成果」與「實踐性別平等價值」的差別，將能促進我們更深

刻地瞭解臺灣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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